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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语用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中一个成熟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国内外大多数高校已为研究生开设语用学这一课程，有的高校也已或正在准备为本科生开设这门课程。但现有的专著或教材有的理论性太强（如Levinson 1983；Gazdar 1979），初学者缺乏必要的基础背景知识，就会遇到较大的困难；其他一些语用学入门教材或专著则均是从某一角度对语用学进行论述，如Dascal（1983）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语用学这一学科进行了介绍；Green（1989），Horn and Ward（2004）注重论述语篇语用学和形式语用学；Sperber & Wilson（1986），Blakemore（1992）注重论述认知语用学，尤其是关联理论；Mey（1993），Thomas（1995）则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论述语用学。因此，上述教材或专著的内容均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编写一本既适合初学者阅读，又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语用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对进一步普及和推动我国语用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编写《什么是语用学》一书的宗旨是：把语用学研究中一些相对稳定的内容和成果、一些主要理论和观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问答的形式，向语用学初学者和爱好者作一些介绍和阐释，为人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我们完全认同何兆熊（2000：i）教授的观点：“一个学科不论发展有多快，发展的步伐有多大，它总是拥有一些属于这个学科本身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概念，这些理论、原则和概念是任何一个想认真、系统地学习这一学科的人应该了解的。对一个学科，不能只知道它的现状和它的最新发展，而忽视它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出于上述考虑，本书设定的80个问答题主要包括了下列五个方面的内容：1）概述语用学的定义、研究范围和发展历史；2）介绍语用学研究的一些传统论题，如所指与指示、前提、会话研究等；3）介绍和评析语用学的五大基本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礼貌论、关联理论、顺应论；4）介绍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和语料收集方法；5）简单介绍和评析语用学的跨学科应用研究。

本书既介绍和评析了英美传统的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又兼顾评介了欧洲大陆更为宽泛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同时力求涵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用研究的新成果，将语用研究中出现的新动态和认知这一新趋势反映出来。但是，即便如此，要在一本著作里把语用研究所有的主题都包括进去显然是不现实的。例如，我们在第五部分“语用学的跨学科应用研究”里，就只能忍痛割爱，无法详细介绍和评析形式语用学、英汉语用对比、文学语用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在全书正文后设有参考文献、术语汇览和推荐书目，这对于想在语用学这个领域里深入耕耘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我们在全书的编写过程中，力图克服以往语用学入门教材或专著只从单一角度论述语用学这一不足，充分注意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在建构语义中的作用，并同时考察话语生成和理解这一动态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因素，对语用学早期研究中的片面性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剖析，对语用学研究中的最新热点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我们对语用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阐释时所用的例证均选自真实的语料，如大众媒体语篇、小说戏剧对话和日常生活会话等。全书文笔力求通俗流畅，读来饶有趣味。当然，人无完人，书亦无完书，书中欠妥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不吝指正。

本书最终能顺利出版，我们要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外语学术普及系列”这套丛书，感谢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子课题实施计划（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也要感谢何兆熊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在编写过程中，四位有志于语用学研究的学者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她们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曲政副教授、我的博士研究生吴格奇副教授、左进副教授和张韧博士。她们为我提供了部分材料，并参加了全书的设计和编写，在此对她们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谨以此书献给为我国语用学与英语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何兆熊教授！



俞东明

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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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语用学？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定义，语用学也应该有自己的定义。但是要给语用学下一个全面、确切的定义并不容易。正如语言学一样，几乎所有的语言学书籍都是这样定义的：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地研究语言的学科。毫无疑问，这个定义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定义具有极高的概括性：什么是语言？对语言学的研究是怎么进行的？对一个从未接触过语言学的人来说，这样的定义只能使他对语言学有一个十分抽象、十分模糊的认识。我们也许可以按照同一个模式来给语用学下定义：语用学是一门科学地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这个定义同样是无懈可击的，但也同样是高度概括、抽象的。定义要有概括性，但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具体性，过于概括或过于具体都会使定义失去意义。Levinson在其1983年出版的Pragmatics
 中列出了近十个语用学可能的定义，并对它们作了评论，我们不妨看一下其中的几个：

定义1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os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text that are grammaticalized，or encoded in the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语用学是对在一种语言的结构中被语法化或编码的那些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定义2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all those aspects of meaning not captured in a semantic theory.

语用学是对那些语义理论未涉及的意义方面的研究。

定义3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text that are basic to an account of language understanding.

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境之间对于解释语言理解来说是十分基本的那些关系的研究。

定义4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ability of language users to pair sentences with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would be appropriate.

语用学是对语言使用者将句子与合适的语境相匹配的能力的研究。

定义5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deixis（at least in part），implicature，presupposition，speech acts，and aspects of discourse structure.

语用学是对指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含义、前提、言语行为以及话语结构等各个方面的研究。

虽然Levinson列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定义，但他认为其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显然，和前面那个高度概括的定义相比，这些定义要具体得多、明确得多，但它们共同的不足之处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片面性。Levinson 列出的这种种可能的定义使我们看到了语用学这门年轻学科的多面性。对自然语言进行研究，确实存在不同的出发点，根据不同的侧重点去给语用学下定义，自然会得到一系列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有一定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定义。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语用学专著中，依然可以找到高度概括的定义，如Mey（1993）把语用学定义为“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研究的语言科学（Pragmatics is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seen in relation to its users）”；同时也能找到比较具体的、反映出作者独特观点的定义。如Thomas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语用学被定义为对“使用中的意义”或“语境中的意义”的研究，这一说法虽然正确无误，但过于宽泛。在她1995年出版的专著中，她把语用学定义为“对互动意义的研究（meaning in interaction）”。Thomas的这一观点是以她的意义观为基础的，她认为意义不是词语本身固有的内在属性，也不是由说话人或听话人单方产生的；意义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对意义的磋商、说话的语境以及一句话语的意义潜能。

Yule（1996）给出的定义是：“语用学所研究的是说话人（或写作者）所传递的和听话人（或读者）所理解的意义（Pragmatics is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meaning as communicated by a speaker（or
 writer）and interpreted by a listener（or
 reader））”。在给出了以上定义后，Yule 对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语用学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方面：（1）语用学是对说话人意义的研究；（2）语用学是对语境意义的研究；（3）语用学是对如何在字面表述之外传递更多的意义的研究；（4）语用学是对（交际者）相对距离的表达的研究。当然，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根据不同的侧重点或不同的视角来给语用学下定义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试图去比较各种不同的定义之间的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的差别只不过是个侧重面和措辞的问题，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围绕了语言交际中的意义这一中心。各种不同的定义的存在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语用学这门学科的理解。


2　语用学是怎样形成的？

“语用学”译自英语的pragmatics一词。在当今大量的语言学研究的论文、专著和资料中，“语用”已是一个极为常见的专业术语了。但把pragmatics 译为“语用学”只是对这个词的狭义理解，只是把pragmatics这个词置于语言研究这个特定的范围里所作的理解。“pragma-”这个拉丁词根具有“做、行动”的意思。从广义上说，pragmatics指的是对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所作的研究。作这种理解的话，或许该把pragmatics译为“行为学”更加恰当。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涉及人的所信、目的、筹划和行为。Green（1989）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救生员朝一个在水中挣扎的游泳者投去一个排球。救生员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这一行为基于救生员的一个意图，即救人，和至少三个所信，即：（1）他相信游泳者需要救助；（2）他相信游泳者知道朝他投去的排球是用来救他的；（3）他相信游泳者知道怎样利用排球比水轻这一物理属性。在这三个所信中，第一个是有关游泳者的愿望的，第二和第三个所信是关于游泳者的所信。救生员能否达到救人的目的显然和他本人和被救助者的所信有关。人类的语言交际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人类怎样通过语言交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救生员怎样来达到自己救人的目的有共同的地方。把 pragmatics用来指对有目的的语言活动的研究，是对这个词语的狭义理解，把它译为“语用学”自然是很合适的。但在学术界首先使用pragmatics这一术语的不是语言学家，而是哲学家。了解一下这一术语的源起，对我们认识语用学的本质和宗旨是有好处的。

在哲学研究中最早使用pragmatics这个术语的是20世纪的美国哲学家Morris 和Carnap。他们在对符号学（semiotics）的研究中介绍了pragmatics这一术语。符号学是系统地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学科。他们总结了语言符号的逻辑—哲学研究方法，划分了符号学研究的三个分支：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

和其他学科一样，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1857-1913）被公认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20世纪初Saussure去世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课堂笔记和Saussure的手稿及其他材料编辑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公认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Saussure认为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是语言（langue），而不是言语（parole），因为语言是一个受一定规则制约的体系，而言语则不是，只有语言才经得起严谨的、科学的分析，而言语则不能。20世纪50年代后期，Chomsky提出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分与Saussure 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一脉相承，虽然他们两人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言学家都致力于语言本身的研究，把语言的使用侧面排除在语言研究的范围之外。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驱Bloomfield（1887-1949）以及其后的一代语言学家着重分析语言的音系和形态，他们把音位（phoneme）和词素（morpheme）作为语言分析的单位，在他们看来，语言的句法结构十分抽象，语言学研究难以揭示它的奥秘。

20世纪50年代后期，Chomsky的语言理论，即如何生成合乎句法规则的句子，对于解释语言的句法结构是颇有说服力的，但这种以句法为中心的语言理论把语言的意义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然而语言是人们在交际中用以表达意义的工具，局限于研究语言的句法结构只能从一个侧面去描绘、解释语言，却无法解释复杂的语言现象。于是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设法把对语义的研究结合到以句法为中心的语言理论中去。

20世纪70年代初，有些语言学家试图把语义研究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来取代句法的中心地位，或是在这两种研究途径中寻找某种中间道路。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语义学迅速地发展起来。随着语义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意识到了语境（context）在意义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对于实际使用的语言来说，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一定的语境紧密联系的，离开了使用语言的时间、地点、场合、使用语言的人，以及使用语言的目的等语言因素，便不能确定语言的具体意义，对语义的研究便算不上全面。于是，在语义研究中，人们开始考虑语境的因素。语境因素一旦进入了语义研究的范围，便为语用研究开辟了道路。语用研究进而迅速发展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形态→句法→语义→语用这几个发展阶段。语用研究的崛起可以说是对Chomsky句法中心论的一种反叛，它标志着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语言学从20世纪初的一门只对人类语言的声音形态资料进行研究的、比较狭窄的学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纵贯语言的形式、意义和语境的、研究范围较广泛的学科。


3　什么是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

在语用学研究领域里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微观语用学，另一种是宏观语用学。微观语用学是英美学者的解释，它更具有限定性，并且与传统语言学所关注的句子结构和语法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宏观语用学是欧洲大陆学者的解释，它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包括话语分析、人种志交际学、心理语言学的某些方面以及社会语言学。根据欧洲大陆的传统，语用学被视为语言研究的一个视角，它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语用学不仅研究语言理论本身，而且还研究语言使用中所涉及的其他方面，如交际双方的各种需求、信念、愿望、意图以及交际双方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微观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一种动态描述。事实上，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的意义的。语义理论从传统上说是对句子意义进行静态描述的语义学，现在对句子意义动态描述的语用学也加入了语义学的研究领域。静态描述指的是对语言字面意义的解释，而动态描述是指语言在使用中的意义，即语言在上下文中的意义和交际双方意图的意义。Leech（1983）认为，语义学是二价的，即X意指Y;而语用学是三价的，即说话人通过使用 X意指Y。例如：What does X mean？（静态关系）和What do you mean by X？（动态关系）。再看下面例句：

A：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lay？

B1：It's so so.

B2：Well，the ice-cream they served during the interval was nice.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B1是对问题的直接回答，它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的意图都充分体现在句子中；而B2的回答是不明确的，它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也没有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反应。因此，对于B2的回答只从字面上去理解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有其内在含义，并且，根据上下文，它的内在含义的语用之力是与B1相等同的，即他们两人都认为这部戏不怎么样。

宏观语用学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近几年来，语用学研究涉及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这些学科充分利用语用学的概念和理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交际和语言使用过程。这些学科都可以被看作是语用学研究的一部分，从宏观上说，这些学科构成了宏观语用学。


4　话语意义和句子意义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意义。传统的语义学家把意义看作是语言文字本身固有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内在的、固定的，不受外界因素如时间、地点等的影响。因此，像英语中的“dog”或汉语中的“狗”，在任何情况下都意指一种属于犬科的哺乳类家畜。对于一个完整的陈述句，传统语义学家所关心的是这个句子所包含的语义命题（semantic proposition）的真实值（truth value），以及判断命题内容真实与否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如“It is cold in here”这样一句句子，对传统语义学家来说，只是表达了“某一地点气温比较低”这样的命题内容。但是，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使用了这句句子，这些则不在传统语义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排除了语言外因素的考虑，这句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

语用学则不同。从广义上来说，语用学把语言文字本身的意义和它们的使用者联系起来。除了要弄清一个单词、一个句子本身的意指外，语用学还要进一步弄清谁在什么情况下用了这个词或句子，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是说语用学要研究一个词、一句话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具有的交际价值。像上面说的“dog”这个词，除了它固有的人尽皆知的所指之外，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dog”这个词的人可能是对听话人发出警告，也可能是在进行恫吓。又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Is that your car？听话人必须根据不同的语境去把握不同的意图。如果听话人所拥有的是一辆新豪华型轿车，则说话人的意图是表示欣赏；反之，则可能是嘲讽。而在另外一个场合，如听话人乱停车，则该话语的意图可能是抱怨或警告。此外，它还可以表示说话人的请求，如搭车去某个地方等意图。这部分意义显然不是存在于字面上的，但却是以句子的意义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言下之意或弦外之音。这种言下之意正是说话人使用语言的目的所在。语用学要研究的正是这样一种体现说话人意图的意义。

要区分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和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首先要区分句子和话语。句子是一个属于语法范畴的概念，它是所属语言的语法单位，它的构成需符合一定的语法规则，如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主语和谓语等。话语是语言交际的一种单位，它是具有一定的交际功能的最小语言单位，这个具有交际功能的最小语言单位可能恰好是一个语法完整的句子。实际上，在交际过程中大多数的话语都是以完整句子的形式出现的。例如：“There is a dog at the gate．We'd better keep it away．”这两个完整的句子在一定的语境中便可能分别具有“警告”和“建议”的交际价值。也有不少话语是以省略了某些成分的不完整的句子形式出现的，例如：“（There's）A dog（at the gate）！”、“（I order you to）Fire！”还有一些话语根本不是句子，但它们的交际功能却是十分明显的，例如“Hello！”、“Hi！”、“Ouch！”、“Wow！”、“Good morning！”等。可见，句子和话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研究语言时牵涉到的不同概念。和这两个概念相对应的两类意义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句子意义是抽象的，是孤立于语境之外的；话语意义是具体的，是和一定交际条件密切相关的。可以认为话语意义是句子意义和语境相结合的结果。例如“John is still single”，作为一句孤立的句子，它充其量只告诉我们关于John的婚姻状况，有的语义学家用JOHN（BEING SINGLE）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这句句子的语义意义。但如果把它看作是一句话语，那么在一定的语境中说话人说了这么一句话，除了向听话人传递这种语义意义之外，很可能还带有别的意思，例如鼓励听话人去追求John（如果听话人是个对John有好感、年纪又合适的单身女子）。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分属两个范畴，同样的句子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具体体现出不同的话语意义，或者说可以具有不同的交际功能。不难看出，话语意义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体现了说话人赋予句子的交际价值。综上所述，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的区别与语义学和语用学对意义研究的分工相吻合。


5　为何语境是语用学中的关键概念？语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语境在语用学对意义的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语境呢？对语境的最狭义的理解是语境即语言的上下文，即一句句子在更大的语言段落中所处的位置。显然这种对语境的理解远不足以解释语言使用中的现象。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和背景，语言活动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情景、特定的人之间进行的。因此，对语境的确切理解必须考虑这些语言外的因素。虽然人们都本能地意识到语境的客观存在，但对语境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却又很难作出十分明确的描述。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的使用进行研究，从而对语境也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Lyons认为语境是一个理论概念，构成语境的各种因素是语言学家从具体的情景中抽象出来的，这些因素对语言活动的参与者所产生的影响系统地决定了话语的形式、话语的合适性或话语的意义。对于语用学家来说，语境这个概念也非常重要，语用学要解释的是交际的参与者怎样相互理解对方的话语，为达到这个目的，语用语境所包括的内容要比Lyons对语境的解释更为广泛。交际双方要能够正确地相互理解使交际能顺利地进行下去，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对所使用的语言的知识，即双方必须有共同的语言，这是最基本的；此外，在交际过程中双方必须了解语言交际的上文，也就是说必须知道前面讲过什么话。交际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处于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际的参与者不断产生话语，每一句话和前面已经说过的话必然存在联系，包括语义内容上和语法词汇上的联系，前一种联系常通过后一种联系得到体现，了解一句话和上文的联系对正确理解这一句话是必需的。除了语言知识之外，语境还包括了许多语言外的知识。构成语境的语言外知识可分成三大类：一是背景知识，二是情景知识，三是交际双方的相互了解。

背景知识指的是常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般了解，即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比如说一般人都知道人得了病要治疗，一般的小痛小病，吃点药就能治好；如果说要住院治疗，这就说明病情有一定的严重性了；如果病情危急，便需要马上用救护车把病人送进医院。这些都是人们的常识，正是基于这种常识，下面的对话才是合理的：

（1）A：How's he？

B：A couple of pills will cure him．

（2）A：How's he？

B：He will be hospitalized．

（3）A：How's he？

B：An ambulance must be sent for at once．

尽管在三个例子中，B似乎都没有直接回答A的问题，没有说某人的病情究竟如何，但基于双方共有的常识，B的话都是对A的问题的恰当回答。背景知识也包括对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的文化规范、行为准则的了解，以及对属于特定的文化的会话规则的了解。

第二类语言外知识（即情景知识）指与特定的交际情景有关的知识，这一部分知识和Lyons对语境的解释有许多相同之处，它包括某一次特定的语言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交际活动的主题内容、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参与者的相互关系、他们在交际活动中的相对地位、各人所起的作用等。

第三大类语言外知识是相互知识，也就是交际双方对对方的了解。这一语境构成因素在语用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语用意义上的语境与其他意义上的语境的一个重要区别。这种相互知识是指双方所共有的知识，非但双方要共有这种知识，而且任何一方还要知道对方是具备了这样的知识的，并且对方也知道自己是具备这种知识的。这种相互知识对语言交际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是交际双方进行语用推理的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语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凝固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交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交际过程中，语境也随之而变。动态地理解语境除了对话语的理解有重要意义外，在交际过程中，发话者还能够有意识地“操纵”共有知识来建构有利于达到自己交际目的的语境。


6　语用学和语义学怎样分界？

在前面几个问题里我们已经对语用学的定义和意义进行了讨论，因此语用学和语义学这两个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已经比较明确了。语义学是对意义的研究，语用学也是对意义的研究。如果对语义学作最广义的理解，也许可以把语用学对意义的研究纳入到语义学中去。但对语义学这个术语的理解，传统上是狭义的。德国哲学家Frege（1848-1925）对语义学的解释很有代表性。Frege认为逻辑语义学首先关心的是和真实值有关的那些意义范畴，在Frege（1967）看来，只有“思想”（thought）才可能具有真实值，也就是说只有“思想”才会有真实与否这个问题。从语言上来看，“思想”是和“句子”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就是句子的“意义”。但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表达了思想，有的句子不具有表达思想的那种意义，另外有些句子却表达了比思想更多的内容，还有些句子则本身不足以表达思想。Frege注意到了这些事实，从而从语义中划出了一些给语义学研究带来问题的意义范畴，为语用研究提供了原材料。具体来说，Frege认为不传达思想的句子，也就是不存在真实与否这个问题的句子，包括表达请求、命令、意愿、感叹的句子，以及除了yes／no问句之外的其他问句。Frege并不否认这些句子具有意义，但他认为它们的意义不能和思想等同起来，只有陈述句和yes/no问句才表达了思想。Frege所说的能表达比思想更多的内容的句子指的是能够影响听者或读者的感情、情绪或激发人们想象的那些句子。这些句子既表达了一个或是真实或是不真实的思想，又具有左右听者感情的作用。这是句子的感情意义，这一部分意义的存在并不影响句子思想的真实性或不真实性。这种富有感情意义的句子最多见于诗歌等文学语言之中，但也包括日常生活中那些没有明确地表示但却被暗示的那部分意义，就如“There is a dog at the gate”这样的句子既表达了可以判别其真实与否的思想——“门口有条狗”，又可能具有警告或恫吓听话人这样的感情意义。实际上这些句子具有两重功能。Frege所说的不足以表达一个思想的句子是指那些包括指示性词语（deictic expressions）的句子，诸如指示代词、人称代词，以及某些表示时间和地点的副词等。这些句子所包含的全部词语并不足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因为对句中指示性词语的理解必须依赖对一些伴随的语言外因素的了解。例如对“He was born here ten years ago”这样的句子，如果不知道he指的是谁，不知道说话的地点和时间，便无法正确地理解这个句子。

语用学常被人比作是几十年前语义学家的废纸篓，语义学家把传统语义学无法解释的现象都扔进了这只废纸篓。这个比方不无道理。Frege实际上便是把上面所说的三种句子扔进了这个废纸篓。虽然Frege本人没有用过语用学这个名称，但他在为语义学划定边界的时候，实际上也在为语用学划定范围。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有识之士把这只废纸篓里的废纸加以整理，变成了另一门学科的原材料。被Frege排除在语义学研究范围之外的这三种句子构成了语用学研究的三个主要课题。正是那种无所谓真实与否的句子，导致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并成了这一重要语用理论所要解释的语言现象；那种包含暗示意义的句子，是会话含义、间接语言所要解释的语用推理现象；第三种句子，即本身不足以表达思想的句子，则可以通过对指示词项，以及对语境作用的研究加以解释。

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对意义的研究，但它们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对意义进行的研究，这两种意义研究的关联性是十分明显的。应该说语义学对意义的研究是基本的，没有这一个层面的研究，很难进行第二个层面（即语用层面）的研究。语用意义不能脱离语言本身固有的内在意义。语义学是对抽象语言能力的研究，但是不应该忘记，言语行为是语言能力的具体表现。


7　语用学有哪些跨学科研究方向？

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语用学的研究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这主要包括对语言本身的语用研究以及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其中，后者的研究发展尤为迅速，随之产生了许多跨学科的语用学，包括研究语言本身语用问题的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研究语用与文化关系的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研究语用与社会关系的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研究语言与心理认知关系的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研究母语语用能力习得的发展语用学（developmental pragmatics）；研究外语语用能力的语际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和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的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下面就简单介绍几个跨学科的语用研究。

语用语言学是对语言本身进行的语用研究，它包括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语用意义的研究。相同的或相类似的语言结构在不同的语境里会产生不同的语用功能。如：

a. I think you can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 me.

b. I wonder if I could possibly ask you to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 me.

从以上两个例句来看，它们的命题意义是相同的，但第一句听起来让人感觉比较生硬、不够礼貌，好像是在命令别人做这件事，而第二句就比较客气、得体、有礼貌。对于语言本身进行的语用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语言的本质、结构以及语言运用规律的理解。

跨文化语用学是对语用与文化关系进行的研究。在交际过程中一般总会涉及语言的使用，而不同的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又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母语的文化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文化言语交际。文化差异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跨文化语用学领域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它有助于外语学习者减少或避免语用失误，从而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社会语用学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社会语用学主要是对交际中的技巧和策略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交—文化的语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有：语境和语言交际中的会话策略，语言和社会的认同，社交中的礼貌、谈话的声音、会话的标记、对话的方式、交谈的文化等等。社会语言学包括在社会中使用的、具有不同目的的专用语言，如职业语言、翻译语言、教育语言、医学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体育语言、报刊语言、广告语言、宣传语言等等。

认知语用学研究认知和交际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任何在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框架内进行的语用研究都应视为认知语用学研究。理解自然语言是要依靠逻辑推理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言语交际，明确对方的交际意图，是因为交际者的话语总是能够提供关联性最大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在交际过程中寻找的关联。也就是说，要找到对方话语与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的内在含义，才能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成功。认知语用学为人们的言语交际过程提供了认知心理依据，为语用推理提供了可行性的依据。

语际语语用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语用学分支，它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非母语使用者对目的语的言外之力和礼貌的判断和理解、非母语使用者的言语行为、情景因素对选择语言形式和言语策略的影响、语用失误、语用迁移、目的语语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教学对目的语语用能力形成和发展的作用等。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对外语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8　意义和所指的研究受到哪些哲学思想影响？

对“意义和所指”的哲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哲学家Plato在其《对话录》中就认为词的意义就是某个词所代表、所指示、所表示的世界上的实体，即所指对象（referent）。比如“dog”这个词代表了属于这一类的实体。但是有许多词在世界上虽然没有所指对象，比如“神”、“鬼”、“love”、“dragon”，但这些词都有意义。此外，还有一些虚词，如“和”、“因为”、“所以”等均不能用来指称。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Frege首先发现了上述问题，他在“意义和所指”一文中提出了区分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所指（reference）和它的意义（sense）的必要性。按照Frege的观点，所指是一个符号指称的客观实体，而意义只是对符号的解释，这种解释由特定语言的语法所提供。

语言哲学家在名称（即专有名词的指称）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即传统的所指论和因果的、历史的所指理论（Causal or Historical Chains Theory）。持传统的所指论观点的语言哲学家有Frege和Russell。传统的所指论认为，名称（names）具有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即具有各自的意义和指称，例如“Aristotle”或“George Washington”既有意义又有所指；“Aristotle”这一名称的意义就是对这一所指对象的一组描述语：“the teacher of Alexander the Great，the well-known Greek philosopher born in Stagira …”，而“George Washington”这一名称的意义则是“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名称的指称是由名称的意义所决定的。这种传统的所指理论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

因果的、历史的所指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持这种观点的语言哲学家主要有Kripke和Putnam等。他们认为专有名词和表示类属的名词不具有意义，而是直接地、任意地指称其所指对象，无需先通过对名词的意义进行解释这一中介过程。换言之，人们在给事物命名时，并不依赖对名称意义的了解和认识，也不依据命名的对象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而是依据历史文化链条的传递、依据这一名字与某个命名活动保持着的历史的、因果的联系。例如“Aristotle”这一专有名词之所以被用以指称亚里士多德，是因为公元前四世纪这位哲学家就已经被人称为“Aristotle”的缘故，并经历过历史文化这一链条而世代相传。正如Kripke于1972年所认为的，“一个名称的所指的确定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有一条传递链条；借助于它，说话人能知道每一个名称指称的是同一个所指对象”。


9　根据Donnellan的观点，确定性描述语包括哪两种用法？

20世纪60年代Donnellan在其名作“指称与确定性描述语”（1966）一文中提出，确定性描述语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归属性用法（attributive use）和指称性用法（referential use）。下列两个确定性描述语就同时具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用法：

（1）the 1984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2）the man with the martini

作指称性使用时，说话人用确定性描述语这一方式来指称某一个特定的人或物，尽管他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如用专有名词让听话人识别所指的对象；而确定性描述语作归属性使用时，说话人是在把某种特性或属性归于某个符合该确定性描述语的人或物。由此可见，描述人或物可以不必知道到底哪个人或物符合该确定性描述语。如果例（1）是在1984年春天之前说的，这一确定性描述语就属于归属性使用，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谁会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若例（1）是在1984年民主党全国大选之后说的，每一位已知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人都会将其作为指称性使用。当然不排除有人仍将其作为归属性使用的可能性，前提是这些人忘记了或根本就不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谁。应当指出，在一特定的语境里，一个确定性描述语作归属性使用时，它的描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它的指称功能也同样部分地得到了发挥；而当它作指称性使用时，其指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它的描述功能也同样部分地得到了发挥。上述两种功能究竟哪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则最终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图及交际双方对语境知识共享的程度。

Donnellan等人在研究意义与所指的问题时，虽然已注意到话语的语境、说话人的意向等语用因素，但在讨论确定性描述语的指称性用法和归属性用法时，没有考虑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话语的上下文等语境因素，以至于不恰当地将确定性描述语的描述功能和指称功能作了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区分。我们认为，确定性描述语的上述两种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总是紧密相连的；至于在特定的话语中哪一种功能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充分考虑下列四个语境要素才能作出较充分的阐述：1）说话人；2）听话人（及其对意义和所指的相互磋商）；3）话语发生的语境；4）语言表达式本身具有的表达语义的潜能。


10　什么是指示现象和指示语？

在语言交际，特别是面对面交谈中，说话人常常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词项来指向谈及的人、物、时间、地点等。我们要明白它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就必须了解情景语境的一些基本信息，如交际参与者，交际的时间、地点，交际的场景等。反过来，如果没有语境信息作为参照，我们就无从判断这些词语的具体所指，也无法获知它们所在话语的完整意义。在语用学中，具有上述特征的词项一般被称为“指示语”。而通过指示语来指向事物的语言现象就是“指示”（deixis）。这个术语源自希腊语，本身就是“指向”（pointing）的意思。指示包括五个基本类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方位指示、篇章指示和社会指示。

指示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语言中的指示语及其用法是大同小异的。英语中常用的指示语包括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如I，we，you）、指示代词（如this，that）、表示时间和地点的副词（如now，today，here，there）、表示运动的动词（如come，go）等。另外，应当注意的是，时态标记（tense）这一语法范畴也属于指示语，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时间是相对于交际发生的时刻而言的（如过去时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在说话时刻之前）。

指示充分体现了语言和语境的密切关系，因此它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著名语用学家Levinson教授曾经在他的著作Pragmatics
 中讨论了语用学几种可能的定义，其中一种将语用学定义为对“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那些语言和语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这个定义未必全面，但是它显示了指示在语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语境在指示现象中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1）I
 put the box here yesterday
 .

在具体的交际场景中，听话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句话。但是一旦脱离了语境，这句话几乎没有传递任何确切的信息，因为我们无从知道人称指示词“I”、方位指示词“here”和时间指示词“yesterday”分别指的是“哪个人”、“哪个地方”、“哪一天”。

（2）Meet me here
 a week from now
 with a box about this
 big.

假设我们在海滩上找到了一个瓶子，里面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这句话，我们不可能知道去见谁，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见，也不知道要带一个多大的盒子。

（3）保质期三个月。

如果厂家在食品包装上只印了这么一句话，而没有注明生产日期，那么消费者就无法推算食品什么时候会过期。这里交际不成功就是因为缺少了关于时间的语境信息。

指示现象在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语言交际，例如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上网聊天等。但是在远古时期，人类只能通过面对面谈话的方式进行交流。在这种模式下，对话双方都处在同一交际情景之中，可以随时观察对方使用的副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s），如手势、眼神、表情等。而指示现象的形成正是为了满足这种交际的需要，它对人类语言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现在所有的人类语言中都可以找到指示现象的踪影。另外，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指示语也是小孩最先学会使用的语言结构之一。这也充分说明了指示语在语言中的基础性地位。


11　什么是指示中心？什么是指示投射现象？

我们在使用和理解指示语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点，即指示中心（deictic center）。在一般情况下，指示中心在说话人身上。使用指示语时，说话人将自己安排在语境的中心位置，叙述每一事物都以他自己的视角为出发点。具体而言，人物中心是说话人；时间中心是说话人说话的时刻；地点中心是说话人说话时所处的具体方位；语篇中心是说话人当时说到的部分；社交中心是说话人相对于听话人及其他会话参与者的社会等级和地位。同样，在理解指示语时，听话人也必须把说话人作为参照点才能正确地推断指示语的所指。指示语的这种特性常常被称为自我中心性（egocentricity）。

在两个人参与的会话中，由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是在交际双方之间轮换的，因此指示中心也会随之发生转移。一般来说，谁是说话人，指示中心就在谁的身上。这是交际双方默认的规则，如果有人不遵守，势必会造成误会，甚至闹笑话。英国语言学家Levinson引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1）A melamed ［Hebrew teacher］ discovering that he had left his comfortable slippers back in the house，sent a student after them with a note for his wife. The note read：“Send me your slippers with this boy.”When the student asked why he had written“your”slippers，the melamed answered：“Yold！If I wrote ‘my’ slippers，she would read ‘my’ slippers and would send her slippers. What could I do with her slippers？So I wrote ‘your’ slippers，she'll read ‘your’ slippers and send me mine.”

这个自作聪明的教师担心妻子不懂指示中心轮换的规则，竟然以听话人（即他的妻子）为指示中心，多此一举地将my slippers改成了your slippers。

然而，有时出于特定的交际需要，说话人确实可以将指示中心从自己转移到其他会话参与者身上，最常见的是转移到听话人身上。英国语言学家Lyons称这种现象为“指示投射”（deictic projection），而美国语言学家Fillmore称之为“视点转移”（shifts in points of view）。指示投射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动词come的某些特殊用法。例如，在日常英语交际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下面这句话：

（2）I'm coming
 .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用动词come表示朝向说话人的运动，而用go表示远离说话人的运动。因此，从语用的角度来看，上面这句话是异常的，说话人怎么可能朝着自己运动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动词come的参照点不再是说话人所处的位置，而是投射到了听话人所处的位置上。语用学家们一般认为这种指示投射是出于礼貌的考虑。

动词come还有一种典型的语用异常的用法，它可以表示朝向说话人或听话人的住所运动。此时，说话人既不是以自身所处的方位为参照点，也不是以听话人所处的方位为参照点，而是以两人之中任何一人的家宅为参照点。而且，在交际发生的时刻，说话人或听话人都不必身处自己的家宅之中。例如：

（3）Come
 to my house Saturday night. We'll have a party.（以说话人的家宅为参照点）

（4）I'll come
 to your place later to pick you up.（以听话人的家宅为参照点）

语用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以家宅为基础”（home-based）的特殊用法，即方位指示的参照点被投射到了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家庭处所上。这种用法实质上是将说话人或听话人与他们的家宅联系起来了。其目的可能是出于礼貌，也可能是为了增加会话双方的亲密感。


12　指示语有哪些指示用法和非指示用法？

“指示语”这一术语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类词项只能用于指示。实际上，指示语是指主要用于指示的词项，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有非指示用法。

指示语的指示用法

美国语言学家Fillmore对指示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指示语有两种基本的指示用法：手势型用法（gestural usage）和象征型用法（symbolic usage）。

当指示语用于手势型用法时，要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所指就必须身临其境，并且注意观察说话人的手势、表情、动作等副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s）。或者，也可以用放录像的方法来重现当时的交际情境。指示代词和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常常配合手势或动作使用，例如：

（1）Put the table here
 . No，not here
 ，but here
 .

（2）He
 's not the Duke，he
 is. He
 's the butler.

（3）你来弹钢琴。你来跳舞。

如果不在交际现场，我们就无法知道说话人要把桌子放在哪个具体的位置；搞不清楚究竟谁是公爵，谁是管家；也不知道说话人让谁弹钢琴，让谁跳舞。看不到说话人的手势、表情、动作，我们就无从推断手势型指示语所指的对象。

而当指示语用于象征型用法时，要正确理解它们的所指，只需要知道言语事件所处的较大范围的时间、空间信息就行了，不需要置身于具体场景之中。例如：

（4）I don't have time to travel abroad this year
 .

（5）这座城市发展很快。要理解例（4），只要知道言语活动发生在哪一年就行了，不需要知道说话的精确时刻。而要理解例（5），只要知道说话人所在的城市就行了，不需要知道他说话时所在的精确位置。

在这两种指示用法中，手势型用法处于更基础的地位，而象征型用法是从手势型用法发展延伸出来的。一般来说，如果某个指示语有象征型用法，那么也一定有手势型用法，但是反过来就不一定了。有些指示语只有手势型用法，例如法语中的voici，以及英语中的cheers。

指示语的非指示用法

指示语的非指示用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情况是词项的所指在语篇即上下文之中，例如：

（6）Mike has an exam tomorrow. He
 can't go to the movie.

（7）“Shut up！”This
 is what he said to me.

（8）We were led into a big room. Here
 ，it was said，the composer gave his first recital at the age of 7.

在这三句话中，he，this和here的所指都可以在上下文中找到，即分别为Mike，“Shut up”和a big room。因此，这种现象也称为文内照应（endophoric reference），是篇章的各个部分之间衔接（cohesion）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构成篇章连贯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之相对的是文外照应（exophoric reference），即词项的所指存在于语境而不是语篇之中。文外照应其实就是语用学研究的指示现象。

另一种情况是词项的所指既不在语境之中，又不在语篇之中。例如：

（9）You
 will be fined if you
 spit or litter.

（10）Here
 you are.

（11）Now
 ，what shall we do？在上述例子中，you不指任何一个特定的人，here和now也没有具体的所指。可见，它们的用法既不属于指示，也不属于文内照应，而是一种泛指现象。


13　什么是人称指示？

我们知道，参与言语交际的人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包括说话人、听话人及其他参与者（如旁听者）。而人称指示（person deixis）的作用就在于确认言语交际的参与者角色。人称指示主要通过人称代词来实现。一般来说，第一人称代词指的是说话人或包括说话人在内的群体，第二人称代词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听话人，而第三人称代词可以用来指交际场景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外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人称代词是从传统语法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人称指示语是从语用功能的角度来定义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人称代词并不总是用于人称指示。在某些情况下，第二人称代词可用于泛指，其所指既不存在于语境之中，也不存在于语篇之中。而第三人称代词用于文内照应的情况远远多过用于人称指示的情况。例如：

（1）You will
 be fined if you
 spit or litter.

（2）班上来了一位新老师，据说她是北大毕业的。

在前一例中，you用于泛指；后一例中，“她”用于文内照应，其所指为“新老师”。

人称指示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语用现象，要正确理解包含人称指示的话语就必须借助于具体语境。常见的活用情况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在一些语言中有两种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一种是不包括听话人的，另一种是包括听话人在内的。汉语中的“我们”和“咱们”就大致体现了这种差别。例如：

（3）你去忙吧，我们改天再来找你。（不包括听话人）

（4）你去忙吧，咱们改天再聊。（包括听话人）

可以发现，在前一例中，“我们”不包括听话人在内；而在后一例中，“咱们”包括听话人在内。但是这并非绝对的情况，“我们”有时也可以包括听话人在内。这说明人称代词的所指非常灵活，必须根据具体语境进行推理。例如：

（5）我们都是有几十年教龄的老教师，应该能理解学生的心情。（包括听话人）

英语中虽然没有上述两种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但是let us和let's却体现了类似的区别。let's 总是包括听话人在内的，例如：

（6）Let's go to the bar.（包括听话人）

而let us可能包括听话人在内，也可能不包括。例如：

（7）Let us
 help you.（不包括听话人）

（8）Let us
 talk this over.（可能包括听话人，也可能不包括）

第二，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经常出现活用的现象。首先，说话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来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特定人群。而这个特定人群究竟是谁，听话人可以根据语境进行推理。例如，在迎接来访的外宾时，一所大学的校长说了下面这句话：

（9）We
 are very happy that you have come to visit our university.

在这里，we可以理解为包括校长本人在内的在场迎接的师生，也可以理解为包括校长本人在内的全校师生。

其次，说话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来指自己。在学术论文或著作中，即使作者只有一个人，但是也经常出现这种活用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作者谦逊的态度。例如：

（10）在本书的第三章，我们论证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说话人甚至可以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来指听话人。例如，老师教育学生时为了增加亲切感，可以采取这种活用方法：

（11）我们每一位大学生都应当有社会责任感。

第三，有时说话人可能用一个指称第三人称的名词短语而不是第二人称代词来指听话人；或者用一个指称第三人称的名词短语而不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来指自己。例如：

（12）宝宝乖，宝宝不哭。

（13）你再不听话，妈妈就不带你去看电影了。

在前一例中，说话人用名词短语“宝宝”而不是“你”来指听话人；在后一例中，说话人用名词短语“妈妈”而不是“我”来指自己。这种用法可以大大地增加话语的亲昵感。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语言的人称代词系统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有些语言区分了两种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即包括听话人的和不包括听话人的），另一些语言则没有区分。其次，不同语言的人称代词，其数的范畴有不同的划分方式。较常见的是像英语这样，人称代词只分为单数和复数两种（例如I，we）。而有些语言的人称代词，其数的范畴划分更加细致，有分别指一人、两人、几人、多人的人称代词（例如伊马斯语）。另外，不同语言的人称代词，其表达的性别信息也存在差异。很多语言中只有第三人称代词有性别的区分（如英语、俄语、马拉地语），有些语言中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有性别的区分（如阿拉伯语、现代希伯来语），还有个别语言中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全部都有性别的区分（如Nagla语）。

除了人称代词以外，人们还常常用呼语（vocatives）来进行指示。呼语被用来指听话人，一般出现在句子的开头或结尾，也可以作为插入语。呼语包括姓名、亲属称呼、头衔等。例如：

（14）你数学考试得了多少分，丹丹？

（15）爸爸，你把面煮糊了。

（16）教授，请问您喝咖啡还是绿茶？

可以发现，呼语往往反映了交际双方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也是社会指示（social deixis）的重要体现。


14　什么是时间指示？

在语言交际中谈及时间是不可避免的。而时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维的、单向的，但无法确定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因此只能通过人为设定参照点的方法来谈论时间。比如，现在通用的公历就是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作为起点来计算时间的。

时间指示（time deixis）就是指以说话人说话的时刻为参照点来谈论时间的一种指示现象。语言中的时间表达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如果所指的时间不受说话时刻的影响，那么该时间表达就是非指示性的；如果所指的时间以说话的时刻为参照点，那么该时间表达就是指示性的；还有一类时间表达是以上两者的结合。

非指示性的时间表达是以历法时间（包括日期、星期、月份、年份等）和钟点为基础的。它们的使用和理解不以说话的时刻为参照点。例如，不论说话人在什么时候说“1949年10月”，他指的都是同一个月份。但是指示性的时间表达则恰恰相反，它们的理解依赖于语境，具体而言就是说话的时刻。指示性的时间表达包括一些表示时间的指示性副词（如now，then，today，yesterday，tomorrow，soon，recently）、状语短语（如two days ago，in three hours）以及时态。

英语中的now和then是一对最纯粹的表示时间的指示性副词。now表示说话的时刻，或者表示包括说话时刻在内的一段时间，例如：

（1）Open the door，now
 ！

（2）Now
 she's working as a lawyer.

而then所指的时间与说话的时刻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将来。例如：

（3）I was in Seattle then
 .

（4）Movie at seven o'clock？I'll see you then
 .

而英语中的today，yesterday，tomorrow的时间指示功能是以日历上的一天为基础的。today表示说话的当天，而yesterday和tomorrow分别表示说话的前一天和后一天。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没有表示说话前两天和后两天的指示性副词，而汉语中的“前天”和“后天”具有这样的功能。这反映了时间指示系统的跨语言差异。

英语中的时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指示性时间表达。现在时和过去时，包括进行体和一般体，分别表示动作的发生与说话同时或先于说话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时不仅可以表示与当前时间的距离，也可以表示与现实的距离。也就是说，过去时不仅可以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表示根本不存在或没有发生过的事态、动作或行为。这也就是语法上常说的虚拟语气（subjunctive mood），例如：

（5）If I were rich …

（6）If Tom had married her …

在这里，过去时体现的不是时间上的距离，而是一种心理距离。在说话人看来，这些事态和行为与现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此用过去时来表示。

还有一些时间表达方式将上述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例如英语中this和that这两个指示代词加上非指示性的时间表达week，month，year，morning，Saturday，August等等。这些短语的理解也需要参照说话的时间。例如，this morning指的是说话当天的上午，this Saturday指的是包括说话时间在内的那一周的星期六。但是，有时这类短语会出现歧义，因为week，month，year这些词既可以作为历法单位来理解，也可以作为时间度量单位来理解。例如，this week既可以理解为包括说话时间在内的日历上标明的星期，也可以理解为从说话当天算起的7天以内的一段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采用前一种理解方式。

与非指示性时间表达相比，指示性时间表达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从语言习得的过程来看，小孩总是先学会指示性的时间表达。从日常语言交际的过程来看，在两种都可用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优先选择指示性时间表达。影响这种选择的主要是说话时间与所要表达的时间之间的距离。一般来说，距离越小，用指示性时间表达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即使我们知道说话的前一天是星期六，我们一般也会用yesterday而不是Saturday来指这一天。

需要指出的是，时间指示的理解会受到编码时间（coding-time）和接收时间（receiving-time）的影响。编码时间是指发出信息的时刻，而接收时间是指接收信息的时刻。在大多数语言交际中，这两个时刻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写信和预先录制节目，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此时，如果要使用指示性时间表达，说话人就需要先确定指示中心是编码时间还是接收时间。例如：

（7）This program was recorded last Wednesday
 ，3 July，to be relayed today
 ，Sunday 7 July.

在这句话中，last Wednesday和today就是以接收时间为指示中心的。


15　什么是方位指示？

我们在交际中常常需要指明人或物体所处的空间位置。而空间位置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定的参照点，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描述。根据参照点的不同，语言中的方位表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交际参与者所处的位置为参照点，属于指示性的方位表达；另一类以某些物体或固定位置为参照点，其理解不受交际参与者位置的影响，属于非指示性的方位表达。

方位（或地点）指示（space deixis）是一种根据交际参与者的空间位置来确定地点的语言现象。方位指示的实现方式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英语中，最基本的表示静态的方位指示语包括方位副词here，there和指示代词this，that，而表示动态的方位指示语包括动词come，go，bring，take等。一般来说，here表示靠近说话人的位置，而there表示远离说话人的位置，例如：

（1）Put the book here
 .

（2）It's cold out there
 .

与此类似，this所指的物体是靠近说话人的，而that所指的物体是远离说话人的，例如：

（3）I told you to put it on this
 desk，not that
 one.

动词come和bring表示朝向说话人所在的位置运动，而go和take表示远离说话人所在的位置运动，例如：

（4）Come
 and visit me on Saturday.

（5）Bring
 me a sandwich.

（6）I think you should probably go
 .

（7）Take
 the umbrella. It's going to rain.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规律并不是绝对的。这些指示性的方位表达在使用中会出现以下一些异常现象。首先，there用作方位指示语时表示远离说话人的位置，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一位置是靠近听话人还是远离听话人，因为交际双方的位置一般是不重合的。因此，there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种是远离说话人，但靠近听话人；而另一种是远离说话人，也远离听话人。采用哪一种解释就只能依靠具体语境信息了。

其次，this和that不仅可以表示空间距离，也可以引申为表示心理距离。例如：

（8）I like this
 book. I don't like that
 one.

如果说话人提到的两本书都在他面前放着，那么这里的this和that就不再表示空间位置，而是反映出说话人的喜好。用this表示心理距离较小，体现出一种亲近感；而用that表示心理距离较大，体现出一种疏远感。

第三，动词come的变异用法也与心理因素有一定关系。例如，英语中有一句常用语：

（9）I'm coming
 .

这句话从方位指示的角度来看是有问题的，因为说话人不可能朝向自己的位置运动。这种用法可以用指示投射来解释。说话人出于礼貌的需要，已经把指示中心投射到听话人所处的位置上去了，所以使用的动词是come而不是go。

可以发现，选择什么样的方位指示词，不一定完全取决于空间距离，有时也会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正如语用学家Yule所指出的，心理距离是空间指示的语用基础。在表示近距离和远距离的指示词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前者往往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感。

除了上述方位指示词以外，介词短语也是英语中表示地点和方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大部分介词短语是非指示性的，其使用和理解不需要以交际参与者所处的位置为参照点，例如：

（10）The box is on the table
 .

（11）The lake is to the east of the house
 .

而有些介词短语的意义与说话人所处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属于指示性的方位表达。例如：

（12）Mary is the girl to the left of
 Jack.

假定Jack在两个女孩中间，这句话就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关键要看说话人在他们面前还是背后。

还有些介词短语既可以作指示性的理解，也可以作非指示性的理解，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参照点的物体本身是有前后之分的。例如：

（13）The little boy is behind the car
 .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男孩在汽车尾部的后面，也可以理解为在汽车远离说话人那一侧的后面。前一种用法是非指示性的，而后一种用法是指示性的。


16　什么是篇章指示？

在语篇中，有一些词和短语表明了包含它们的话语与同一语篇中其他话语之间在相互位置或语义上的关系。这种现象就是篇章指示（discourse deixis），其参照点是这些正在被产生的话语在整个语篇中所处的位置。英语中用于篇章指示的词语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指示代词this和that。这两个词也可用于方位指示，分别表示靠近和远离说话人的物体。而用作篇章指示时，它们可以指语篇中的某一实体，也可以指一句话的上文或下文的某一部分。其中后一种用法更为普遍，例如：

（1）This
 is what he did to me. He told everybody that I was a liar.

（2）A lot of people died in the war. That
 was really sad.

在以上两例中，this指下文所说的“他告诉大家我喜欢撒谎”，而that指上文所说的“很多人在战争中丧生了”。需要指出的是，不一定非要用this指下文内容，用that指上文内容，用哪个词取决于说话人对所指事件的心理距离。

第二，一些会触发规约含义（conventional implicature）的词和短语，例如but，even，however，therefore，in conclusion，moreover，to the contrary，after all，well等等。它们经常出现在话语的开头，其重要功能就是表明所在话语和上文某一部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例如：

（3）He is already in his forties. However
 ，he is still single and lives with his parents.

（4）He is an Englishman. Therefore
 ，he is brave.

在前一例中，however的使用表示两个话语之间存在转折关系，也说明了说话人/作者认为成年人未婚并继续跟父母住在一起是出乎意料的。在后一例中，therefore的使用表示两个话语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说明了说话人/作者认为英国人一般具有勇敢的品质。由此可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类词语表示的关系。传统研究把这种关系看作是句与句之间的语义关系，而语用研究则强调语言使用者的核心地位，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语言使用者认定的语句之间的关系。

第三，用于时间指示的一些形容词，如last，next，preceding，following，previous等。由于语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因此这些形容词也常常用于篇章指示，参照点就是它们所在的话语，例如：

（5）In the last
 section，we have introduced three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6）In the next
 section，we will compare two important notions.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篇章指示手段外，在一些亚洲语言中（如汉语、日语、韩语等）有一种话题结构（topic construction）也可以起到篇章指示的作用。话题结构通常由话题（topic）和评论（comment）两部分组成。从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的角度看，前者属于已知信息（given），后者属于新信息（new）。例如：

（7）书他只爱看小说。

在上例中，“书”是话题，而“他只爱看小说”是评论。这种话题结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将话语与上文内容联系起来，从而起到了篇章指示的作用。

与前三种指示（即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和方位指示）相比，篇章指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参照点在语篇之中，而不是语篇之外。因此，篇章指示也被研究篇章结构的语言学家们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范畴。这说明同一个语言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如果从语用学角度出发，那么强调的就是语言使用者赋予篇章各个部分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的含义。


17　什么是社会指示？

在人类语言中，有一些词和语法范畴可以表示说话人、听话人、被谈及的人的社会面貌和相对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就是社会指示（social deixis）。社会指示的参照点是说话人本身的社会地位，听话人和被谈及的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对说话人的社会地位而言的。社会指示传递的信息包括社会阶层、亲属关系、年龄、性别、职业等。

人类语言中的社会指示可以分为绝对型（absolute）和关系型（relational）两大类。绝对型社会指示专门用于那些具有权威地位的说话人或听话人。例如在汉语中，皇帝自称为“朕”；在英语中，别人称君王为Your Majesty。而关系型社会指示则表明了说话人与听话人、被谈及的人、旁观者、社交环境之间的关系。

社会指示在不同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和发挥的作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主要的欧洲语言中，社会指示并不典型；但是在日语、韩语等一些亚洲语言中，社会指示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在这些语言中存在着“敬语”（honorifics）这样的语法形态体系，可以体现出说话人与听话人、被谈及的人之间的相对社会地位。

社会指示可以通过多种语言手段来实现，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形式。

第一，人称代词。在一些欧洲语言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第二人称单数形式，例如法语中的tu和vous，德语中的du和Sie，意大利语中的tu和lei，等等。这种差别来源于拉丁语中的tu和vos，因此也称为T/V差别。一般来说，对社会地位较低、无需向其表达敬意的人使用T形式，而对社会地位较高、需要向其表示尊敬的人使用V形式。但实际上，这种T/V差别并不局限于欧洲语言。例如汉语中就有两个第二人称单数形式“你”和“您”，其中前者为T形式，后者为V形式。而英语虽然是一种欧洲语言，却已经逐渐失去了这种差别。在古英语中曾经存在过thou和ye这两个T/V形式，后来you 取代了ye，兼有表示敬意的第二人称单数和第二人称复数这两种用途。但是到了今天，you已经失去了表示敬意的用法，仅用来表示第二人称单、复数。

第二，称呼。有多种称呼形式可以用于社会指示，包括名字的不同表达方法（如James，Bond，James Bond），亲属名称（如uncle），职业名称（如doctor），某些职业的等级（如Colonel），头衔与名字连用（如Professor White），等等。这些称呼可以发挥多种不同的社会指示功能：头衔与姓连用（如Mr. Jackson）可以表示被称呼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泛化的称呼（如sir）可以表示对陌生人的尊重；某些称呼（如pal）还可以拉近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

第三，词缀。不同的词缀可以传达不同的社会指示信息。例如，韩语中的动词可以选择以下几种后缀：-na表示亲密，-e表示熟悉，-ta表示普通，-eyo表示礼貌，-supnita表示恭敬，-so表示权威。

第四，词汇。有些语言中存在一些成对的词语分别表示对人的恭敬和对己的谦卑。例如，汉语中的“令尊”和“家父”，“贵府”和“寒舍”，“贵姓”和“敝姓”等。


18　Austin是如何区分表述句与施为句的？

英国哲学家Austin（1911-1960）被公认为是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创始人。1955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题为“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一系列讲座，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他过世以后，这些讲座的内容被整理成集出版。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言即行（Saying is doing）。

在Austin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哲学家只关心语言中陈述之言（statement）的真实性。他们试图验证某一陈述是真实的还是谬误的，并规定了真实的陈述应当满足的条件。而Austin对这种研究传统提出了质疑。首先，他发现自然语言中有很多句子本来就没有陈述事实，因此也就无所谓真实或谬误。例如：

（1）Good morning！

（2）Is he a policeman？

（3）Pour me a cup of coffee.

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很多貌似陈述的句子也是无法验证真实性的。他指出，“许多陈述之言只不过是‘伪陈伪述’，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者仅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简而言之，这些句子的主要功能是实施行为。根据这一发现，Austin区分了两大类句子：表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表述句是指那些用来做出陈述的话语，是可以验证其真实性的。例如：

（4）Jane is watching TV at home.

（5）Mr. White has a daughter and a son.

（6）Albert Einstein was born in 1879 in Ulm，Germany.

很明显，Jane是否正在家里看电视，White先生是否有一儿一女，以及Einstein是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都是可以通过一定方法验证其真假的。

而施为句是指那些用来实施行为的话语，它们是无所谓真实或谬误的。例如：

（7）I name this ship Queen Elizabeth.

（8）I sentence you to ten years in prison.

（9）I promise to help you with this.

（10）I apologize for my mistake.

这四句话貌似陈述，但实际上分别用来命名、判决、许诺及道歉，因此属于Austin所说的施为句。可以进一步将它们分成两类，前两个话语用于习俗化或制度化的活动之中，而后两个话语实施的行为是非习俗化的。前两个话语中的行事动词（performative verb）一般是不能省略的：说话人不用动词“name”就无法进行命名，做出判决也必须要使用动词“sentence”。而后两个话语中的行事动词是可以省略的：我们不用动词“promise”也可以做出承诺（例如“I'll help you with this”），而向别人道歉也不一定要用动词“apologize”（例如“I'm sorry for my mistake”）。

Austin还指出，尽管施为句不存在真假的区别，但却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他提出了施为句应当满足的三个恰当条件（happiness conditions），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通过话语成功地实施某一行为。

首先，说话人必须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例如，只有由法官说出话语（8）才能使判决具有法律效力。此外，还必须存在合适的实施对象。例如，必须有一条尚未被命名的船，才能使用话语（7）成功地对其实施命名的言语行为。

其次，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抱有诚意。如果一个人嘴上说“I promise …”，但是心里并不打算兑现承诺，那么他就没有成功地实施言语行为。

第三，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例如，在做出承诺之后就不能食言。

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虽然Austin之后放弃了对表述句和施为句的区分，但是这一设想无疑对他后来提出言语行为三分模式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19　施为句是否具备有别于表述句的语言特征？

为了能够找出区分施为句和表述句的客观语法标准，Austin通过观察分析，发现英语中的施为句具备两种典型的句法形式：一种是以第一人称单数为主语，以一般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动词为谓语，可以概括为“I + VP”，如“I promise …”，“I swear …”等。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话语就不是施为句了。例如，“I promised …”，“He promises …”这类话语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施为句。另一种是与“I + VP”对应的被动形式，即第二人称作句子的主语，以一般现在时、陈述语气、被动语态动词为谓语。在实际使用中，这一形式要比第一种形式普遍得多。例如：

（1）You are warned that legal action will be taken.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Austin还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他指出，如果在谓语动词前面加上“hereby”，话语仍然可以保持通顺，那么该话语就是施为句；反之，如果加上“hereby”以后，话语变得不通顺、不恰当了，那么该话语就肯定不是施为句。这个方法的原理在于，可以通过“hereby”方便地判断句子的谓语动词是否为行事动词。例如，比较下面两句话（标注*
 号的是不通顺的话语）：

（2）a. I order you to wash the clothes.

b. I hereby order you to wash the clothes.

（3）a. I shave my face every day.

b. *I hereby shave my face every day.

可以发现，虽然例（2a）和（3a）都符合Austin规定的第一种句法形式，但是后者在谓语动词之前插入“hereby”以后变得不通顺了，说明例（3a）的谓语动词“shave”不是行事动词，例（3a）不是施为句。

值得注意的是，Austin提出的这些区分标准只能用于判断某一话语是否为显性施为句。根据是否包含行事动词，施为句可以分为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两类。所谓行事动词（performative verb），就是指那些能够表明说话人所实施的言语行为类型的动词。下面两句话都实施了许诺的言语行为，但是从形式上看，分别属于显性和隐性施为句，因为前一句包含行事动词“promise”，而后一句不包含：

（4）a. I promise to buy you a present.

b. I'll buy you a present.

与显性施为句相比，隐性施为句形式灵活多变，可以通过多种句式来实施言语行为，因此难以找到一个单一的语法标准来限定它们。而且在实际使用中，隐性施为句比显性施为句常见得多。例如我们一般不说“I request you to open the window”，而可以根据语境和交际需要，通过以下一系列方式来实施这一言语行为：

（5）a. Will you open the window？

b. Can you open the window？

c. Do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d．I'd like you to open the window.

e．It's a little hot in this room.

f．Open the window.

g．The window，please！

这些话语都实施了请求听话人开窗的行为，但是都不符合Austin所提出的施为句的语言标准。实际上，我们似乎很难找出这些隐性施为句在语言形式上的共同特征。事实证明，施为句并不具备特殊的、有别于表述句的语言特征。对语言功能进行判断，从来都不能单纯地以语言形式为依据。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虽然Austin没能成功地找出适用于所有施为句的语法标准，但是这一尝试的失败对于他日后放弃施为句和表述句的区分并重新提出言语行为三分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20　什么是言语行为三分模式？

Austin发现自己对施为句和表述句的区分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他未能找到区别两者的句法标准。他所提出的“I + VP”形式并不是施为句独有的，表述句也可能具有这样的句法形式。例如，“I state …”，“I assert …”这样的句子虽然功能上用于陈述事实，可以验证真伪，但它们形式上却符合Austin规定的施为句的语法特征，而且在谓语动词前插入“hereby”后，话语仍然可以保持通顺。

其次，Austin还发现表述句与施为句一样，也受到他所提出的三个恰当条件的限制。他通过下面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All John's children are bald，but John has no children.

（2）That cat is on the mat，but I don't believe it is.

（3）All the guests are French and some of them aren't.

这三个表述句都是说不通的，它们分别违反了Austin提出的三个恰当条件。根据第一句话，John没有孩子，怎么可能对他的孩子进行任何陈述呢？这就相当于违反了第一个恰当条件：成功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存在合适的对象。根据第二句话，说话人连自己所说的话都不相信，这就相当于违反了第二个恰当条件：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抱有诚意。根据第三句话，说话人否定了自己前半句话的说法，这就类似于许诺后食言的行为，因此可以说是违反了第三个恰当条件：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

表述句与施为句之间的诸多共同点逐步使Austin认识到，表述句本质上也是一种施为句，它实施的是“陈述”行为。因此，Austin最终放弃了表述句与施为句的区分，转而提出了言语行为的三分模式：话语除了表达一定的意义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即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包括发出语音、音节，说出单词、短语和句子等。它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语言交际，但却是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得以实施的基础。

言外行为是指人们通过说话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从社会规约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义的。言外行为寄寓于言内行为之中。常见的言外行为包括责怪、道歉、祝贺、允许、命名、许诺、命令、拒绝、发誓、感谢等。言外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我们常常可以将言语行为狭义地理解为言外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一句话语实施了何种言外行为与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根据语境的不同，下面这句话可能用于威胁、警告或解释：

（4）The gun is loaded.

言后行为是指话语对听话人造成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言语活动使听话人受到警告、接收规劝，去做某件事或者不去做某件事。在某些情况下，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并不容易区分。记住以下几点应当会有所帮助：言外行为是说话人意图完成的，而言后行为却不一定；言外行为在说话人的掌控之下，而言后行为不受说话人掌控；话语达到的言外行为一般是可以确定的，而言后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等等。

言语行为理论在语用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语用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在Austin提出该理论之后，不少语言学家就言语行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大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Austin的学生、美国语言学家Searle。


21　言语行为应当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成功实施？

在语言交际中，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说话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才能施行自己想要实施的言语行为。Austin曾经提出过实施言语行为的三个恰当条件（happiness conditions），而他的学生Searle则对它们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Searle首先区分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两大类规则，即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调节性规则调节独立于规则之外的行为或活动。交通规则就是一种典型的调节性规则，违反了它，车辆仍然可以运行，只是不够有秩序而已。相反地，遵守构成性规则本身便产生了某种行为或活动。因此一旦违反了构成性规则，这种行为或活动就不复存在了。体育运动和棋类游戏的规则一般都属于构成性规则。例如，如果不遵守足球比赛的规则，用手去击球，足球就不成其为足球了。Searle区分这两类规则的目的是要说明，语言这一社会活动所遵守的也是构成性规则。也就是说，实施一定的言语行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如果违反相应的规则，该言语行为就无法成功实施，甚至有可能实施了其他的言语行为。

Searle将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归纳为四个基本的类别：（1）命题内容条件（pro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对话语的命题内容进行限定；（2）准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规定了言语行为的成功实施在现实世界中需要预先具备的条件；（3）诚意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规定说话人在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必须抱有诚意；（4）根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规定了说话人通过言语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以许诺和请求这两种言语行为为例，它们所需满足的合适条件归纳如下。

许诺的合适条件：

1．命题内容条件：说话人言及一个他自己将要去做的动作。

2．准备条件：

1）听话人愿意说话人做这一动作，而不是不愿意他去做这一动作，说话人相信听话人愿意他去做这一动作。

2）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清楚，说话人通常不做这一动作。

3．诚意条件：说话人意欲做这一动作。

4．根本条件：说话人所说的话使他自己承担了做某一动作的义务。

请求的合适条件：

1．命题内容条件：说话人言及一个听话人将要去做的动作。

2．准备条件：

1）说话人相信听话人有能力做这一动作。

2）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不认为这一动作是听话人通常所要做的。

3．诚意条件：说话人真心想要听话人去做这一动作。

4．根本条件：说话人试图通过他所说的话使听话人去做这一动作。

Searle提出的这四类合适条件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各种言语行为，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去规定具体的条件。


22　如何对言外行为进行分类？

Austin曾经将言外行为分成五大类型：（1）裁决型（verdictives）用于陈述某种发现；（2）行使型（exercitives）包括行使权力、权利或影响；（3）承诺型（commissives）是说话人对未来行为的许诺和承担；（4）行为型（behavitives）用于表明说话人的态度；（5）阐述型（expositives）用于说明所说的话语在整个交际中的作用。Austin的分类方法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如缺乏明确的分类标准，是在对行事动词而不是言外行为进行分类，等等。在Austin之后，有不少研究者试图发展、改进他的分类方法，其中Searle的分类法是最具影响力的。

在对纷繁复杂的言语行为进行分类之前，Searle首先规定了比较明确的分类标准。他找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相互区别的12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3个方面是言外之的（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

言外之的是指一类言外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目的。例如，请求和命令的目的都是设法使听话人去做某件事情。但是可以发现命令的强度大于请求。这种强度或力度也被称为语势（force）。

适从向是指话语和客观世界之间的符合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话语到客观世界（word-to-world），也就是说，使话语符合客观现实；另一种正好相反，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world-to-word），也就是说，使客观现实符合话语。例如，陈述的适从向就是使话语内容与客观现实相符，而许诺和请求则通过使说话人或听话人做某件事，改变客观世界，从而使客观世界与说话人所说的话相符。当然，还有一些言外行为并没有明显的适从向，例如道歉。

此外，在实施言外行为的同时，说话人往往会表达出自己对话语命题内容的一定态度或心理状态。这些心理状态包括相信（例如做出陈述、断言时），做某件事的意愿（例如许诺、威胁时），希望听话人做某件事的意愿（例如请求、命令时），等等。

根据这些标准，Searle将言外行为划分为五大类：（1）阐述类（representatives）；（2）指令类（directives）；（3）承诺类（commissives）；（4）表达类（expressives）；（5）宣告类（declarations）。通过阐述类言外行为，说话人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其适从向是从话语到客观世界；同时还表达了相信的心理状态。这一类言外行为具有可验证性，大体上相当于Austin所说的表述句。陈述、断言、声称、报告等都属于这一类言外行为。例如：

（1）Chinese characters were borrowed to write other languages，notably Japanese，Korean and Vietnamese.

（2）The kids are running in the yard.

通过指令类言外行为，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件事；其适从向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同时还表达了一定的意愿，希望听话人去做某件事。请求、忠告、建议、命令等都属于这一类言外行为。例如：

（3）Could you please open the door for me？

（4）Buy me a diamond ring.

通过承诺类言外行为，说话人对自己将来的行为做出承诺；其适从向与指令类言外行为一样，也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意图去做某件事的态度。许诺、发誓、拒绝、威胁等都属于这一类言外行为。例如：

（5）I'll come to your birthday party.

（6）I'll never trust you any more.

通过表达类言外行为，说话人表达了自己的心理状态，例如高兴、悲伤、喜爱或厌恶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言外行为没有适从向。道歉、责备、祝贺、表扬、感谢等都属于表达类言外行为。例如：

（7）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my behavior.

（8）Well done，Elizabeth！

通过宣告类言外行为，说话人可以在说出话语的同时，使客观世界发生一定的变化；其适从向是双向的，既使客观世界符合了话语，同时也使话语符合了客观世界。这一类言外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成功实施往往涉及到一些语言外的习俗或规则。命名、宣战、解雇、提名候选人等都是典型的宣告类言外行为。例如：

（9）President：I declare a state of national emergency.

（10）Boss：You are fired.

Searle提出的言外行为分类法是对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一分类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但是都没有跳出这一框架。因此到目前为止，Searle的分类法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言外行为分类法。


23　什么是间接言语行为？

间接使用语言是人类语言交际的一个普遍现象。而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可以看成是语言的间接性在言语行为上的表现。所谓间接言语行为，简单地说，就是指通过一个言外行为去实施另一个言外行为。Searle将间接言语行为涉及到的两个言外行为分别称为首要言外行为（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和次要言外行为（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首要言外行为体现了说话人的真正意图，而次要言外行为是说话人为了实施首要言外行为所采取的手段，一般与句子的字面意义相吻合。

具体而言，在几乎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着三大基本句型，即陈述句（declarative）、疑问句（interrogative）和祈使句（imperative）。它们分别对应三种基本的言外行为，即陈述、询问和请求（或命令）。如果所使用的句型与所实施的言外行为体现了这种对应，即陈述句用于陈述，疑问句用于询问，祈使句用于请求或命令，那么就属于直接言语行为；反之，如果所使用的句型与所实施的言外行为不直接对应，例如将疑问句或陈述句用于请求，那么就属于间接言语行为。除此之外，显性施为句也实施了直接言语行为，因为它所包含的行事动词直接指明了它所具有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下面四个例子中，前两个分别通过祈使句和显性施为句请求听话人关窗，属于直接言语行为；而后两个分别通过疑问句和陈述句请求听话人关窗，属于间接言语行为。

（1）a. Close the window.

b. I request you to close the window.

c. Can you close the window？

d．It's cold in here.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接受直接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的区分。而是否接受这一区分则取决于是否接受英国语言学家Levinson所说的“字面语势假设”（literal force hypothesis），即认为话语的形式能够直接反映其潜在的言外之力。这一假设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句子所包含的行事动词并不能正确反映句子被用于实施了何种言外行为。如下面这个句子虽然包含了promise这一行事动词，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句子的言外之力是威胁或警告，而不是许诺：

（2）I promise to sack you if you don't finish the job by this weekend.

另一方面，Levinson指出绝大多数的言语行为都是间接的。以请求为例，英语中很少用祈使句来实施这一言语行为，其标准的用法反而是间接的。有不计其数的句子可以用于间接地提出请求或发出指令，例如：

（3）a. I want you to close the window.

b. Can you close the window？

c. Will you close the window？

d．Would you close the window？

e．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window？

f．You ought to close the window.

g．May I ask you to close the window？

h．I wonder if you'd mind closing the window.


24　有哪些常用的间接指令？

当我们请求别人为自己做事时，往往需要讲究礼貌。因此在多数场合，人们一般会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尽量避免使用祈使句或显性施为句。间接指令（indirect directives）不仅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具有广泛的用途，而且在间接言语行为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Searle对间接指令进行了研究，将其划分为六大类，并指出了常用的形式。

第一类：涉及听话人做某事能力的句子：

（1）Can you
 reach the salt？

（2）Could you
 be a little more quiet？

（3）You could be
 a little more quiet.

（4）You can
 go now.

（5）Have you got
 change for a dollar？

第二类：涉及说话人意欲使听话人做某事的句子：

（6）I would like you to
 go now.

（7）I want you to
 do this for me.

（8）I would / sh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 could
 do it for me.

（9）I would / should be most grateful if you would / could
 help us out.

（10）I'd rather you didn't
 do that any more.

（11）I'd be very much obliged if
 you would
 pay me the money back soon.

（12）I hope you'll
 do it.

（13）I wish you wouldn't
 do that.

第三类：涉及听话人做某事的句子：

（14）Officers will
 henceforth wear ties at dinner.

（15）Will you
 quit making that awful racket？

（16）Would you kindly
 get off my foot？

（17）Won't you
 stop making that noise soon？

（18）Aren't you going to
 eat your cereal？

第四类：涉及听话人做某事的意愿的句子：

（19）Would you be willing
 to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 me？

（20）Do you want
 to hand me that hammer over there on the table？

（21）Would you mind
 not making so much noise？

（22）Would it be convenient for you
 to come on Wednesday？

（23）Would it be too much（trouble）for you
 to pay me the money next Wednesday？

第五类：涉及做某事的理由的句子：

（24）You ought
 to be more polite to your mother.

（25）You should
 leave immediately.

（26）You'd better
 go now.

（27）Must you
 continue hammering that way？

（28）Should you
 be wearing John's tie？

（29）Why not
 stop here？

（30）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if you would
 leave the room.

（31）It wouldn't hurt if you
 shut up.

（32）It might help if you
 shut up.

（33）It would be better if you
 gave me the money now.

（34）It would be a good idea if you
 left town.

第六类：把上述形式中的一种嵌入到另一种中去的句子，以及在上述的一种形式中嵌入一个明确的指令性言外动词的句子：

（35）Would you mind awfully if I asked you if you could
 write m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36）Would it be too much if I suggested that you could
 possibly
 make a little less noise？

（37）Might I ask you
 to take off your hat？

（38）I hope you won't mind if I ask you if you could
 leave us alone.

（39）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make less noise.

可以发现，Searle主要是根据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来分类的。其中第一、二、三类分别与“指令”这一言语行为的准备条件（听话人有能力做某一动作）、诚意条件（说话人想要让听话人做某一动作）和命题内容条件（说话人言及听话人将要做的一个动作）有关。

间接言语行为都是由首要言外行为和次要言外行为构成的，间接指令也不例外。以“It's cold in here”这句话为例，它所实施的首要言外行为是请求，而次要言外行为则是陈述。这种双重功能性可能会导致听话人的误解。例如：

（40）Sergeant：Reveille sounded five minutes ago，Jenkins.

Private Jenkins：（at his ease）Oh，did it？

Sergeant：Get out of that bloody bunk！When I give you an order I expect you to jump to it.

在这个列兵和中士之间的小对话中，列兵将中士的间接指令“Reveille sounded five minutes ago”理解为对事实的简单陈述，因此遭到了训斥。

另一方面，这种双重功能性也可以为听话人不接受指令提供托辞。听话人如果不想接受说话人的请求，就可以装作没有领会说话人的真实意图。例如：

（41）Mother：The dishes are still dirty.

Son：Yes，they are.

很明显，儿子故意对母亲的间接指令进行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和回答，这样既为自己找到了退路，又避免了直接回绝对方。


25　言语行为理论家对间接言语行为有哪些不同的解释？

对于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现象，言语行为理论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习语论（idiom theory）和推理论（inference theory）。

习语论者认为，间接地用于行使某些功能的话语类似于习语，是作为整体来发挥功能的，不能对它们的构成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习语论者试图通过习惯用法在某些语言形式与它们间接实施的功能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常用于实现间接请求的句式包括“Can you + V？”，“Would you please + V？”，“Would you mind + V-ing？”等（其中V代表动词）。在习语论者看来，这些句式都是用于请求的、约定俗成的习语。

习语论的缺点是很明显的。首先，常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句子与真正的习惯用语有一定的差异。众所周知，对习惯用语只能作非字面意义的理解。例如“kick the bucket”这个习语，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死亡”，而不能理解为“踢水桶”。但是常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句子存在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字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句子被用于实施直接言语行为；一种是非字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句子被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虽然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但只要有合适的语境，前一种情况也并非没有可能出现。在下面这个小对话中，说话人B就对A的话进行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并做了相应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A的话语直接实施了询问的言语行为，而没有间接实施请求的言语行为。

（1）A：Can you play the piano？

B：Sure. I started to learn when I was a kid.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同时对话语进行两种理解。在下例中，B就将A的话语同时理解为询问和请求：

（2）A：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B：Yes，I can. Here it is.

其次，有一些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话语并不常见，并非习惯性用法。例如在一定的语境中，“The dog！”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也可以用来请求听话人驱赶狗。在这种情况下，习语论者无法解释听话人是如何获知话语的言外之力的。

而推理论可以较好地弥补习语论的以上两点不足。推理论者认为，话语间接实施的言外行为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听话人根据一定的语境信息以及自身具备的语用知识，从话语的字面意义推理出来的。例如：

（3）A：Let's go to the movies tonight.

B：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

B的话语表面上是声言，实际上是拒绝了A提出的建议。Searle用了十个推理步骤来说明A如何推导B的话语的间接言外行为（略）。其中的关键步骤是A推断B不具备接受建议所需的准备条件，因为他不可能在同一个晚上既看电影又准备考试。

与习语论相比，推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假设了一系列的推理步骤，从一个层次推导到另一个层次，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话语的字面意义与其间接实施的功能之间的联系。此外，推理论者也意识到用于间接言语行为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规约性。英语中可以用“Can you pass me the salt？”来间接地提出请求，而不用字面意义与其相同的“Do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pass me the salt ？”，就是因为后者不是约定俗成的用法。

可以发现，习语论和推理论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更好地解释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现象。以“Can you …？”这个常用于间接请求的句式为例，推理论者认为，字面上对能力的询问之所以能用于提出请求，是因为听话人具备相关能力是说话人对其提出请求的准备条件。而由于经常使用，人们自然就把这种句式和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联系起来，使它带上了习语的色彩，这又与习语论的看法是一致的。


26　为什么人们要使用间接言语行为？

与直接言语行为相比，大多数间接言语行为似乎有点拐弯抹角，说话人往往需要多费脑筋，多费口舌。试比较：

（1）a. Stop making that noise.

b.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stop making that noise.

例（1a）是个典型的祈使句，实施了直接言语行为；而例（1b）通过陈述句的形式来达到发出请求的目的，属于间接言语行为。很明显，虽然最终目的都是请求对方别发出噪声，但是后一句话比前一句费时费力得多。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如陌生人之间），后一句话显得比前一句更为合适。

另一方面，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间接言语行为理解起来也比直接言语行为费力一些。虽然有很多间接言语行为特别是间接指令可以通过约定俗成的句式来实现（例如“Could you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等等），听话人可以按照惯常的思路去理解它们，但是还有一些间接言语行为是通过非规约的方式来实现的，听话人需要花费一定的心思进行推理。试比较：

（2）a. Please lend me your pen.

b. I forgot to bring my pen.

例（2a）通过祈使句实施了直接言语行为；而例（2b）通过陈述一个事实（即“我忘了带笔”），来间接地达到请求别人借笔的目的。这个间接言语行为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听话人能否根据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一定的语境信息进行推理，从而领会说话人的真正意图。由此可见，间接言语行为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既然间接言语行为既费力又有风险，那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下人们要使用它们呢？礼貌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一般情况下，间接言语行为要比相应的直接言语行为显得礼貌一些；而且其间接程度越高，就显得越礼貌。例如：

（3）a. Close the door.

b. Will you close the door？

c. Would you close the door？

d.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door？

e. I wonder if you'd mind closing the door.

上面五句话中，（3a）实施了直接言语行为，（3b）到（3e）实施了间接言语行为，而且其间接程度是逐渐增加的，因此这五句话的礼貌程度也是逐渐增加的。

但是，在语言交际中，话语并不是越礼貌越好，关键是要适用于当时的语境。除了礼貌的因素以外，言语行为的间接程度和说话的方式还受到一些语用变量的影响。英国语言学家Thomas归纳了四个方面的因素：（1）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相对权势（relative power）。一般来说，会话双方的权势差别越大，言语行为的间接程度就越高。你对上级提出请求的方式一般要比对同事提出请求的方式更间接。（2）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相对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会话双方越熟悉，关系越密切，那么所实施的言语行为的间接程度就越低。例如，你对陌生人说话时，言语行为的间接程度较高；而对好朋友说话时，间接程度较低。（3）在特定的文化中，所涉及的行为的强加程度（imposition）。向别人提出的要求越高，说话的方式就越间接。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向别人借支笔和借辆车的强加程度就有较大差别。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所使用的话语将会更间接、更委婉、更有礼貌。（4）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相对的权利和义务（relative rights and obligations）。如果说话人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听话人做某事，而且认为听话人也有义务去做某事，那么说话人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就会比较直接；反之，如果说话人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听话人做某事，而且认为听话人也没有义务去做某事，那么说话人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就会比较间接。例如，你叫邻居送你去车站的说话方式要比叫出租车司机送你去车站间接一些。

Thomas还指出，这些影响言语行为间接程度的变量并不是在交际发生之前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可以由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进行协商的。她用了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强加程度的大小是如何通过协商被改变的：

（4）A：Mum. You know those browny glasses？

B：Mm.

A：The ones we got from the garage？

B：Mm.

A：Do you use them much？

B：Not really，no.

A：Can I have them then？

可以发现，在这个小对话中，A一步步降低了玻璃杯的价值，从而成功地降低了索要这些玻璃杯这一请求的强加程度。


27　言语行为与文化有什么关系？

言语行为存在着一定的跨文化差异。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实施的言语行为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在制度化的言语行为（institutionalized speech acts）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某些穆斯林文化中，在恰当的条件下，丈夫对妻子连续说三次“I hereby divorce you”，就可以正式离婚。而在其他的文化中，同样的行为显然不会具有这样的效果。除了制度化的言语行为之外，非制度化的言语行为同样与文化密切相关。言语行为的跨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很多言语行为都具有文化特定性（culture-specific）。有些言语行为非常特殊，只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中。例如，在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Walmajarri中，存在一种以亲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请求行为。反过来，有些在大部分语言中都很常见的言语行为，在某些文化中却是找不着的。例如，菲律宾某个部族的人们从不实施许诺这一言语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不存在诚实守信的概念。

第二，在不同文化中，说话人在相似场景下实施的言语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一些东亚和西方的文化中，如果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人们一般会实施道歉的言语行为。然而，在一种叫做Akans的西非语言中，人们却会向被踩到脚的人表示同情。又如，在英美文化中，如果收到礼物，人们一般会表示感谢；而在日本文化中，人们却往往会表达歉意。

第三，在不同的文化中，同一个言语行为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回答。例如，在英语中，对别人的赞美一般会表示接受和感谢；而在汉语、日语、波兰语中，人们却会自贬以表示谦虚。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两个对应的例子来说明：

（1）A：You cook really well.

B：Thank you very much！

（2）A：你的菜做得真好吃！

B：哪里，哪里，我不太会做菜。

如果搞不清楚与文化相关的言语行为知识，就可能会闹笑话，甚至造成误会。例如，有不少二语学习者在用英语与别人交流时，习惯于否认别人对自己的赞美，而不是表示接受和感谢。这就是因为受到了汉语中言语行为知识的影响。

第四，在不同的文化中，同一个言语行为的直接/间接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一些常见的面子威胁行为（如请求、抱怨、道歉等）尤其表现出明显的跨语言差异。在众多这方面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方式研究计划”（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即CCSARP）。该项目对德语、希伯来语、丹麦语、加拿大法语、阿根廷西班牙语以及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中的请求和道歉这两个常见言语行为的实现方式进行了比较，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以请求为例，研究发现，在所有被研究的语言中，说阿根廷西班牙语的人提出请求的方式最为直接，而说澳大利亚英语的人最为间接。


28　什么是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

Grice是语言哲学家，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创立的会话含义理论是语用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1967年他在哈佛大学做William James系列讲座时提出了会话含义学说（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1975年发表了题为“逻辑与会话”的论文，论文中讨论了会话含义理论的核心部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进一步阐述了会话含义的概念、特点和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并区分了规约性意义和非规约性意义、特殊会话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完成了会话含义理论的主要内容。Grice对语言哲学的开创性研究给语言学、社会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在世时正式出版的著作并不多，但他的讲座和未发表的手稿广为流传，并成为其身后出版的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一书的重要部分。

Grice认为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一般都会自然地持合作态度，谈话之所以能进行下去是因为交际双方都遵守合作原则，即人们在进行日常对话时，总是尽力相互合作；合作是一条潜在的规则，是谈话双方相互理解交际的前提。Grice因而总结出一条会话的“合作原则”：在你参与的谈话中，整个交谈过程里你所说的话语应该符合你所参与的这次谈话的目标和方向。例如：

（1）A：Will you go to the cinema with me？

B：I have an English test tomorrow.

上例中B的回答似乎与A的问话没有关联，答非所问。但依照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交谈双方在谈话中都遵守合作原则，那么可以推断B的回答一定是与A的问话相关的，B是在回答A的问题，并非在说另外一件事。B所说的明天有英语测试也一定是符合谈话的目标的，因此可以做出推理：第二天有考试，当然得准备考试，不能去看电影。这样根据合作原则，我们推导出B对A问去不去看电影的回答是否定的。用合作原则来解释人们谈话中的话语意义是可行而有效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合作原则，Grice套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四个哲学范畴体系把合作原则具体化为四个准则：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关系准则（relation maxim）和方式准则（manner maxim）。

言语交际中，人们大多遵守合作原则下的四条准则，但准则并非必须遵守的语言规则，不是不可以违反的，而恰恰是对准则的违反产生会话含义。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有时候说话人明知道自己的话语将违反某条准则，依然不遵守该准则，并且还想让听话人知道他违反了该准则，这样就产生了会话含义。Grice用“蔑视”（flouting）一词表达这种公然对某条准则的违反。听话人相信说话人是遵守合作原则的，那么对某条准则的违反一定是为了传递某种具有含蓄意义的信息，从而他就可以推导出说话人表达的会话含义。例如：

（2）A：小王住哪儿？

B：虹口区。

上例中B的回答违反了数量准则，A的问题显然是要知道小王的具体地址，B的回答提供的信息少于A所希望得到的信息，只知道虹口区当然无法找到小王的住处。依据Grice会话含义理论，B是知道小王的住处的；如果不知道，他这样信口开河，并不产生会话含义。而且，A也知道B知道小王的住址，而在这种情况下，B依然违反数量准则提供不足信息显然是在传递某种隐含信息，B的回答就产生了会话含义，即B不想告诉A小王的确切住址。

会话含义通常被分为两类：一般会话含义与特殊会话含义。当人们相信说话人说话时遵循各会话准则，并相信说话人刚刚说的话语带有含义时，就会产生一般会话含义。当说话人为了特殊的交际目的而有意违背会话准则时，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义。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主要关注特殊会话含义。

会话含义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Grice归纳了五点：可撤销性（cancellability）或可废弃性（defeasibility）、不可分离性（non-detachability）、可推导性（calculability）、非规约性（non-conventionality）和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合作原则的提出激发了语言学家们的纷纷评论，对合作原则的各种修正意见层出不穷。后来人们为了区分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和后来的各种修正理论，把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称为“古典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Classical Gricean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那些对它进行修正补充的种种理论称为“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Neo-Gricean pragmatic theories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Horn的两原则和Levinson的三原则。对Grice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修正与发展的理论中最有影响的除了“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之外，还有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

Grice会话含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超越语义语法探讨句子的意义，解释了话语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的关系。


29　合作原则具体体现为哪些准则？

Grice认为人们在交际中遵循合作原则是成功交际的大前提，是谈话得以进行下去的保证。为了进一步说明合作原则，Grice套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方式四大哲学范畴体系，提出了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正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渊源，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较强的解释力。具体内容如下：

数量准则：

1）使你的话语如所要求的那样详尽；

2）你的话语不能比所要求的更详尽。

质量准则：

1）不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语；

2）不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语。

关系准则：所说的话要相关。

方式准则：

1）避免表达含糊；

2）避免歧义；

3）说话要简要（避免不必要的赘述）；

4）说话要有条理。

数量准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说话人所表达的内容信息量要达到交谈时所要求的量；另一方面，说话人给出的信息量又不能比要求的量多。也就是说，根据交谈对方要求的或希望你告知的，你给出的信息不能少也不能多。换言之，听话人要求说话人说的或者期待说话人说的，说话人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听话人未要求说话人说的或者不期待说话人说的，说话人就不需要说出来。例如：

（1）A：What time is it now？

B：It's five past ten.

例（1）中A问时间，B的回答内容信息量不比A要求的多也不比A要求的少，可以说B的回答遵守了数量准则。

质量准则要求说话人实事求是，你自己认为是假的话就不要说了；也不要说缺乏证据的话。简言之，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说无根据的话。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说真话，指的是说话人认为自己所言是真话，但事实上可能是不真实的。这种情况下说话人仍然是遵守质量准则的。例如：

（2）A：小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B：他去上海办事处工作后好像换了上海的号码，我只有他以前的号码，那个号码已经停机了。

例（2）中B的确不知道小张的新手机号码，所以他没说假话，也没说无根据的话，遵守了质量准则。

关联准则就是说相关的话，无关交谈主题的话不说。例如：

（3）A：你看小李的新大衣如何？

B：我看呀，大衣颜色很淡雅，款式也时尚，料子也不错。

例（3）中B的回答无论是颜色、款式还是料子，都是和A的问题相关的，严格遵守了关联原则。Grice对于这条准则未作详尽说明，而后来Sperber和Wilson对合作原则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关联性是交际中最重要的因素，并将这条准则进一步发展为有较大影响的关联理论。

方式准则有别于数量、质量和关联准则，前三个准则都是关于说什么，是说话的内容；而方式准则是关于怎么说，是说话的方式。Grice详细列出了方式准则的四个要求：避免使用含混的表达、避免使用易引起歧义的词语、说话人要简明扼要（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啰嗦的表述）、说话要有条理。总而言之，说话人要清楚、简要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例如：

（4）A：小王住哪儿？

B：他住在虹口区东体育会路411号11-410。

例（4）中B的回答清楚明了，一点也不含混，更没有任何容易引起歧义的字眼，没有一点多余的废话。

上述四个例子中说话人都严格遵循了四条准则，他们之间的交流高效而顺畅，A从B的回答中立刻就获得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信息。但在实际交际中人们通常不会严格遵守每一条准则，而会为了交际目的故意违反一条或多条准则，正是这种对准则的违反才产生了会话含义。


30　听话人怎样推断出会话含义？

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和先前的一些语言学理论一样致力于语言意义的研究，他试图从人们交际中普遍遵循的合作原则这一角度去解释会话意义，并发现说话人往往通过违反四条准则的一条或多条来表达字面之外的含蓄意义。例如：

（1）A：你认为小王能胜任厨师长的工作吗？

B：他烹饪技术还是不错的。

（2）A：你车能借我跑趟苏州吗？

B：哦，不好意思，我车拿去修了。

（3）A：How about your English test？

B：It's a fine day，isn't it？

（4）A：Let's get the kids something.

B：Okay，but I veto I-C-E-C-R-E-A-M.

例（1）中B的回答显然违反了数量准则，但如果A假设B是合作的，他会自然地从B的回答中寻找与自己问题相关的信息。B对于数量准则的违反是在向A传递某种信息：作为厨师长，仅有高超的烹饪技术还是不够的，必须还得有一定的管理和领导能力；而B只字未提小王这方面的能力。因此B想要表达但未明说的信息是：小王恐怕不能胜任厨师长的工作。

例（2）中B的车子没有拿去修，A也知道B的车子就在家，B“蔑视”了质量准则，公然说假话，因此B要表达的会话含义是：不愿把车子借给A跑苏州。但B这样说给了对方“面子”，礼貌地婉言谢绝了A的请求。

例（3）中A问B英语考试怎样，B的回答显然违反了关联准则，对A的问话只字不谈；当然B不可能不知道A需要的信息，但却顾左右而言他，说天气不错，这里就产生了会话含义：B可能考得不理想，不愿谈论这个话题。

例（4）是违反方式准则的经典例子，违反方式准则的情况较少。这里B不是清楚明了地说话，而是把ice-cream这个单词逐个字母拼出来，这里的会话含义很明确：不让孩子听到ice-cream而吵闹要吃。

Grice认为要推断说话人的话语意义，听话人需要依赖以下几点：

1）所用词语的规约性意义和所涉及任何所指的本体；

2）合作原则及其准则；

3）话语的语言及其他的语境；

4）其他背景知识；

5）上述四项是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共有知识。

Grice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会话含义的具体推导过程：

（5）［说话人A和B在谈论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他们共同的朋友C］

A：C工作中怎样？

B：哦，我想还不错。他喜欢他的同事，也还没有进监狱呢。

B的前半部分回答中，“哦，我想还不错。他喜欢他的同事”答其所问，遵循了合作原则，因为既然谈到工作，就有和同事相处的问题；但随后的部分“也还没有进监狱呢”却和A的问话期待相去甚远，用话语的字面意义根本无法解释，一般的语言常识或逻辑推理也无能为力，只有寻求其他的解释，否则A根本无法知道B的话语意义。根据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进行推导，从听话人A的角度是这样推导B话语的会话含义的：B说了话语“也还没有进监狱呢”，A没有理由认为B不遵守合作原则，但B的话语显然违背了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中的“避免表达含糊”的次则，所以A可以认为B的回答与A的问话没有关联仅仅是表面现象，B说C还没有进监狱可能是要向A传递C人品不好这一信息，B也相信A有能力推断出这一信息，也没有阻止A这样认为，B想或希望A这样认为，所以，B的话语具有隐含C人品不好的会话含义。经过这样的推导，就容易找出A问话和B答语之间的联系：银行职员如果人品不好，就有可能贪污犯罪，贪污犯罪就有可能进监狱。B的回答表面似乎是答非所问，字面意义几乎是毫无关联；但在会话含义的层面上，B仍然遵循着合作原则，向A传递了其含蓄意义。

由此可见，对话语的理解中，在听到语义上异常的句子时，听话人往往不会放弃对其话语含义的理解，而是从说话人一定遵循合作原则这点上进行推导，说话人话语的含蓄意义就可以一点点浮出水面。


31　会话含义有哪些特点？

会话含义是由语用推理推导出的，与由逻辑推理、语义推理推导出的意义相比显然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Grice在“逻辑与会话”一文的最后把会话含义的这些特点简要地概括为五点：可撤销性或可废弃性、不可分离性、非规约性、不确定性和可推导性。

1．可撤销性

在一定的语言或非语言的语境中，因为语境的变化，一个句子原本具有的会话含义可能会被撤销。例如：

（1）You a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

（2）You a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 But I'm afraid I don't quite like cream in my coffee.

例（1）这句话是隐喻，把人比作奶油，违反了质量准则，产生的会话含义是恭维听话人，表达了对听话人的喜爱，因为加了奶油的咖啡非常可口。但如果像例（2）中在后面再加上那么一句，原有的会话含义就立刻没有了。或许加了奶油的咖啡更可口，但个人喜好不同，说话人不喜欢加奶油的咖啡，当然之前的喜爱听话人的会话含义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颇有讥讽之意。因此说会话含义具有可撤销性。可撤销性不仅是会话含义的特点，也是语用推理的特点之一，因此对前提的语用推理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2．不可分离性

会话含义具有不可分离性是指一句话的会话含义取决于该句的整个语义内容，而不是取决于该句中的某个词语或某个语言形式。例如：

（3）［John is in trouble，and he phoned Peter，a friend of his who has got a lot of help from him before. But Peter got to know John's trouble，and he did not answer John's phone call.］

John：a. He is indeed my good friend.

b. He is a friend in need.

c. He is really kind to me.

d. He paid me back in such a good way.

上述语境下，John的话语，无论是四句中的哪一句都具有相同的会话含义：Peter is not a friend in need.这里的会话含义不是由friend，good或者really这样单独的词语产生的，而是整个句子在特定语境中所产生的，整个语句在会话含义推导过程中具有不可分离性，这一点不同于前提的推理，因为前提是可以以某个词语或某种句式为基础的。例如：

（4）He managed to pass the exam.

例（4）这句话的前提是he tried to pass the exam. 这里前提取决于含蓄动词manage，而不是整个句子的语义内容。这点不同于会话含义的推理，因此，不可分离性是会话含义所特有的。

3．非规约性

会话含义建立在话语的规约性意义（基本相当于字面意义）之上，但它又不是规约性意义，具有非规约性。简言之，会话含义是在话语的字面意义基础上，结合具体语境而推导出的。例如：

（5）It's such a mess here.

例（5）的规约性意义是这个地方太乱了；如果这句话是母亲在孩子房间说的，那么母亲表达的会话含义可能是要求孩子把房间收拾一下；如果是几个朋友到一家小饭店准备就餐，看到饭店的卫生情况而说的话，那么说话人的会话含义就是不要在这家饭店吃饭了；如果是游客慕名到某风景名胜旅游，看到风景区说出这样的话，那么游客的会话含义是此名胜名不符实，表达了非常失望的心情。可见，会话含义是非规约性的。

会话含义不取决于所说的内容，而是取决于所说的方式，即是怎么说出来的。例如：

（6）He is a genius indeed.

如果说话人是不屑、讥讽地说这句话的，它的会话含义就是他真是个笨蛋；如果说话人是敬佩地说这句话的，它的会话含义就是他非常聪明、有创意。

尽管一些会话含义可能转化为规约性意义，但至少在开始时它们不是规约性意义。例如：

（7）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4．不确定性

会话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会话含义。例如：

（8）You have done a good job.

既可能是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赞赏，也可能是说话人的讽刺之语，是对听话人的批评。所以会话含义是不确定的，语境是推导其会话含义的重要依据。

5．可推导性

可推导性是会话含义最根本的特点，会话含义是通过语用推理推导而得出的。根据会话含义理论，一般的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都会遵守合作原则，听话人就是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及其四条准则，根据话语的字面意义推导说话人的话语意义的。具体推导过程见问题30。

当然，也有学者对Grice概括的这些特点提出质疑，比如，Jerrol Sadock就认为只有可推导性、不可分离性和可取消性才值得认真考虑。2007年出版的黄衍的《语用学》中把Grice归纳的不确定性修正为另外两个特点：可加强性（reinforceabi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


32　什么是话语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

Grice于1957年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
 ）上发表了“意义”一文，这篇论文是Grice关于意义的基本学说。他在该论文中提出了“非自然意义理论”。在他的理论中，意义被分为两类：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简称为meaning-nn）。

所谓自然意义多指话语的字面意义，不涉及说话人的意图，话语的意义可以被“自然地”理解。Grice给出例子，如：

（1）Those spots meant measles.（那些斑点意味着麻疹。）

（2）A shiny coat in a dog means health.（狗身上的毛光亮意味着健康。）

例中的meant/means表达的是自然意义。

按照Grice的“非自然意义理论”，非自然意义是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是说话人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自己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是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基础。Grice用另外一些例子说明非自然意义，如：

（3）By saying that the child looked guilty，he meant that the child was in fact guilty.（通过说那孩子看上去有罪，他意指那孩子实际上是有罪的。）

其中的meant是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意义，其意义并非可以被“自然地”理解，是隐含意义。Grice认为非自然意义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说话人发出话语，试图在听话人那儿引起某种效果；二是通过听话人认可说话人的意图而使说话人的愿望完全实现，只有在这两个特征都具备的情况下，说话人的话语才有非自然意义。

Grice认为可以用五种测试方法区别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

1）用meant取代句中的mean，看原句的蕴涵内容有没有改变，不改变的是自然意义，改变的是非自然意义；

2）看能否通过what is（was）meant by …得出结论is（was）that …，不能的是自然意义，能的是非自然意义；

3）看是否有“某人meant that … by …”，没有的是自然意义，有的是非自然意义；

4）看能否改写成直接引语，不能的是自然意义，能的是非自然意义；

5）看能否改写成the fact that引导的主从句式，能的是自然意义，不能的是非自然意义。

Grice在对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分析之后发现：说话人意图和语境在表达非自然意义中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两点也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Grice对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进行区分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主张运用非自然意义理论去全面地﹑深入地分析言语交际中话语意义或信息交流的内容。非自然意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理论，任何交际过程都涉及交际意图，任何成功的交际都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Levinson对话语意义作了如下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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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隐喻意义属于非自然意义，单从字面是无法理解其意义的。听话人理解隐喻时要超越话语的字面意义，设法找出说话人话语的隐含意义。有些常见的隐喻不需要特定的语境也可以推导出其隐含意义。例如：

（3）刀美兰是傣家的金孔雀。

但绝大多数隐喻含义是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推导其会话含义的。隐喻所包含的会话含义不是话语的规约含义，而是非规约性含义中的特殊会话含义。例如：

（4）He is a working machine.

不同的场合中该隐喻具有不同的含义，既可以理解为说话人指某人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也可以理解为说话人认为某人工作方法机械呆板，缺乏灵活性；还可以理解为说话人认为他缺乏感情，待人冷漠等。


33　规约性含义和非规约性含义的区别是什么？

人们在言语交际中说出的话语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有的是委婉含蓄的。直接说出的话语内容是话语的语义内容；含蓄表述的内容被分为规约性的（conventional）和非规约性的（non-conventional）。

所谓规约性内容是指话语中的词语自身具有的规约性含义。规约性含义相当于语句的字面意义，也就是那些可以凭借语言知识而无需语境知识就可以得出的话语意义。规约性含义不是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也与是否遵守合作原则的某条准则无关。一个词的字面意义常常包括多义，也因此会造成对话语的不同理解。如Grice举的例子：

（1）He is in the grip of a vice.

句义1：他难以从恶习中自拔。句义2：他被老虎钳夹住了。两种句义都属于句子的规约性含义。话语的规约性含义确定话语说了什么；同样也能确定话语的隐含意义。如Grice举的例子：

（2）He is an Englishman; he is，therefore，brave.

规约性意义的推导是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之上的，句中的therefore对隐含意义的产生和推导起了关键作用，therefore的词义决定了整句话的规约性含义：he is brave是he is an Englishman的结果。Grice称这种含义为规约性含义（conventional implicature），不在Grice会话含义讨论范围之内。规约性含义不是根据合作原则或准则推导出来的，不一定出现在会话中，也不需要依赖于特殊语境；而是与像therefore这样的特殊词汇相联系的，比如but，and，even，yet等，but后面往往表达相反、转折之意，and表示并列、递增之意，even和yet表示与期待不同或相反。

与规约性含义相对的是非规约性含义（non-conventional implicature）。非规约性的内容指说话人含蓄表达的内容，不是话语中词语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尽管话语中词语意义、话语的语义内容是说话人含蓄表达内容的基础，但显然说话人意欲表达的内容远远不止话语自身的语义内容，超出话语语义内容之外的意义就是非规约性意义。Grice认为，非规约性意义就是会话含义，或者说会话含义属于非规约性含义。例如：

（3）孩子就是孩子。

例（3）的字面意义是小孩子不是成年人。说话人要含蓄表达的意义可能是劝告听话人不用因为孩子的不懂事而生气，孩子毕竟是孩子；也可能是指说话人看到两个孩子刚才还打得难解难分，一会儿又头靠头笑着同看一本卡通书而发出的感慨，感叹孩子不记仇，打打闹闹是常事；也可能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已经一米七五高了，还缠着妈妈要买陀螺玩，旁边妈妈的同事忍不住笑着说这句话，这时的非规约性含义就是孩子虽然人高马大了，可还是迷恋小孩子的玩意儿，心理上还是小孩子。上述三个话语意义都不是从字面意义可以解释的，说话人要表达的内容超出了话语自身的语义内容，即字面意义，但说话人意欲表达的内容仍是以其字面意义为基础的。这样的非话语自身意义，即说话人意欲表达的含蓄意义，就是非规约性含义。


34　什么是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

Grice将会话含义分为一般会话含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特殊会话含义（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语用学界对这种划分仍然意见不一。Grice认为会话含义是说话人运用会话原则进行言语交际时形成的，不需要依赖特殊语境便可以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是一般会话含义；需要依赖特殊语境才能推导出来的含义是特殊会话含义。Grice所谓的无需特殊语境便可推导，是指按照常规关系去推导，所谓常规指的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而特殊语境是指在会话情景中具体的语用环境。

我们来看Grice给的一个例子：

（1）X is meeting a woman this evening.

正常情况下，这句话具有隐含义：X要见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母亲、姐妹，甚至不是柏拉图式的朋友。另一例子：

（2）X went into a house yesterday and found a tortoise inside the front door.

句中自然地具有隐含义：房子一定不是X自己的房子。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所使用的言辞除了其字面意义之外，往往还含有隐含义，这种隐含义对于任何具有语言使用知识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Grice称这一类隐含意义为一般会话含义。

但如果说话人说话时恰恰用了“a woman”去指称X的妻子，用了“a house”去指称X自己的房子时，说话人所要表达的含义就是出人意料的，是违背了话语交际的常规的，这种会话含义就是特殊会话含义。特殊会话含义通常可以通过具体的会话语境得到确认。我们来比较一下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的其他例子：

（3）Most women love shopping. + > Not all women love shopping.

（4）Father：Where's your mom？

Daughter：There's some noise in the kitchen. + > Mom is in the kitchen.

例（3）的会话含义不需要任何语境因素参与推导，任何“Most X are Y”都有“Not all X are Y”这个解释，因此Not all women love shopping是Most women love shopping的一般会话含义。而例（4）中父女二人的对话就恰恰相反，其中的会话含义需要结合语境才可以获得。女儿的回答暗示了厨房里的声响与妈妈所在之间的联系，妈妈经常在厨房忙碌，如果厨房有声响，妈妈就很可能在厨房里。没有这样特别的语境，就很难获得例（4）中女儿回答的会话含义。

Grice对于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的区分曾引发语言研究者们的热烈讨论，有的质疑此种区分是否成立，如Hirschberg（1991），Welker（1994）和Carston（2002）；有的则支持这种区分，如Levinson（2000）。Grice和Levinson 都曾强调不要将规约含义同一般含义混为一谈。但有学者提出一般会话含义从实质上说可以看成是规约性含义。这样，话语的含义就可以分成两大类：规约性含义和非规约性含义；特殊会话含义是非规约性含义，一般会话含义是规约性含义。Grice对于话语意义的分类详见问题32“什么是话语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


35　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有哪些不足？

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一经提出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该理论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验证，也是语用学从符号学中的一个概念独立出来成为一门重要语言学科的最主要理论之一。会话含义理论的核心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下的四条准则源于康德的四个哲学范畴，比较合理地涵盖了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要求：数量和质量的规定性、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存在的方式，因而会话含义理论具有很大的涵盖性和阐释力，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Grice的会话含义中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从何而来？是否是人们言语交际中自然遵守的原则？Sperber和Wilson就对合作原则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言语交际中不存在什么合作原则，更不存在有意违反准则的情况。他们认为解读人们言语交际中话语意义的关键是关联性，参与言语交际的说话人和听话人所说的话语一定是与前后话语以及与整个话题相关的。说话人发出的信息一定是相关的，听话人正是根据这种关联对说话人的话语进行推导，找出说话人的话语意义和意图。

2）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是对人们谈话中间接使用具有隐含义的话语意义进行推理，但说话人没有使用直接明了的话语，而使用间接话语让听话人去推导其会话含义的原因是什么？在合作原则里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人们为何遵守合作原则，却通过违反准则来产生会话含义同样无法在合作原则里找到答案。后来Leech为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提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简称PP），补充说明人们使用间接话语，遵守合作原则但违反准则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礼貌。关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关系，详见问题48“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如何？”

3）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主要关注特殊会话含义，其合作原则并不能解释一般会话含义，从而造成该理论在解释力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Grice指出话语的含义有规约性和非规约性含义之分；会话含义是非规约性的；会话含义又分为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后来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对Grice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修正，扩展了其在一般会话含义方面的解释力。

4）特殊会话含义是听话人根据语境，根据说话人一定遵守合作原则的前提进行推导的，听话人知道说话人违反某准则是意欲表达话语字面意义之外的隐含义，即特殊会话含义。然而特殊会话含义的推导多是听话人凭借直觉、凭借自身经验的主观推理，Grice未能建构一个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推理机制。后来Horn和Levinson对新格莱斯理论都提出了各自的推理机制；中国学者徐盛桓也探讨了会话含义的语用推理机制，并给出了语用推理的一般规则。

除了上述的一些不足外，会话含义理论的普遍性还需要更深入的验证；可撤销性和不可分离性特点并非会话含义所独有的特点；交谈双方是否真的具有共同的目标或方向也值得商榷；Grice对关联准则未能作出充分的解释，较为笼统。

虽然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一经问世就赢得了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赞誉，众多学者纷纷评论并进行修正、补充；至今会话含义理论仍是语用学的经典理论，各种对该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更是大大丰富了该理论体系，使会话含义理论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36　什么是Horn两原则？

Horn 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在1984年发表的“语用推理新分类初探——基于Q原则和R原则的会话含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会话含义两原则模式，特别是具有创造性的等级含义理论（theory of scalar implicature），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9年他出版了语用学著作《否定的自然历史》（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书中对他的两原则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Horn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主要借鉴了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和Zipf于1949年初提出的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Zipf试图用省力原则去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他认为在语言领域存在两股相互竞争的力量：一是“统一的力量”（the force of unification），或“说话人经济原则”（speaker's economy）；一是“分化的力量”（the force of diversification），或“听话人经济原则”（hearer's economy）。前者以简化为目标，如果不加限制，会导致说话人用一个词语表达所有的意义；后者是一股反歧义力量，要求每一种意义都只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Horn认为，Grice的会话原则及会话含义的产生皆来自于这两种力量。比如，数量准则和方式准则的“避免表达含糊”和“避免歧义”本质上就是Zipf的“听话人经济原则”，而数量准则的第二条次则以及关系准则还有方式准则中的“说话要简要”，则属于“说话人经济原则”。因此，Horn建议把Grice的四条准则精简为两个原则——数量原则（Q-principle）和关系原则（R-principle）。

数量原则：要使你的话语充分；能说多少就尽量说多少（以关系原则为条件）；

关系原则：要使你的话语仅是必需的；不说多于所要求的话（以数量原则为条件）。

数量原则和关系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矛盾的，数量原则是以听话人为基础的，听话人希望说话人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以便听话人推导出话语的隐含意义；而另一方面，关系原则又要求说话人只提供必要的信息，能不说的尽量不说。但其实它们并不矛盾，数量原则和关系原则相结合就是说话人要用最少的话语表达最多的信息。

Horn后来又提出语用分工理论以进一步说明数量原则和关系原则之间的关系，语用分工大致是关系原则倾向于常规理解（stereotypical interpretations）；数量原则倾向于非常规理解。Horn的常规理解是指根据常规关系推导出对话语的一种特定的理解，所谓常规关系，是指客观世界中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是语用推理的出发点、会话含义推导的基础。

我们用Horn两原则来对话语含义进行推导。例如：

（1）a. 小李关了电脑。

b. 小李没有结束运行程序就按了电脑的关机按钮。

例（1a）根据常规关系理解，小李以常规的方式关了电脑，比如点击“开始”，然后点击“关闭电脑”，再点击“确定”，完成正常关机的程序；或者结束所有运行程序按关机按钮直接关机。按照Horn的数量原则和关系原则，即用最少的话语表达最多的信息；例（1b）中说话人一定不会无缘无故使用冗长的叙述，这里显然隐含了小李可能因为不熟悉电脑操作，或者可能电脑死机了，没有办法才不按照正常的关机程序强行关机的。

（2）a. 我想去看《梅兰芳》。

b. 我不是不想去看《梅兰芳》。

例（2a）用常规方式表达了“我”想去看电影《梅兰芳》的愿望；根据Horn两原则，如果只是表达想去看电影的愿望，直接说想去看就可以了，例（2b）违反常规，用“不是不想去看”，虽然也表达了说话人想去看《梅兰芳》的意思，但根据常规关系理解，显然有“想去但去不了”的含义。

如果把Horn两原则与Grice的四条准则相比较，我们会发现Horn的两原则广得多、宽泛得多，他的R-原则不是简单的关系原则，实际上包含了Grice数量准则的第二次则“你的话语不能比所要求的更详尽”以及Grice方式准则中的“说话要简要”次则。Levinson认为Horn两原则太宽泛，缺乏会话含义的推导机制。


37　什么是Levinson三原则？

Levinson 是荷兰语言与认知方面的著名学者，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Pragmatics and the grammar of anaphora：A partial pragmatic reduction of binding and control phenomena”中，Levinson提出了他的三原则模式。在1991年另一篇论文“Pragmatic reduction of the binding conditions revisited”中，他将三原则正式称为“新格莱斯语用学机制”（Neo-Gricean pragmatic apparatus），也就是后来学者们所说的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

Levinson认为他的三条原则本质上是Grice的数量准则和方式准则的重新解释，他把Grice的数量准则的第一次则作为他的数量原则，Grice数量准则的第二次则变为他的信息原则（I-principle）。与Horn的两原则一样，他的模式中也没有加入质量准则。模式的具体内容是：

1）数量原则（Q-principle）

说话人准则：你的陈述不要比你所知道的信息在程度上更弱，除非提供更强的陈述会与信息原则相冲突。

听话人推论：相信说话人所说的是他所知道的最强信息。例如：

（1）All girls in his class handed in their compositions.

（2）Some of the girls in his class handed in their compositions.

这里例（1）衍推例（2），而例（2）并不能衍推例（1）；如果说话人说例（2），那么这里最强的信息就只是班级部分女生交了作文，不是全部，例（1）就是不真实的。Levinson此处说的是Horn等级关系（Horn Scale），在Horn等级关系中，强项衍推弱项，而弱项否定强项。例（1）、（2）其实属于<all，most，many，some，few>这个Horn等级，all是最强项，some是弱项。这样的Horn等级关系词语Levinson还列了一些，例如：


    <excellent，good>
    <hot，warm>
    <always，often，sometimes>
    <succeed in doing，try to do，want to do>
    <must，should，may>
    <love，like>
    …


2）信息原则（I-principle）

说话人准则：最少量准则

“说得尽可能少”，即只提供实现交际目的所需要的最少语言信息（记住遵守数量原则）。

听话人推论：扩展原则

通过找到最特定解释的方法放大说话人话语的信息内容，直到判定说话人的意图为止。例如：

（3）如果你这次期中考试在班级前五名，我奖励你三百元。

从例（3）可以推导出当且仅当听话人考试成绩进入班级前五名时，说话人才会奖励他三百元。

信息原则的推导与数量原则的推导正好是相反的，数量原则依据较弱的信息否定较强的信息以推导会话含义；而信息原则则是听话人依据较弱的信息推导出较强信息的会话含义。

3）方式原则（M-principle）

说话人准则：不无缘无故使用冗长的、晦涩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

听话人推论：如果说话人用了冗长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那么他表达的意思就和他使用无标记的表达式不一样——具体而言，他是在设法避免无标记表达式的常规联想或用信息原则可推导出的含义。例如：

（4）Lily could wash her clothes by herself.

（5）Lily had the ability to wash her clothes by herself.

依照信息原则，我们可以推导出例（4）的会话含义是：Lily自己洗了自己的衣服。而例（5）中说话人使用了冗长、异常的表达式，依照方式原则，我们可以推导出例（5）的会话含义是：Lily有能力自己洗衣服，但却没有自己洗。

当三个原则运用于会话含义推导有冲突时，Levinson给出了运用次序：数量原则优先于方式原则，方式原则优先于信息原则，即Q>M>I；数量原则中，小句含义（clausal implicature）的推导优先于等级含义（scalar implicature）的推导。例如：

（6）Q>I数量原则优先于信息原则

If Bill Gates gave you a car for Christmas，it may have been a real one.

a. Q-clausal
 >（since p
 ，q
 ），（if p
 ，q
 ）>

+ >The car may or may not have been a real car.

b. I［car for Christmas］

+ > The car was a toy car.

c. Q > I

+ >Possibly the car was a real car.

例中数量小句含义是小汽车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按信息原则句子又有汽车是玩具车的含义，因为是圣诞礼物；所以数量原则与信息原则在这里不一致了，根据数量原则优先于信息原则，句子的会话含义是汽车可能是真汽车。

（7）Q>M数量原则优先于方式原则

江苏男篮不是不可能赢广东，我认为能赢。

a. Q-clausal < 知道不是不可能赢，认为能赢 >

+ > 江苏男篮会赢广东，有这种可能。

b. M{可能，不是不可能}

+ >江苏男篮赢广东，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可能，但是有可能的。

c. Q > M

+ >江苏男篮有可能赢广东。

例中用方式原则推导的含义源于双重否定“不是不可能”，但同样，数量原则优先于方式原则，所以该句会话含义取数量原则的推导含义：江苏男篮有可能赢广东。

（8）M>I 方式原则优先于信息原则

他的身体动了下，好像要做一个向上的动作。

a. M + >他没有跳起来，只是身体动了下，好像有跳的意思。

b. I（他跳了起来）+ >他的身体通过动了下的方式跳起来。

c. M > I + > 他没有跳起来，只是有要跳的那么个动作。

例中虽然根据信息原则推导产生“他跳了起来”的会话含义；但方式原则优先于信息原则，所以该句的会话含义取其方式原则的推导含义：他没有跳起来，只是有要跳的那么个动作。

（9）Q-clausal
 > Q-scalar


如果不是所有人都爱姚明，那么有些人喜爱他。

a. Q-clausal


+ > 所有人可能都爱或者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爱姚明——说话人不知道。

b. Q-scalar
 < all，some> + > 不是所有人都爱姚明。

c. Q-clausal
 > Q-scalar


+ >可能所有人都爱姚明。

例中if从句产生了数量原则中的小句含义，句中some也产生了等级含义，它们显然是相矛盾的，因为小句含义优先于等级含义，因而该句的会话含义取小句含义：可能所有人都爱姚明。

Levinson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与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Levinson三原则中数量原则和信息原则是源于Grice数量准则的两个次则，方式原则与Grice的方式准则内容基本一致。但两者之间又存在许多差异，Grice的四条准则主要关注特殊会话含义，在特殊语境中，某个或多个准则的违反产生特殊会话含义；对于一般会话含义少有关注。而Levinson的三原则不仅关注特殊会话含义，而且更加关注一般会话含义，运用他的数量原则和信息原则主要推导一般会话含义，无需考虑具体语境的参与；用方式准则推导出的是特殊会话含义，需要考虑语境因素。Levinson三原则比Grice的四条准则具有更大的覆盖面、更强的解释力。


38　什么是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由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推导话语意义的认知理论。关联理论的目的是试图找出一个涵盖所有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并非是要通过语用学理论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而是概括出了一条总的认知原则：关联原则。

Sperber和Wilson认为语言的交际功能只是表象，实质上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认知。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无需考虑合作原则，因为人们在交际中具有关联的直觉，认知本能会把话语本身与认知语境结合起来，关联性才是交际的根本。理解话语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关联的过程。例如：

（1）A：张老师课上得糟糕透了，你说呢？

B：天气真不错，去公园散散步？

例中B的回答初看与A的问话毫无关联，但根据关联理论的观点，A会直觉地把B的话语与自己所说的相联系，B的话肯定是和自己所说的相关，再根据当时的语境，不难推断出B避开A的询问并转换话题，是不愿在背后议论老师的课上得如何。

Sperber和Wilson认为，人们认知世界遵循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假设其自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即在言语交际中双方所说的一定是和进行的话题相关联、和先前所说的相关联；正是这种关联性帮助听话人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关联原则是关联理论的基础。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认知和交际，认为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活动都是认知活动，言语交际双方能否成功实现交际目的取决于他们能否显映（manifest）和相互显映彼此的认知环境，即双方能否弄明白共同进行的话题。共处的认知环境越大，成功交际的可能性越大。关联理论这里所讲的语境不同于传统的语境观，传统的语境是已知的、给定的，在交际行为之前就已经是确定的，包括语言知识、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各种情景因素。而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一系列存在于人脑中的假设，也称认知语境；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构成听话人认知语境的一系列假设，而不是具体的情景因素。认知语境是动态的，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话语理解涉及听话人对语境假设的不断选择、调整与顺应。人们对认知环境的感知不同，显映的程度不同，理解话语的程度也就不同。

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话人通过一系列的语境假设处理说话人的话语所提供的新信息或新假设，获取所产生的语境效果，从而推导出话语的含意，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语境效果影响关联的程度。语境效果是交际双方的新信息与已有的旧信息、新假设与原有假设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话语所表达的信息与语境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是寻找关联的必要条件。语境效果与关联性成正比，即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关联性是制约人类交际的基本因素，是常量；而认知语境是一个变量。例如：

（2）A：今天凯尔特人对国王的比赛怎样？

B1：实力悬殊太大，凯尔特人积分榜第一啊。

B2：没有悬念，凯尔特人以108—63大胜国王。

例（2）中，B2产生的语境效果显然大于B1，其关联性也更强。

另一影响关联程度的因素是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与关联程度成反比，即处理话语的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强。例如：

（3）a. 小王英语考试不及格。

b. 要是小王英语考试及格，那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例（3）两句产生的语境效果是一样的，但显然b的语境效果比a更难获得，因为b在处理话语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a需要付出的努力小，关联性更强。

Sperber和Wilson指出，人类认知往往力求用最少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所以人们在谈话中，听话人自然地只关注具有足够关联性的话语信息，并在与这些话语信息有最大限度关联的语境中加工、处理，然后构建与这些话语信息有足够关联的心理表征。他们称这样的话语理解过程是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过程，即在谈话中，说话人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先理解说话人话语信息的表层语码意义，然后对表层意义用最少的努力进行加工处理，新旧信息相互作用成为认知语境，听话人在最大的语境效果中找出最佳关联性，再对深层隐含意义加以补足，直至达到期待的关联程度，最终理解说话人话语意义的明示推理过程完成。

关联理论主张交际是一种认知活动，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理论框架以研究语言形式和语用理解之间的关系。关联理论既适合理解明说出来的表层意义，也适用于理解深层的隐含意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关联理论试图解答有关交际的哲学问题，也对听话人理解说话人话语过程的心理问题作了解释。关联理论激发了语言学界，尤其是语用学家们的关注和兴趣。学者们纷纷发文讨论该理论，以该理论为框架开展应用性研究，如对隐喻、反语、小品词、翻译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分析。关联理论对语言学研究的重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该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把认知和交际结合了起来，使认知科学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39　什么是关联原则？

Sperber和Wilson认为言语交际是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在明示—推理这一认知过程中，关联性是处理话语信息的关键。而制约关联性有两个因素：语境效果和处理信息付出的努力。语境效果是话语所发出的信息与现有语境假设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就说话人而言，他要使听话人付出适当的努力以获得适当的语境效果；就听话人而言，他只要付出处理努力就会获得语境效果；相应地，付出努力越大，获得的语境效果就会越大。而在言语交际中，听话人相信说话人给出信息的刺激信号一定是最有关联的、需要处理努力最小、具有最大关联的刺激信号。

Sperber和Wilson据此提出了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即任何明示性的交际行为都意味着该交际行为所传递的假设具有最佳关联性。具体而言，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明示其信息意图，能够显映其信息意图的有不同的刺激信号，如果说话人要达到所期待的交际意图，一定会选择最恰当的刺激信号，而不是那些需要处理努力大或会产生歧义的刺激信号；听话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说话人发出的刺激信号是最有关联的，需要的处理努力也是最少的。例如：

A1：小城市就这点不好，想买个名牌登山帐篷也买不着。

A2：小城市就这点不好，我想买个名牌登山帐篷，到处找都买不着，你有什么建议？

B1：有淘宝啊！

B2：有淘宝网啊！

B3：现在淘宝网上什么买不着啊？

B4：淘宝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别说名牌登山帐篷，全套登山装备都可以买到！

B5：淘宝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别说名牌登山帐篷，全套登山装备都可以买到！不仅是货比三家，你可以货比很多家。有了淘宝网，全国商家，甚至海外商家任你选。足不出户，送货上门。

例中A要表达的交际意图是希望B告知自己在哪里可以买到名牌登山帐篷，可以看到A1和A2话语所发出的信息是不同的，产生的语境效果也是不同的。从两句字面看，A2直截了当地传达了信息；而A1话语的信息意图似乎是在抱怨小城市的不便利之处，但与现有语境假设相互作用也能产生A的交际意图，只是听话人必须付出比A2多得多的处理努力，听话人B相信A即便用A1问时也是在发出最恰当的刺激信号，即A不可能是在讨论小城市的不便利这样的话题，而是在传达想买名牌登山帐篷买不着这一信息意图，于是B同样可以推导出A的交际意图是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名牌登山帐篷。尽管A1和A2的信息意图不同，产生的语境效果也不同，无论A用A1还是A2询问，听话人B都相信A的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

同样，B的回答，从B1到B5，A要理解B的话语意义需要付出的努力是越来越少。根据关联原则，B的回答一定与A的话语相关，B1最简短，但A肯定B选择的是最恰当的刺激信号，淘宝是最有关联的，综合语境假设——淘宝是购物网，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登录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一个网络平台，A可以推导出在淘宝可以买到名牌登山帐篷。向下推，A得到的明示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需要付出的努力越来越少，获得的语境效果也越来越大。但同样，无论B用B1至B5哪一句回答，A都认为B选择了最具关联性的刺激信号，是最有关联的。因为关联原则不认为说话人所说的话一定是具有最佳关联性，而是说，说话人必须要使听话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

Sperber和Wilson试图用关联原则揭示言语交际的规律，并通过推理推导出话语意义，用关联原则这条总的认知原则取代Grice解释会话含义的合作原则及其四条准则。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的第二版中，关联原则被修改为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两条原则：

1）人类认知常常与最大关联性相吻合。（认知原则）

2）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假设其自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交际原则）

其中交际原则以认知原则为基础，Wilson谈到关联原则改为认知和交际原则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最大关联性（maximal relevance）和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之间的差异，更加明确关联理论与认知的关系。最大关联性是指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指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后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比如上面的例子中回答B5与A的交际意图的关联性最大；至于最佳关联性，无论B用B1到B5中的哪一句，都能与A成功交际，A根据关联原则都可以推导出B的交际意图，也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即便B在用B1回答A时，B也让A相信他的话语是具有最佳关联性的。在关联原则未分为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时，最大关联性和最佳关联性的差异往往被忽略。


40　什么是交际的明示—推理模式？

交际的明示—推理模式（Ostensive-Inferential Model）是由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是对言语交际话语意义的推导模式。这一模式的形式基础是语码模式（Code Model）和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

始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语码系统，语言的功能是交际；交际过程就是语码转换过程。交际从说话人将一个信息编码开始，编码成一个信号后发出；听话人接收信号后进行解码，还原为信息，完成语码转换的过程。但用语码转换模式推导人们谈话中的话语意义是不够的，比如间接言语行为和会话含义不是简单的编码和解码所能推导出的，仅靠句子的语音、语法、语义去解码话语意义显然是不够的。例如：

A：为什么迟到？

B：我的电瓶车路上坏了。

单从B回答的语义来讲，语码解码只是电瓶车在路上出了故障，坏了，无法开了，并非B回答的话语意义。因此仅靠语码转换推导人们谈话中的话语意义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Grice提出了推理交际（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他认为言语交际的过程是听话人对说话人意图识别的过程，听话人根据语境对说话人意图即话语意义进行推理。推理的过程是说话人先给出他要表达的意图，听话人以此为据，综合共有的语境知识进行逻辑推理，最后推导出说话人的意图。上例中B要表达的意图是回答迟到的原因，而他的电瓶车在路上坏了，综合共有的语境知识，我们可以推导出是电瓶车坏了导致B迟到，这也是B说电瓶车路上坏了的意图。显性话语意义用语码转换即可获得；隐性话语意义一般可以用推理模式推导获得。

明示—推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是J. A. Fodor的认知理论：人脑是由一个中心系统（central system）和各具功能的模块（module）组成；各个单元分别吸收各种外界刺激信号（stimulus），然后把这些信号输入中心系统进行处理，成为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

Sperber和Wilson认为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不是矛盾的，结合两者研究才能揭示交际的一般规律。言语交际不是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推理模式中所谓言语交际双方拥有共有知识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从认知理论来看，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可能不同，对同样信息也会有不同的阐释；虽然人们共处同一语境，但认知效果显然是不同的。Sperber和Wilson认为人们交际成功有赖于相互明示的事实，即言语交际双方共处在同一情境之中，他们的认知语境相互重叠，成为他们交际的基础，他们交际的内容就是双方都清楚并愿意接受的事实。

在Fodor认知理论支撑下，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明示推理模式。他们指出：明示推理交际就是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mutually manifest），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想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命题。交际是说话人的明示过程和听话人的推理过程相加，说话人明示，为听话人提供推理依据；听话人从中寻找新信息，找寻各种假设然后分析所有的逻辑信息，接着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重构认知语境，产生语境效果，最后推导出结论。明示（ostensive）一词是该模式的关键所在，明示是从说话人角度而言，说话人先生成话语，产生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通过信息意图向听话人表明自己的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明示是推理的方向和目标，说话人所明示的包括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并让听话人获取该意图，获取了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就是明白了说话人的话语意义；推理是从听话人角度而言，听话人从说话人的明示行为中推导其意图，把说话人传递出的信息按明示—推理模式去理解，这样言语交际双方“互明”对方意图，实现交际目标。

同样用上例来说明这一过程，说话人B的话语“我的电瓶车路上坏了”的信息意图是他的交通工具出故障了，他在向听话人A表明他的交际意图，即他迟到的原因，让A获取他迟到的原因；听话人A从B的话语获取他的电瓶车路上坏了这一明示的新信息，再根据两人共处的情境，A重构认知语境，推导出B这样说是在说明他迟到的原因这个交际意图。A与B通过明示、推理成功完成他们的言语交际。

关联理论这一推理模式摒弃了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的不足，结合了认知理论，更全面更深入地表现了人类交际的实质。明示—推理模式不仅可以推理显性话语意义，也可以推理隐性话语意义，扩展了Grice合作原则只适用于特殊会话含义的推导局限，各种交际都可用明示—推理模式推导其意义，拓宽了语用意义的研究手段。


41　关联理论与合作原则有何种关系？

美国哲学家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的核心是合作原则，具体表现为四条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合作原则一经提出之后，就引发了语言学界的热烈讨论，也成为语用学经典理论之一。众多学者用该理论解释人们的言语交际行为，解读自然语言、文学语言中的语言现象。但合作原则也存在一些不足，用合作原则解释语言现象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正是这些不足引起了后来的语言学者们的兴趣，他们在研究合作原则的基础上继承、修正、补充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有继承和修正为主的新格莱斯主义（包括Horn的会话含义两原则、Levinson的会话含义三原则）、补充为主的Leech的礼貌原则以及批评发展为主的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

Sperber和Wilson对合作原则是否是言语交际的最高原则提出了质疑。合作原则中四条准则之一的关联准则只有一句简单的内容：所言要相关，Grice没有就这条准则作进一步的解释，没有更细的次则说明。Sperber和Wilson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对原来的这一句话进行了详尽、可信的阐述。他们认为人们言语交际中最重要的是关联性，而非合作原则，也不存在有意违反准则之说，参与言语交际的双方所言与谈话话题一定是相关联的，在推导会话含义时最主要的依据是言语交际双方话语的关联性，理解话语的过程就是寻找关联的过程。虽然关联性在程度上有差异，但依据话语之间的关联就可以推导出话语的意义。交际中话语的关联性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基础，听话人依据说话人言谈中所明示的意图，结合认知语境，并依据信息的关联性进行推导，Sperber和Wilson称之为明示—推理过程。他们试图用一条关联原则取代Grice的合作原则及其四条准则。

Grice认为话语意义是说话人的意图；Sperber和Wilson认为话语意义是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他们细化了Grice的论点。Grice的话语意义的推导是建立在言语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即合作原则的语境基础之上的；Sperber和Wilson认为对话语意义的推导是建立在一个动态的认知环境基础上的。Grice关注的是话语的隐含意义，即特殊会话含义；Sperber和Wilson没有区分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而是关注话语意义的各个层面。Grice的合作原则下有四条准则，会话含义是有意违反某准则而产生的；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并无交际者要遵循的原则或准则，关联原则并非是交际者必须遵守或违反的原则，其自身不是运作对象，而是悬于交际之上的认知原则，是潜意识推导的一种形式。Grice的合作原则更侧重于哲学探讨；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更注重于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建立具体的认知模式。

简言之，关联理论与合作原则渊源非浅，合作原则是关联理论的起源，但关联理论在发现合作原则的不足后，不是简单地补充或修正合作原则，而是对它进行了一种扬弃。关联理论的诞生是对合作原则的批判性发展。


42　关联的推理法则是什么？

一般的逻辑推理是通过某前提推导出一个结论，是论证性的。推理过程中，如果前提的命题从语义上而言是完整的、真实的，并遵循了推理的法则，那么推导出的结论就是有效的。逻辑推理的最著名的例子演示了这种论证性的推理过程：

（1）a. All men are mortal.（前提）

b. Socrates is a man.（前提）

c. Socrates is mortal.（结论）

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过程不是这样的纯粹的、严密的形式推理过程，而是人们日常言语交际中较为随意的推理过程，是人的大脑自发运用逻辑法进行推理，Sperber和Wilson称之为演绎法，是非论证性的（non-demonstrative）。这种随意性较强的推理所推导而得的结论也具有不确定性，结论的正确性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

（2）A：你喜欢吃蛋挞吗？

B：不。

理解B的回答当然是“不喜欢吃蛋挞”；但假如B接着说一句：

（3）A：你喜欢吃蛋挞吗？

B：不。我爱死蛋挞了。

这样一来，前面得出的结论“B不喜欢吃蛋挞”就被撤销了，结论该是B不仅是喜欢，而且是非常喜欢吃蛋挞，这也是非论证性推理不同于论证性推理的地方。

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是借助了认知理论的研究成果，认为人脑在接收说话人发出的信息后，将其输入大脑，经大脑中心系统加工处理，听话人根据关联原则推导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在信息处理过程中，说话人会最大程度地明示信息，这样听话人在理解话语信息时就会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说话人对认知语境的选择一般会最大程度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付出的努力，最大程度地增加话语的语境效果；听话人接收说话人的话语信息后与自己已知的旧信息相结合，再找寻话语信息与认知语境之间的关联信息。这一推理过程运用的是演绎法，假设人的大脑中有一种自动的演绎装置，该装置会把演绎法运用在始于输入系统获得的假设和原存于记忆中的假设，然后获得新的假设。推理是综合性的，人脑记忆中的任何假设都可能成为推理的假设。加工处理这些假设的唯一要素是关联性，关联性将引导听话人对各假设进行自然选择，因为在人脑记忆中的众多假设里一定有最相关的假设。

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是从言语行为的明说意义（explicature）中推导出说话人真正的交际意图，这一过程往往需要经过两个步骤：说话人发出话语，该话语给出明说的前提，即话语提供新信息，听话人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隐含意义，即隐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然后再在所恢复的隐含前提的基础上推导出说话人真正的交际意图，即隐含结论（implicated conclusion）。例如：

（4）A：What about The Alphabet Killer
 you watched yesterday evening？

B：I don't like the horror film.

根据关联原则，说话人B要使听话人A从自己的话语中产生与当前话题（B昨晚看的电影《字母杀手》怎么样？）的最佳关联，A推理B的话语意义过程大致如下：

B watched The Alphabet Killer
 yesterday evening and B doesn't like horror film.（明说前提）


The Alphabet Killer
 is a horror film.（隐含前提）

B doesn't think much of The Alphabet Killer．
 （隐含结论）

听话人A从明说的前提“B昨晚看了电影《字母杀手》，而且B不喜欢恐怖电影”，可以推导出隐含前提“《字母杀手》是部恐怖电影”，从而再推导出隐含结论“B认为昨晚看的电影《字母杀手》不怎么样”，即B的话语含义、话语的真正交际意图。

这一推理中的重要一步是推导出话语所隐含的前提，可以看出其中有认知语境的介入。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不同于一般的语境，不仅包含话语的上下文、语言知识、语言外知识（如背景知识、情景知识等），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人的认知能力。人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各种认知语境假设。言语交际中，听话人在接收了B“不喜欢恐怖电影”的语言信息后，大脑自动地将此新信息与之前已被加工处理的认知语境中的旧信息“一个人不可能认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相互联系，形成关联信息“B不太可能认可恐怖电影”。根据关联原则，A从新旧信息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关联信息，通过演绎推导出B话语的真正意图。说话人B的话语不仅提供了新的信息，也改变了听话人A的认知语境，这一例子中新旧信息相互作用产生了语境意义“昨晚看的电影《字母杀手》是部恐怖电影”。

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过程中，前提的命题是不完整的，需要补足前提，补足的前提就是隐含前提。刚才的例子中明说的前提“B昨晚看了电影《字母杀手》；B不喜欢恐怖电影”是不完整的，需补足隐含前提“《字母杀手》是部恐怖电影”后才能推导出隐含结论“B认为昨晚看的电影《字母杀手》不怎么样”。补足隐含前提是明示推理的关键；而与补足隐含前提相关的是语境的选择。关联理论的言语交际观强调说话人为了实现交际意图会最大程度明示其话语信息意图，使听话人付出尽可能少的处理努力。说话人选择认知语境时必然考虑到两点：最大程度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需要付出的处理努力；最大程度增加话语的语境效果。这一解释不同于其他语用理论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是非逻辑性的认知现象，是涵盖了逻辑推理、语义推理和语用推理的动态过程。说话人明示其交际行为，听话人从一系列的明说前提、隐含前提中演绎推导出隐含结论，即说话人的真正意图，这就是关联的推理法则。


43　什么是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

语言顺应论（Adaptation Theory）是Verschueren 提出的一种语用综观论，从宏观的、全新的角度观察和理解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

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对语言的使用可从四个方面进行解释和描述：语境关系的顺应（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语言结构的顺应（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动态性（dynamics of adaptability）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

1．语境关系的顺应

Verschueren把语境关系分为交际语境（包括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和语言语境（又称语言信息通道）。他认为，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使用过程中由说话人和听话人动态创造和调控的，如：

（1）［The editors make an introduction to Bakhtin in 1986.］

He（Bakhtin）is a figure very much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who he will be.

从时间上讲，巴赫金已于1975年去世，但编辑仍用现在时和将来时对他进行描述，因此，只有结合时间、心理和社会情景等多个视角，设置动态的语境，才能准确理解话语的意思：巴赫金是在人们心目中生命仍在延续的学术人物。

2．语言结构的顺应

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需要根据交际的进展对语言的各个层面做出选择，包括语言、语码、语体、话语的构建成分、话语和语段以及话语的构建原则，如：

（2）a. Jack's behavior is not acceptable.

b. Jack's behavior is atrocious.

两个句子都是依据同样的规范对杰克的行为做出评价，从语义上讲，atrocious和not acceptable属于近义词，然而，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果说话人选用atrocious，表示他认为Jack的行为不仅仅是令人无法接受，而且相当恶劣，其表达的对Jack行为的贬义程度远远大于not acceptable表达的程度。

3．顺应的动态性

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的顺应过程的中心问题就是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这一过程的动态性从三个方面得以体现：时间维度、不同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制约和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首先，无论从微观的角度，如交际者记忆信息、安排交际内容，还是从宏观的角度，如语言的变迁等，语言的使用都与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语言随着时间变迁而做出的动态顺应。其次，由于交际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因此，交际者对话题的兴趣、选择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等都影响着顺应的动态性。再者，既然语言使用是在时间中发生的，那么语言具有一个和时间相关的特征：线性。语言的线性特征对交际中的许多现象，如句子的词序安排、话轮转换、语码转换等都有制约作用。但是线性并非完全决定语言的使用形式，因为交际者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灵活地使用语言的各种形式，动态地生成意义。下面的例子能说明顺应在交际中的动态性：

（3）［Situation：coffee shop in Berkeley，California，in 1981］

Customer（just coming in）to waitress：Is this non-smoking？

Waitress：You can use it as non-smoking.

Customer（sitting down）：Thanks.

如果不从宏观的层面考虑历史时间、地点以及交际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性，这一对话是无法理解的。只有根据交际的历史时间（1981年）和地点（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咖啡店），以及当时的社会语境（加利福尼亚地区大多数咖啡店和餐馆都创设了非吸烟区），我们才可以推断出顾客的问话“Is this non-smoking？”表明了自己是非吸烟人士，同时也表达了不想受吸烟者干扰的期望。服务员的回答正是表示她理解顾客的话不仅仅是问话，而且是一个请求。从这一简短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交际的动态过程：顾客的问话被服务员理解为一个请求，服务员的回答使顾客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因此顾客表示感谢。

4．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

意识程度指的是交际者在选择和使用语言作出顺应的过程中涉及的认知心理因素。Verschueren认为，在言语交际中，社会和心理因素结合而成社会心理，可以对交际者如何使用语言做出解释。一方面，和语言有联系的社会因素都必须经过认知处理才会对语言行为产生影响；反过来，没有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抽象认知是不存在的。

在社会心理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交际者选择语言作出顺应的意识程度会有所不同。有些语言的选择是语言使用者自动的、无意识的行为，而另一些则带有强烈的动机，受到使用者的主观意识、交际目的等因素的制约。如例（3）中顾客和服务员的对话体现了他们各自选择语言时的意识程度。首先，顾客是在有意识地寻找需要的信息，即自己想找个非吸烟区喝咖啡，他应该也意识到自己的问话中隐含的这个意图。而服务员是有意识地满足顾客的需求，但由于急于迎合顾客，她的回答可能下意识地违反了语言交际的规范，也就是说她的回答是跳跃性的，没有回答这个地方是否是非吸烟区，而是直接满足了顾客的请求。不过，在整个交际结束时，我们就完全理解了她的回答的隐含意义。

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在选择语言作出顺应时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反应是一种元语用意识。元语用意识有助于交际者在语言顺应过程中调整自己的话语，协商话语意义。

综上所述，顺应论认为用语言表达意义是一个动态的语言选择的过程，交际者的语言选择反映出他的语言顺应意识程度。意识程度的不同会导致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意义的理解和表达。顺应论展现了语用学研究的社会和认知视角的结合，从跨学科的角度为语言意义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44　顺应论中的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指的是什么？

Verschueren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选择发生在语言的每一个层面上。人们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做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

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为达到交际目的，人们使用语言要讲究策略，而语言的变异性正体现了这种策略。变异性限制了语言的选择范围，让交际者从可供选择的多种表达方式中选择合适的一种来表达他们的意图。语言的变异涉及交际的全部范围，如交际的时间、地域、社会等方面。例如：

（1）a. He hasn't got any.

b. He ain't got none.

尽管两个句子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但与不同社会阶层的或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交谈，说话人需要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来表达同一种意思。与受过教育的人交谈时，说话人往往会选用标准英语：He hasn't got any. 但与受教育不多的人交谈，说话人会选用非标准英语：He ain't got none.

Verschueren认为，可供选择的范围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变动的。在交际过程的任何时刻，交际者都会不断协商和探讨选择效果，以顺应交际的发展。

协商性指语言的选择不是机械地或按照严格的规则或固化的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根据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做出的。通俗地讲，协商性就是说话人面对多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方式和策略，不断琢磨，挑选合适的语言表达方式，以顺应交际意图。如面对以下可供选择的语言形式，说话人要经过琢磨以选择一种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

（2）a. May I draw your attention，please？

b. Be quiet，please.

c. Stop talking.

d. Shut up.

协商的过程是灵活的，具有不确定性。首先，说话人一方存在不确定性。说话人需考虑交际中存在或可能出现的种种因素，如当时场合的正式程度、与听话人的关系或社会距离、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自己相对于听话人的权利或地位、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甚至是想让自己的话语产生的效果等众多因素，最终选择其中的一种语言形式。其次，听话人一方也存在选择的不确定性。一旦说话人说出了话语，听话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话语。第三，说话人做出选择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可以对所做的选择进行再协商。交际目的、场合、交际者的认知等众多因素都会导致协商过程的不确定性。因此，语言的使用是不断协商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在协商性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特征的支配下，语言能成功地满足各种交际目的取决于语言的另一个属性——顺应性。

顺应性指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语言形式和策略中最终做出选择，满足交际目的。顺应性是对协商性提出的要求，即要求协商的结果能使交际者最终从不确定的可能性中选择与交际环境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策略，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Verschueren认为，顺应性具有双向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一方面，语言选择是在已存在的环境中进行的，语言的选择应顺应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会被所做的选择改变，即环境也会顺应于所做的选择。如汉文化中人们用“您”称呼地位高的人以表示尊敬，说明语言的选择顺应双方关系。然而，有时候尽管双方地位相近，但说话人还是选用“您”称呼对方，此时，双方的关系由称呼语“您”得以重新界定。因此，可以说双方关系顺应了所做出的语言选择。这也说明顺应的动态性，因为交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语境会随着交际的进展而变化，语言的选择也须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三个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如果没有变异性和协商性，顺应性就失去了内容。同样，没有顺应性，变异性和协商性也就没有了目的。


45　顺应论的交际语境包括哪些因素？

根据顺应论，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language users）、心理世界（the mental world）、社交世界（the social world）和物理世界（the physical world）等因素。在交际之前，交际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先根据语境和交际目的，从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及物理世界等方面进行考虑，并对话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商洽，最后做出顺应交际的选择。

1．语言使用者

语言使用者是交际语境的中心，因为语境成分要靠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激活，以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使用者包括谈话的产生者和谈话的接受者，不仅指说话人和听话人，还包括与谈话内容有关的其他人。例如：

（1）［Beatrice，a university student in Manchester，has applied for a three-month stay at the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 John is the department secretary.］

Beatrice：Can I go？

John：You sure can！

尽管对话只是在Beatrice和John两人之间展开，但John所说的话不是代表自己的观点，他只是将系主任已作出的决定转达给Beatrice而已。因此，这一对话中的语言使用者除了Beatrice和John之外，还包括系主任。而且，如果当时John的话除了Beatrice还有其他人听到，那么这个听到谈话的人也属语言使用者。

2．心理世界

心理世界指交际参与者的心理和情感因素，具体包括动机、信念、性格、意图、愿望等。Verschueren认为，语言交际是人们心智与心智之间的交流，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是一个顺应自己和听话人心理世界的动态过程。例如：

（2）［An advertisement promoting children's books］

Tiny books for tiny fingers. At the tiny price — just 50 P.

广告商从顺应消费者的情感和认知状态考虑，连续选用三个tiny，使消费者联想起幼儿用小小的手指翻动小小的图画书的可爱场景，并且价格也只是小小的一点点。可见，通过增强语言的美感和力度，广告商顺应了消费者的心理世界，以便获取他们的认同感，从而更容易说服他们，实现自己推销商品的目的。

3．社交世界

社交世界指影响语言交际的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交场合、特定的公共制度和社会特有的交际规范。我们知道，选择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因此，语言与社交世界的顺应无处不在，各种社会因素都会影响语言方式、交际风格和交际内容的选择。例如，有些语言选择必须得到社会公共制度的认可。如法官做出一个判决必须符合特定的社会中法律制度所规定的一切条件。此外，交际必须遵守交际规范。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总有特定的规范在起作用，交际者选择的语言方式都必须符合这些特定的规范。例如，汉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交际规范以“礼”为核心，按上下等级次序规定人们的言行。也就是说，言语交往中的上尊下卑、卑己尊人的规范是被大家认可而且必须遵守的。旧时常有的两人一敬一谦的对话正是交际者遵守汉文化交际规范的表现：

（3）——请问您贵姓？

——免贵，敝姓王。

——贵庚几何？

——虚度四十。

4．物理世界

物理世界主要指交际中的时间和空间指示关系。时间指示包括事发时间、发话时间和参照时间。空间指示可分为绝对空间关系和相对空间关系。此外，物理世界还包括交际者的身体姿势、手势、外表形象、生理特征等组成部分。在交际中，物理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对交际者选择语言形式有制约作用。对时间概念的理解往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因素。例如：

（4）I'll be back soon.

话语中的“soon”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秘书去办公室找经理，到了办公室门口，正巧碰上经理有事要出去。经理说“I'll be back soon”，秘书可以理解为经理几分钟后会回来，而不会理解为几个小时，更不会理解为几天之后。如果在另一场景，丈夫要出差，临走前对妻子说“I'll be back soon”，妻子听了不会理解为丈夫几分钟或几小时后就回来，而是几天甚至几个月之后回来。至于空间指示，Verschueren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物理世界中的相对空间关系影响着说话人和听话人对话语的使用和理解：

（5）［At Frankfurt airport in Germany］

JV：I want to get out，not in.

Official：OK，it's this way.

作者是想从法兰克福机场出去，他的“out”和“in”是相对于机场而言的。然而，机场的官员理解的“out”和“in”则是相对于法兰克福，甚至是德国而言的，他以为Verschueren是要去乘飞机离开法兰克福。按照机场官员所指的路，结果Verschueren发现自己到达了登机处。

在交际语境的四个要素中，语言使用者处于中心位置。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激活心理、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中的语境成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随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46　如何理解顺应论中话语意义生成的动态性？

顺应论采取语用综观论的视角，认为意义不是与语言形式相对应的稳定的一部分，而是在语言实际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是语言使用的顺应过程的中心问题。

Verschueren 认为，意义的动态生成是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过程，与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语言意义不只限于语境中的意义。从综观论的角度来看，意义在语境中生成，因此，意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规约性，但同时语言形式意义又具有变异性和动态性。换句话说，意义是语言使用者在相对稳定的语言活动类型中，根据语境和语言结构因素的相互作用，从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中选择合适的一种来表达意图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生成的。我们以《红楼梦》中黛玉初进贾府的一段内容为例：

（1）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

……

宝玉便走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一开始贾母问黛玉念了什么书，黛玉如实回答。而后来宝玉问她读了什么书时，黛玉已经发现刚才的如实回答并没有得到贾母的赞许，也敏感地觉察到贾母“女子无才即是德”的观念。根据这样的情境，黛玉没有再讲实话，而是自我贬低表示谦虚，以迎合贾母的心态。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总是根据语境的方方面面和事态的发展随时调整自己的话语，选择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传达意图。

除了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外，语言使用者的语用策略对意义的生成也起到了作用。可以说，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语言使用者运用策略的过程。在各类言语交际中，交际者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地选择策略，表达出符合当时语境的意义，策略的选择涉及句子、超句以及语篇层面。交际过程中产生的会话含义、幽默、讽刺等修辞效果都是意义生成动态性的表现。我们分析下面选自《围城》中的一个例子来看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

（2）赵辛楣躺在沙发里，含着烟斗，仰面问天花板上挂着的电灯道：“方先生在什么地方做事呀？”

方鸿渐有点生气，想不理他不可能，“点金银行”又叫不响，便含糊地说，“暂时在一家小银行做事。”

赵辛楣鉴赏着口里吐出来的烟圈道：“大材小用，可惜可惜！方先生在外国学的是什么呀？”

鸿渐没好气道：“没学什么。”

苏小姐道：“鸿渐，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赵辛楣喉咙里干笑道：“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来看，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

“那么得赶快找个眼科医生，把眼光验一下：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一定有毛病。”方鸿渐为掩饰斗口的痕迹，有意哈哈大笑。

方鸿渐的最后一句话表面上与赵辛楣的话有关联，都指同一个问题——看东西，而似乎又没有实质性的联系。赵辛楣的话语从整个会话活动类型及双方的认知语境来看是完全明确的，他是在讽刺方鸿渐，故意贬低对方。对于方鸿渐来说，这种侮辱是不能忍受的，于是他想办法转换认知语境，有意识地选择语言策略来应对对方对他的人身攻击。他刻意创造另一个认知语境，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对方话语的意义，以保护自己的面子，同时对对方不友好的态度进行还击。尽管他的话语非常温和，但与赵辛楣的认知框架发生了冲突，因而传递了他的言外之意。话语意义就是在这种从一个认知语境向另一个认知语境传递的过程中产生的。

意义的生成是话语与语境因素的互动过程，在交际中，不同的语境、语用策略、语言形式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使了意义的动态生成。


47　什么是Leech的礼貌原则？

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是Leech于1983年提出的一条语用原则。Leech认为，交际中人们有效地使用语言是因为交际双方共同遵循了人际言语交往的一系列语用原则。礼貌原则就是其中一条重要的语用原则，约束着人们的语言活动，帮助减少交际双方的摩擦和矛盾，促使交际者得体地使用语言，从而取得交际的成功。

礼貌原则从总体上可表述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量减弱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尽量增强礼貌信念的表达。礼貌原则包括六条准则，它们是：

1）策略准则（Tact maxim）

（a）使他人受损最小

（b）使他人受惠最大

2）宽宏准则（Generosity maxim）

（a）使自身受惠最小

（b）使自身受损最大

3）赞扬准则（Approbation maxim）

（a）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

（b）尽力夸大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

（a）尽力缩小对自身的赞扬

（b）尽力夸大对自身的贬损

5）赞同准则（Agreement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和他人之间的分歧

（b）尽力夸大自身和他人之间的一致

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对他人的厌恶

（b）尽力夸大自身对他人的同情

在六条准则中，准则1）和准则2）是成对的，都涉及受损和受惠情况，并都用于指令和承诺类言语行为。这两条准则只是侧重点不同，准则1）侧重他人的惠损，准则2）则侧重说话人自身的惠损。例如：

（1）a. Open the window.

b. Could you open the window？

（2）a. Have a cup of coffee.

b.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up of coffee？

例（1）中，说话人以听话人为出发点，遵循的是策略准则。b比a的礼貌程度要高，因为b给听话人更大的选择余地，在言语上使听话人受损的程度更小。例（2）中，说话人以自己为出发点，遵循的是宽宏准则。a 比b的礼貌程度要高，因为a使说话人自身受损更大，表现得更宽宏一些。其实，使他人受惠相当于使自己受损，使自己受惠相当于使他人受损，因此，策略准则和宽宏准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准则3）和准则4）也是成对的，都涉及赞扬和贬损，并都用于表情和表述类言语行为。与准则1）和准则2）一样，这两条准则的区别也在于侧重点不同。准则3）侧重对他人的评价，准则4）则侧重对说话人的评价。例如：

（3）Meridyth：Well，I've done it. I've dyed my hair blonde.

Ed1
 ：You look beautiful.

Ed2
 ：You look awful.

（4）Teacher：Congratulations，John！You did very well.

John1
 ：Thank you. I was lucky with the questions，I guess.

John2
 ：Yes，I'm really pleased with the mark.

例（3）中的回答侧重对对方的评价，Ed1
 赞扬了对方，而Ed2
 贬损了对方，因此Ed2
 不如Ed1
 礼貌。例（4）中的回答侧重对自己的评价，John1
 遵循了谦虚准则，而John2
 违反了此准则，因此，John2
 不如John1
 礼貌。

准则5）和准则6）都涉及说话人自身对他人的态度，用于表述类言语行为，但两者并不成对。准则5）要求说话人总是最大限度地与对方观点表示一致。例如：

（5）Steve：This is a great restaurant，isn't it？

Jane1
 ：I'll say.

Jane2
 ：It's pretty good value，but the food could have been less spicy.

Jane3
 ：Not really. I hate spicy food.

Jane1
 最大程度地与Steve的观点取得一致，完全遵循赞同准则；Jane2
 尽管不完全同意Steve的观点，但出于礼貌，先与Steve取得部分一致，然后再补充表达自己与Steve冲突的观点；而Jane3
 最直接地表达了与Steve观点的分歧，是最不礼貌的。

准则6）解释了为什么祝贺和安慰是礼貌的言语行为。例如：

（6）A：Michael had his leg broken when playing football yesterday.

B1
 ：Oh，I'm sorry to hear that.

B2
 ：Oh，I'm delighted to hear that.

B1
 表达了对Michael的同情，显得礼貌得体，而B2
 的话语表达的是对对方的祝贺，作为对A的回馈显得不礼貌，让对方产生反感。

Leech 认为，在前两对准则中，准则1）比准则2）对会话行为更有制约力，准则3）比准则4）更重要，因为礼貌多考虑他人而非自身。在每条准则中，次则（a）比（b）重要，因为说话人更重视消极面子而非积极面子。此外，Leech还提出，对听话人的礼貌总是被认为比对第三方的礼貌更重要。

在交际中我们应记住，礼貌原则的六条准则并不是绝对的规则，对这些准则的遵循应把握好一定的度，否则话语非但不显得礼貌，反而会给人不真诚之感。


48　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如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指导言语交际的两条重要的言语原则。Leech认为，言语交际中交际者有效运用语言属于一种修辞现象，可分为“人际修辞”和“篇章修辞”两大类，它们各自由交际双方相互遵循的一系列原则与准则构成。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属于人际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解释了人们如何通过策略性地运用语言，传达自己的意图，以建立或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最终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这样一个过程。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解释了话语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的关系，即说话人如何通过有意违反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含蓄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让听话人推断出会话含义，但它却没有解释说话人为什么要时常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为此，Leech提出了礼貌原则来解释其中的原因，以补救合作原则的局限性。Leech认为，说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一些准则是为了遵循礼貌原则。虽然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这样做并非纯粹出于礼貌的需要，但在不少情况下，交际者确实是出于礼貌的考虑。也就是说，Leech的礼貌原则为解释交际者为什么违反会话准则找到了一个不是唯一但较为合理的答案。因此，礼貌原则是合作原则的补充。

下面的两个例子能说明说话者违反合作原则的某些准则是为了遵循礼貌原则：

（1）Annie：Was the dessert any good？

Mike：Annie，cherry pie is cherry pie.

Mike不太喜欢Annie做的甜点，但若直言则显得对Annie不礼貌，于是他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数量准则，从字面意思看没有传递任何信息，通过使用同义反复的策略间接地表达出“我不太喜欢这甜点”的真实想法。Mike这样做也是为了遵循礼貌原则中的赞扬准则，不愿贬损对方而使对方尴尬。

（2）病人家属：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

医生：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病人抢救无效，但考虑到病人家属的心情，医生不忍心直接明了地告知事实，所以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关联准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对方病人的情况，病人家属自然明白医生所说的事实。这样的回答比直接回答显得得体、礼貌。

可见，合作原则制约着说话人的说话方式，而礼貌原则维护了交际双方的关系，使交际顺利、有效地进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情况下人们都会为了维护礼貌原则而违反合作原则的准则。在有些以传达信息为主要目的的言语活动中，如下指令、告示，或一些紧急情况下，说话人首先关心的是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为此目的，说话人先考虑合作原则而非礼貌原则。例如：

（3）Don't touch it. It's dangerous.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说话人总是优先考虑信息的准确、充分以及相关性，并以简洁的方式传达信息而很少考虑礼貌原则。我们再来看小说《前世爱你！》中的一段对话：

（4）“相公！”张嘴想喊，却出不了声音。

“别动！如果不想死的话，最好站着别动！”

王珞云在太子李承乾说话之后才感觉到，李承乾站在她背后，在她的背后有一把尖锐的东西顶着她的身后。

在这种双方对立的场合，交际者当然不会采取委婉间接的礼貌表达法。李承乾为了有效地强制对方的服从，使用最直接明了的话语“别动！”、“最好站着别动！”。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场合，说话人首先考虑的是合作原则的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而不是礼貌原则。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之间存在一种进退相让的关系，但在交际中是考虑合作原则多一点还是礼貌原则多一点则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如交际目的、交际双方的关系、交际的背景等做出相应的决定。


49　礼貌原则有哪些不足？

Leech的礼貌原则解释了交际中话语的间接性，是对语用学界的一种贡献，但礼貌原则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

第一，礼貌原则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因素，忽视了礼貌的得体性。Leech认为有些言语行为，如赞扬、邀请等从本质上来说是礼貌的，而有些言语行为，如命令、批评等从本质上来说是不礼貌的。这种看待礼貌现象的角度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其实，礼貌程度应在相对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才能决定。同一句话，在一种场合是礼貌得体的，而在另一场合就不一定显得礼貌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无礼。例如：

（1）a. — What's the time？

— Speed up a little.

b. — Will you be kind enough to tell me what time it is now？

— If you'll be kind enough to speed up a little.

根据礼貌原则，b比a更礼貌，因为b遵循了策略准则的“使他人受损最小”次则。但在具体的场合下，情况就不是绝对的。假设这是夫妻间的对话，妻子要求丈夫把车开快一点，使用a是得体的话语，使用b反而不合情理，因为在夫妻之间使用如此间接委婉的话语显得见外，让人觉得妻子是因为对丈夫不满而生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貌得体的语言是相对于不同的场合而言的，礼貌原则正是忽视了不同场合下语言形式的得体性。

第二，Leech的礼貌原则及其准则主要的依据是英语语言文化背景，对英美文化中的一些礼貌现象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却无法有效解释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礼貌现象。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交际者对礼貌准则的遵循有不同的侧重，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

（2）Tourist：You speak excellent French！

John：Thank you. I'm glad you think so.

（3）旅客：您的英语好极了。

李明：不，还差得远咧。我刚开始学。

从例（2）可以看出，英语文化中的回答遵循了赞同准则，即受到赞美时要感谢一番，表示接受对方的评价，与对方取得一致就表达了礼貌。例（3）则表明，中国文化中相应的回答更侧重谦虚准则，即受到赞美时往往否认对方的赞美，自贬一番，表示谦虚，以贬己达到尊人的目的。可见，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礼貌得体的语言在另一种文化中就可能是鲁莽无礼的。礼貌原则不能有效解释文化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

第三，Leech的礼貌原则是为“拯救”合作原则而提出的，夸大了礼貌原则在交际中的地位，认为礼貌原则比合作原则具有更高层次的调节功能，能保证交际的有效性。其实，在实际的交际中，合作原则是人们交际的前提条件，它在交际中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在双方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开展交际，也才能考虑话语是否礼貌得体。如果交际的一方不愿合作，交际也就不能够进行下去了。例如：

（4）Well，honestly，I can't tell you a thing，because it is confidential.

当说话人被要求透露一个秘密时，他直接拒绝了对方。这种不合作的话语无法用礼貌原则来解释。

此外，如前一问题所提到的，人们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为了礼貌原则而去牺牲合作原则。可见，礼貌原则只是解释了合作原则未能解决的一些现象，但不能解释礼貌语言规范的所有方面。

第四，礼貌原则中各准则之间并不平行。其中的策略准则是一条最高准则，几乎凌驾于其他准则之上。这六条准则说到底都是要求交际双方尽力做到“损己利人”。遵循策略准则，言语也就显得礼貌了。


50　什么是“面子”？“面子”可分为哪两类？

面子（face）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经常提及的一个礼貌概念，在人际交往中我们经常听到“留面子”、“不给面子”、“面子大”、“没面子”等话语，可见面子是人们社交活动中极其平常却又非常珍贵的东西，对交际的顺利进行以及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语言学家Goffman于1967年提出了面子概念（face-work）。他借鉴了汉文化和美洲印第安文化中的面子概念，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社会价值，是个体按照社会赞许的标准表现的自我形象。他提出的面子概念往往与“难为情”、“蒙羞”、“丢脸”等感情概念相关。根据Goffman的解释，人们在交际中为了确保所谓的公众形象，就得互相照顾面子以使交际顺利地进行下去，面子是通过自尊和体谅关心来维护的。

Brown和Levinson在Goffman面子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拓展，于1978年提出了面子论（Face Theory），并于1987年进行了修正。他们把面子定义为人们的基本需求或愿望。根据Brown和Levinson的解释，面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公众中的“个人形象”，包括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两类。积极面子是希望被别人接受，得到别人的喜爱和赞同，被当作同一群体的成员，自己的需求得到别人的理解，以及受到别人的尊敬。而消极面子是希望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或阻碍，自己能独立自主，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简单地说，积极面子是希望与别人有联系，而消极面子是希望个人独立。在社交中人们需要相互合作，尽量维持或增加双方的面子。Goffman的面子概念与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定义不完全相同，Goffman提及的面子是公众的人际形象，指一个人在公众中的名声，而Brown和Levinson对面子的解释则是个人的、以自我为取向的形象，即个人是否被对方所认可。Goffman认为维护面子的行为可能是交际者有意的行为，也可能是无意的行为，往往是社会交往的行为习惯。Brown和Levinson认为交际中说话人主要以不威胁自己或对方面子为出发点。他们认为维护面子就是礼貌的表达方式。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威胁和维护听话人面子的例子：

（1）Oh wow，what lovely flowers！Thank you so much.

（2）I don't think that would work smoothly.

这两个例子都以听话人的积极面子为出发点。例（1）中说话人充分考虑到听话人的积极面子，通过表达自己的惊喜和对收到的礼物的欣赏，礼貌地对听话人表达了赞赏和感谢。例（2）则表达了对对方建议的不满，使对方的积极面子得不到认可。又如：

（3）Wash the dishes.

（4）Well，you know Alice and I were just suggesting that maybe some Friday evening you might be free to come out for supper，right？

例（3）和例（4）都妨碍了听话人的自由，威胁了听话人的消极面子。但相比较而言，例（4）比例（3）显得更礼貌，因为说话人用了maybe，might等模糊情态词，礼貌委婉地提出了邀请，把对听话人消极面子的威胁降到最低程度。

我们再来看几个威胁和维护说话人面子的例子：

（5）I'm very sorry.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6）Mom，I've got the first prize.

这两个例子都以说话人自身的积极面子为出发点。例（5）中说话人向对方道歉，承认自己做了错事，使自己的积极面子受到损害。例（6）中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取得的成绩，想得到母亲的承认和表扬，是有利于自己积极面子的话语。又如：

（7）I'll wake you up tomorrow morning. I promise.

（8）No，I don't want to go.

这两个例子都以说话人自身的消极面子为出发点。例（7）中说话人答应第二天早上叫醒对方，妨碍了自己的自由，威胁了自己的消极面子。例（8）中说话人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去，使自己的自由不受干预，维护了自己的消极面子。


51　什么是面子威胁行为？如何估算面子威胁行为的因素？

Brown和Levinson认为，人们言谈中的有些言语行为在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也就是说，在会话等言语交际中，有些言语行为使交际双方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或多或少地受到威胁。这些言语行为称为“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简称FTA）。

面子威胁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威胁听话人积极面子的行为：

这一类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a）说话人对听话人表示不赞同、批评、蔑视、取笑、抱怨、指责、非难、侮辱，或认为听话人的观点有错误或不合情理。如：

（1）That's not practical.

（2）I'm afraid I don't agree.

（b）说话人对听话人表达无法控制的强烈情绪，提及禁忌话题；给听话人带来坏消息，或提及说话人自夸的好消息；提及威胁感情或有分歧的话题，如种族、宗教等；会话中公然地不合作，如打断谈话等；首次交谈时使用不合适的称呼；冒犯听话人；等等。如：

（3）You are the only one in our class who hasn't passed the exam.

2．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的行为：

这一类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a）说话人命令、请求、建议、提醒、威胁、警告、激将听话人做（或不做）某事。如：

（4）I warn you to stay away from this man.

（5）Don't tell her.（b）说话人提供、许诺等，让听话人接受或拒绝。如：

（6）You must have some more cake.

（7）I'll call you tomorrow.

（c）说话人表达赞美、妒忌、羡慕，或表达憎恨、发怒等强烈情感。如：

（8）I'm angry with what you've done.

3．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行为：

这一类行为主要指说话人道歉，承认自己有错，忏悔或接受赞美，自相矛盾等。如：

（9）I'm sorry. It's my fault.

4．威胁说话人消极面子的行为：

这一类行为主要包括说话人表示感谢，接受听话人的感谢或道歉，找托词，接受提供，对听话人过失作出反应，以及不情愿地许诺或提供等等，如：

（10）Thanks for your concern.

既然许多言语行为都威胁了面子，那么如何估算威胁面子行为的因素呢？Brown和Levinson认为，面子威胁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相对权势（relative power）；

特定的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别（absolute ranking of imposition）。

以下的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三个因素如何决定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

（11）a. Got change of fifty pence，DB？

b. Excuse me，could you change fifty pence for me？I need tens or fives for the coffee machine.

说话人想换零钱投入自助咖啡机买咖啡。他先请自己一位要好的同事帮忙，但该同事没有零钱，于是他只好求助于边上的陌生人。在请求的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向同事提出请求，双方的社会距离很小，面子威胁程度相对也较小，说话人只需选择a，直接提出请求。而向陌生人求助，双方的社会距离则会大得多，面子威胁程度也会大得多，因此说话人选用b，间接地提出请求。又如：

（12）a. Pick up your coat or I'll spank you.

b. Mom，would you help me pick up my coat？

交际双方是母亲和孩子，社会距离不变。母亲叫孩子捡起地上的衣服可以用a，而孩子要母亲帮忙捡衣服用b合适。这主要是由母亲对孩子的相对权势决定的。再如：

（13）a. Pass me the salt，please.

b. Could you give me a lift home？I'll give you something for the petrol.

在双方的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都相同的条件下，b比a的面子威胁程度要高，因为搭车回家比让人递盐的强加程度要高很多。

既然在很多情况下面子都易受到威胁，那么人们在言语交际中都需要尽力避免或减轻面子威胁程度，礼貌得体地进行交际。


52　什么是“面子保全论”？如何理解其中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由于言谈中有些言语行为总是威胁着双方的面子，因此说话人需要采取一些礼貌的言语策略，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图，以给自己留有面子，也保全听话人的面子。Brown和Levinson关于礼貌策略的理论通常称为“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简称FST）。

面子保全论中的礼貌策略称为“补救策略”（redressive strategies），按照面子威胁程度的高低，补救策略可分为：1.不使用补救策略，赤裸裸地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bold on record without redressive actions）; 2.积极礼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3.消极礼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4.非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off record）；5.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Don't do the FTA）。

“不使用补救策略，赤裸裸地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指说话人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图，其语言形式是祈使式，如：

（1）住手，危险！

（2）Pass me the book，please.

（3）Have some more cakes.

（4）Stop talking！

这种策略一般用于紧急情况，如例（1），或双方关系亲密不认为面子受到威胁，如例（2），或有利于听话人的情况，如例（3），以及说话人的相对权势高于听话人的场合，如例（4）。

“非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指说话人使用最委婉的语言，如暗示、模糊、反语等最间接的表达，把对听话人的面子威胁降低到最低程度。例如，说话人想向人借钱时可以这样表达：

（5）Oh，my God. I left my wallet at home.

同样，想搭人家的车，但不肯定人家愿不愿意，又不愿直接明了地问，就可以用这种模糊的表达法来暗示：

（6）唉，我又没有车，这么远怎么去呢？

“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指说话人不明说自己的意图，只用手势、表情等含蓄地暗示。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在自己的包里找钱包这一动作表示自己忘了带钱包，希望人家借给他钱。这是最有礼貌的策略，但使用这种策略，说话人的意图不一定能被听话人理解。

“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属于带补偿措施的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积极礼貌策略以保全听话人积极面子为目的，即说话人通过“套近乎”的讲话方式取悦听话人，以满足听话人积极面子的需求。Brown和Levinson共提出了十五种积极礼貌策略，如寻求一致，避免不合，表示伙伴关系，注意听话人的需要等等。例如：

（7）Hey，blondie，what are you studying，then？French and Italian？Join the club！

这里，说话人至少用了三种积极礼貌策略：“blondie”拉近双方的距离，“what are you studying？”表示对对方感兴趣，“Join the club”表示双方具有共同点。

积极礼貌策略在请人帮忙时能为请求的提出起铺垫作用。例如：

（8）Hey，buddy，I'd appreciate it if you'd let me use your pen.

（9）Hi. How's it going？Okay if I sit here？We must be interested in the same stuff. You take a lot of notes too，huh？Say，do me a big favor and let me use one of your pens.

例（8）中说话人用“buddy”这一称呼拉近与听话人的关系，并表示会对听话人的慷慨行为表示感激。这些都是积极礼貌策略。例（9）中说话人在提出借笔请求之前先设法与听话人建立共同点，如“be interested in the same stuff”，以及对对方表示感兴趣，如“take a lot of notes too”，以满足听话人的面子需求，拉近双方的距离，为借笔这一请求的实施做好铺垫。

尽管积极礼貌策略在交际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英语文化交际中使用最多的是消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以回避为基础，即说话人尽量避免妨碍听话人的行动，以满足听话人的消极面子。Brown和Levinson共提出了十五种消极礼貌策略，如说话迂回，不强求，表示道歉，模棱两可等等。例如：

（10）I'm sorry to bother you，but can I ask you for a pen or something？

（11）I know you're busy，but might I ask you if-em-if you happen to have an extra pen that I could，you know-eh-maybe borrow？

例（10）中说话人先表示道歉，用“I'm sorry to bother you”表示自己不想干扰对方的自由，尽量满足听话人独立自主的消极面子需求。例（11）中说话人用吞吞吐吐的语言，含含糊糊地表达了自己的请求，表示自己不想麻烦对方，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消极礼貌策略。此外，这两例中，说话人都用了带有情态动词的问句来提出请求，给了听话人更多的拒绝余地，这也是消极礼貌策略中常用的一种。

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的侧重点不同，在交际中选择哪一种礼貌策略比较合适需考虑交际的场景、双方的关系、言语行为本身的强加程度以及文化因素等等。


53　面子保全论有哪些局限与不足？

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清晰地论述了交际中的面子补救策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他们的理论提出之后，在很多领域内对礼貌的研究，如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都以“面子保全论”为基础。然而，在各学科的学者以“面子保全论”为框架对礼貌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该理论的局限与不足逐渐被发现。面子保全论的不足之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面子保全论”的跨文化普遍性受到质疑。Brown和Levinson对面子的理解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化，重视个人价值观念，如独立自主、行动自由等。他们的理论特别强调“个人形象”，并对消极面子尤为重视。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东方文化，如中国和日本文化中的礼貌策略。首先，东方文化以集体主义为交际取向，强调的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个人被群体认同接受。其次，由于交际取向不同，东方文化中对消极面子的理解也不同于Brown和Levinson的观点。像邀请、承诺等言语行为按照Brown和Levinson的理论是威胁听话人的消极面子的，而在汉语文化中却并不认为是威胁面子的。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1）主人：老王，再吃一点儿。

客人：不用客气。我好了。

主人：饭不好吃，但总得吃饱啊。

客人：饭很好吃。我再也吃不下去了。

主人：你才吃了那么一点儿。

客人：不，不。我吃了很多。

主人：不行，你得再吃点儿。

客人：好吧。我再吃一点儿。

主人越是用强迫性强的语言，越能表示自己的热情好客。可见，不同文化中对面子需求的定义不同，“面子保全论”受文化制约，并不具有普遍性。

第二，Brown和Levinson的分析仅局限于单个的言语行为，脱离了具体的语境。我们知道，在实际交际中，交际者礼貌策略的使用都受到一定的语境的制约。交际者可从整个交际过程出发，在话语序列层面把对对方的面子威胁降低到一定程度，见下例：

（2）Her：Are you busy？

Him：Not really.

Her：Check over this memo.

Him：Okay.

如仅从言语行为层面看，第三个话轮“Check over this memo.”属于“不使用补救策略、赤裸裸地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最大限度地威胁了听话人的消极面子。但是说话人预先提出了一个前置序列“Are you busy？”，如果听话人领会说话人的意图，又觉得很忙，就可直接以“Oh，sorry.”之类的话作为回答，避免听话人提出威胁面子的请求。

第三，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三个影响面子威胁程度的因素过于简单化。他们认为面子威胁行为的程度取决于社会距离、相对权势和强加级别的简单相加，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言语交际是动态的，在交际过程中双方的社会距离、相对权势等都在不断变化，需要联系交际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如语境的正式程度、双方的背景知识等才能决定面子威胁的程度。我们以张爱玲的小说《小艾》中的一段对话为例：

（3）他默然了一会，便道：“你不要还是想不开。有小孩子没小孩子我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你身体好。”小艾一翻身朝里睡着，半晌没有做声。许久，方才哽咽着说道：“不是，我不是别的，我只恨我自己生了这病，你本来已经够苦的了，我这样不死不活的，一点事也不能做，更把你拖累死了。”金槐伸过手去抚摸着她的头发，道：“你不要这样想。”

根据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论，金槐的言辞“你不要想不开”、“你不要这样想”属于“不适用补救策略，赤裸裸地公开实行面子威胁行为”，威胁了妻子的消极面子。从双方的社会距离、相对权势和强加级别来讲，他使用这样的直接言语也是不合适的。然而，联系当时的情景和两人面临的问题，金槐这样直截了当地讲是为了让他妻子明白他的态度，从而消除心中的顾虑，这些言辞不仅没有威胁面子，反而是礼貌的。

第四，Brown和Levinson认为每一言语行为一次只威胁一种面子，在真实的交际中并非如此。有些言语行为同时威胁两种面子。例如：

（4）Clean up the kitchen floor，will you？

当说话人对其室友提出此请求时，他其实同时威胁了室友的两种面子。其一，说话人要求室友打扫厨房，威胁了室友的消极面子；其二，说话人提出此请求时表示了对室友把厨房弄脏这一事实的不满，威胁了听话人的积极面子。

第五，Brown和Levinson认为言谈中的FTA总是威胁着交际双方的面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根据常识，人们很少认为像感谢、祝贺、邀请等言语行为会威胁听话人的面子。


54　汉文化中的礼貌具有哪些特点？与英文化中的“面子”概念有什么区别？

礼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又具有文化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礼貌原则中的各项准则的重要性具有差异性，表达礼貌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礼仪之邦的中国，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礼貌原则与西方的礼貌原则相差很大。受传统的等级观念、群体取向、他人取向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在交际中严格遵循着“卑己尊人”、“关心他人”的礼貌原则。顾曰国（1990）根据汉语文化中的德、言、行等礼貌要求，把中国人交往的礼貌归纳为四个特点：尊敬他人（respectfulness）、谦虚（modesty）、态度热情（attitudinal warmth）和温文尔雅（refinement）。尊敬他人指对他人的肯定和欣赏，维护他人的积极面子，如请人帮忙要说“麻烦您”、“劳驾”，询问对方姓名要用“贵姓”等等；谦虚其实指的是在言语上贬低自己，如称自己为“鄙人”，受他人表扬时要说“做得不好”等等。“贬己”和“尊人”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汉文化礼貌的核心。在社会交往中，说话处事都要符合交际关系中的身份和地位，这样才能言辞得体；态度热情指在言语交往中以热情、关心为礼貌，如邀请对方吃饭，表示对别人健康的关心等等都属此列；温文尔雅指谈吐要得体，符合礼貌规范。这四个特点中，第一和第四个特点，即尊重他人和温文尔雅并非汉文化所独有，而是各种文化中共有的。第二个特点，即谦虚，不同于Leech提出的谦虚准则，将谦虚解释为贬己是汉文化中特有的。第三个特点，即态度热情，则是典型的汉文化中的礼貌方式。我们来分析《围城》中的一段对话：

（1）方鸿渐：我后天想到府上来拜访，不挡驾吗？

唐小姐：非常欢迎！就只舍间局促的很，不比表姐家的大花园洋房，你不嫌简陋尽管来。

唐小姐首先表现出热情好客，表示欢迎方鸿渐去她家，接着又以自贬表现出谦虚，说自己家“局促”、“简陋”。这样的言辞充分体现了汉文化的礼貌特点。

礼貌与“脸”、“面子”有关，然而，汉英文化中的“脸”和“面子”概念却不尽相同。汉文化中，“脸”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为自己赢得的形象，通常指个人在社会群体中因享有良好的声誉而获得他人的尊重，而“面子”是个人通过在社会上取得的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与声誉。这两种概念与Brown & Levinson的“面子”概念，以及英语文化中的礼貌概念都不一致。首先，英文化中的面子概念是以个人自主性为取向的，而汉文化中的面子却是以社会同一性为取向的。要做到体面，有面子，个人的言行就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个人才能挣得面子。如不符合社会规范，也就丢了面子。其次，汉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强调人际关系的融洽、社会集体的和谐。在社会交往中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友好的气氛都是顾全面子的表现。如从Brown & Levinson的“面子”概念来看，汉文化似乎更注重积极面子。下面的例子说明了汉文化中礼貌的典型特点：

（2）［One member of a group of Chinese businessmen said privately to the others when they are negotiating to a British company.］

One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not let people say we are stingy; secondly，we should not give the impression of being too weak; thirdly，we should negotiate in a friendly manner.

说话人把吝啬、软弱看成是自身没面子的表现，把对人友好看成是有面子的表现，体现了汉文化中强调热情大方的礼貌特点。此外，例子中强调的是整个代表团的面子，而非其中某个成员个人的面子，说明了汉文化的礼貌概念更注重集体性。

总而言之，汉文化的礼貌要求对己克制、谦卑，对人尊重、热情，与Leech的礼貌原则和Brown & 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迥然不同。


55　区分礼貌等级程度的标准有哪些？

Leech（1983）在讨论策略准则时，提出了区分礼貌程度的三个语用等级：损—惠等级（cost-benefit scale）、间接性等级（indirectness scale）和可选择等级（optionality scale）。

损—惠等级是从话题内容对说话人自身或听话人造成的惠损角度去考虑的，受惠指对说话人自身或听话人有利，受损则指对其中的一方不利。惠和损多体现在指令和承诺类言语行为中，如：

（1）Take this box to the third floor.

（2）I can do this for you.

一般来说，交际双方中一方受惠，另一方就受损。例（1）是指令类言语行为，使听话人受损而说话人自身受惠；例（2）是承诺类言语行为，使听话人受惠而说话人自身受损。而且，一方受的惠越大，另一方受的损就越大，反之亦然，如：

（3）Open the window，please.

（4）Take me to the airport，please.

例（3）和（4）都是指令类言语行为，相比较关窗，让人送自己去机场需听话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4）比（3）使听话人受损更大，使说话人自身受惠更多。这种损与惠之间的关系就是损惠等级。从损惠关系来看，（4）比（3）更不礼貌。

Leech认为，损及听话人时，说话人应使用间接的语言使自己的话语显得礼貌些。话语越间接，就越显得礼貌。如Can you open the window？比例（3）更间接，因此比例（3）更礼貌。同样，例（4）如替换成以下间接的话语也会显得更礼貌些：

a. Could you take me to the airport？

b. Would you mind taking me to the airport？

c. Would you do me a favor by taking me to the airport？

d.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you to do me a favor by taking me to the airport？

这一组句子具有同样的言外之的，都是请听话人送自己去机场。但从a到d，话语越来越间接，留给听话人的余地越来越大，话语也显得越来越礼貌。

当惠及听话人时，话语却是越直接越显得礼貌，如：

（5）a. Would you mind having another cup of tea？

b.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nother cup of tea？

c. Have another cup of tea！

d. Do have another cup of tea！

这一组是承诺类言语行为，惠及听话人。从a到d，话语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礼貌。直接的话语表达了说话人的热情，因而是礼貌的。

可选择等级指说话人允许听话人可以做出的选择度。一般来讲，当实施损及听话人的言语行为时，话语的间接性越大，给予听话人的选择度就越大，话语也显得越礼貌。如例（4）中从a到d间接性依次递增，给予听话人的选择余地也依次递增，话语的礼貌程度也就依次递增。

综上所述，就听话人而言，受损度越大，话语越不礼貌;受惠度越大，话语越礼貌。为了使有损于听话人的话语显得“礼貌”，说话人应综合考虑话语的损—惠等级、间接性等级和可选择等级，尽量从言语上使听话人少受损，多受惠。


56　什么是跨文化语用学？它有哪些研究论题？

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是语用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近二十多年以来，由于跨文化交际现象的日益增多，人们越来越关注多元文化下和跨文化交际中语言的使用情况。这一热点促使跨文化语用学产生和壮大。跨文化语用学是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的有机结合。传统语用学研究的是现实的语言行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际行为。作为两者的结合，跨文化语用学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语言行为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

跨文化语用学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跨文化语用语言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交际中对言语行为的理解和表达的差异，如不同文化中实施同一言语行为时范围和频率的差异，语言形式的差异以及考察人们能否使用第二语言正确理解和表达该语言的言语行为等等。

同一言语行为在不同文化中使用的范围和频率有很大差异。例如相比较汉文化而言，英文化中感谢语的使用范围更广，频率更高。尽管汉文化中人们也说“谢谢！”表示感激，但在家人和亲密朋友之间并不常说。而英文化中不管是陌生人，还是家人之间，“Thank you！”是请人帮忙之后每次必说的。

不同文化中同一言语行为的表达形式也各不相同。典型的例子是，在英文化中人们经常用“Hello！”、“How are you？”等来相互问候，而汉文化中表问候的语言形式是“饭吃了吗？”、“到哪儿去？”等。如把这些语句直译成英文“Have you eaten？”、“Where are you going？”，表达的却不是“问候”言语行为，而是真正的“询问”。如果不了解这种差异，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就容易造成误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1）［A western tourist visiting a Japanese temple compound addresses a female attendant.］

Tourist：Is there a toilet around here？

Attendant：You want to use？

Tourist（Somewhat astonished）：Sure I do.

Attendant：Go down the steps.

游客问工作人员附近是否有洗手间其实是请求对方指路，也就是说，这一问句的言外之力是“请求”。然而，工作人员却没有理解游客的意图。按照日语的思维习惯，这类问话既可以理解为请求指路，又可以理解为想对附近的洗手间做一些了解。于是，她很自然地询问“You want to use？”，目的是想搞清楚游客的真正意图。可想而知，工作人员的这句问话使游客感到诧异，对交际的顺利进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跨文化社会语用学研究

这一方面研究的重点是受不同文化影响的人们在社交中所表现的不同的语用行为，主要包括遵循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面子理论等语用原则上的差异。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Grice合作原则的遵循的侧重点和方式不尽相同。如不少学者曾对汉英文化中对表扬的反馈语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汉文化中违反质量准则的情况很普遍。对于对方的表扬，中国人通常会说“不行，不行”、“差远了”、“别逗了”等违反质量准则，否定对方的评价。而英美人通常用“Thank you！”，“It's not too bad，isn't it？”等话语表示接受对方的评价，同时遵循质量准则。

同样，不同文化对遵循礼貌原则和保全面子的判断及表达方式也存在差异。如上例所示，汉文化中常常通过否定对方赞扬的真实性进行自贬来表示礼貌，英文化中则通过遵循一致准则表示礼貌。又如，汉文化中人们常常用尊称与听话人保持距离，表示对听话人的恭敬，保全听话人的积极面子，如：

（2）——和翁的高见呢？

——大致差不多，可是……

“和翁”是对听话人的尊称，“高见”表示对对方即将提出的意见的恭敬。说话人充分考虑了听话人的积极面子，使用恭敬的称呼语和赞美性的字眼，礼貌得体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相比较而言，英文化中人们通常选用表示同样身份的称呼语来照顾听话人的积极面子，如：

（3）Got the match，buddy？

通过选用俚语“buddy”，说话人试图拉近与听话人的距离，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3．语际语语用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人们使用第二语言时的语用行为、语际语言的语用特征等。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研究对跨文化交际和二语习得都有指导意义。具体的分析见问题59“什么是语际语语用学？”。


57　什么是语用失误？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有哪些？

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的概念起源于Thomas于1983年发表的论文“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中。在该文中，Thomas提出了语用失误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分类。她的研究在语用失误方面是开创性的。Thomas 把语用失误定义为“不能理解所说话语的言外之力”。从听话人的角度看，不能理解所说话语的言外之力会导致对说话人意图的误解，造成交际障碍。从说话人的角度看，不能理解话语的言外之力会造成说话表达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说话不合时宜等，从而导致不能达到交际目的，甚至交际中断。

语用失误不仅发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可能发生在同一文化的交际中。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有两类：语用语言失误（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 failure）。语用语言失误指对语言语境把握不当，造成语言交际者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恰当地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及其语言功能，不能准确地表达用意。如：

（1）［甲给朋友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朋友五岁的儿子乙。］

甲：你好，你妈妈在不在？

乙：在的。

甲：（等待乙的妈妈接电话）

乙：（约半分钟后）我妈妈在的。

甲：叫你妈妈接电话。

甲问“你妈妈在不在？”其实是请乙叫他妈妈接电话，于是，在乙回答了“在的”之后，甲想当然地认为乙去叫他妈妈来接电话了，就在电话一头等着，但乙没能正确理解该话语的语用功能，他认为甲只是询问他妈妈在不在家，没意识到是叫他妈妈接电话，所以他在电话另一头等着甲的下一轮话语。可见，乙对语用形式和功能的理解不当造成了语用失误。

社交语用失误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交际者不能得体、合适地使用语言以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社交—语用失误主要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引起的。

（2）［A is a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while B is a Japanese student who learns English in England.］

A：I really like your scarf.

B：Ohh nooo it's nothing.

A：No，I really like it.

B：It's not new.

A：I still like it anyway.

B：（Smiles）

A：Uhh，well，are you uh going to class？

受日本文化的影响，B多次对A的恭维表示拒绝，在A的一再恭维之下，B最后索性不说话，只是用微笑来回应。这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常见的，因此，感到尴尬的A只能转换话题。在这一对话中，B犯了社交语用失误。

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的区分不是绝对的。由于语境等因素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失误既可能是语用语言失误又可能是社交语用失误。例如中国人邀请对方吃饭时用“You must come to my home for dinner on Friday.”属于语用语言失误，因为说话人用英语的语言形式套用了汉语的语用功能。究其原因，这种失误也属于社交语用失误，这样直接的邀请在汉文化中是表示说话人的好客和热情，而在英语文化中却被认为是干涉了对方自由。这种失误是不同文化中不同的价值观念引起的。

语用失误不同于语法错误。语法、词汇等语言系统本身的错误处于表层结构，相对来说人们比较容易意识到，也相对容易改正。而语用失误则难以对付，因为语用失误常常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是长期慢慢积累而成的，显得根深蒂固。此外，人们常常把语言错误归结为交际者语言能力的不足，能够谅解容忍。但如果有些话讲得不合语境，或不注意谈话对象的身份、双方的距离，人们就会认为交际参与者对他们不尊重，甚至怀有恶意。

因此，培养语用能力，避免语用失误是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中应当重视的一个方面。


58　什么是跨文化语用失误？

跨文化语用失误（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指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者不能准确理解和使用语言而引起的失误。跨文化语用失误会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使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跨文化语用失误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1．按照母语的规约来理解和使用目的语的言语行为引起的语用语言失误。由于不了解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和功能的关系，外语学习者在用目的语交际时有时会不符合本族语者的语言习惯。比如，中国学生在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有时会将汉英词语等同；有的交际者只理解话语的字面意思，不清楚对方话语的真正意图；有的交际者则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等等。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1）［Two roommates，one American，and the other Chinese，are conversing in the kitchen.］

American：Should we put some water in the refrigerator？

Chinese：You don't have to ask my permission.

American：I'm not asking you for permission. I just want to know if we should fill up the bottle of water in the refrigerator.

在美国文化中，“Should we put some water in the refrigerator？”只是提供建议的一种句式，目的并不是征得对方的同意。然而，这位中国室友没有理解对方的意图，而是按照汉文化的语用规则把话语理解为对方在征求他的意见，因此，他的回答使对方感到意外。

2．混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社交语用失误。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不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传统，交际双方就会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去揣度对方的文化，结果在交际中产生文化冲突，出现不恰当的言行。汉英文化差异引起的语用失误通常表现为方式差异、称呼差异、价值观念差异等方面。例如，主人请客人吃饭，面对客人对饭菜的赞许，身为主人的中国人往往会说：

（2）No！I'm a lousy cook. The food is really no good at all. There is nothing to eat.

受贬己尊人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会否定对方的赞许，贬低自己的厨艺和饭菜。这样的回答会让讲英语的本族语者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受到对方的赞许时通常表现出高兴和感谢。

3．忽视会话活动类型的本质。在不同的文化中同一会话活动类型对交际参与者允许使用的语言有不同的限制。因此，汉英跨文化交际中的许多语用失误是由于交际参与者不恰当地把汉语会话活动类型中使用的语用策略照搬到了英语会话活动类型中去。例如，在“闲聊”会话活动类型中，传统的汉文化允许人们直接询问婚姻、收入、去向等等，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却不会相互询问这些问题。因此，将汉语“闲聊”会话活动类型中使用的语言简单地照搬到英语会话活动类型中必然造成语用失误。例如：

（3）A：Are you married？

B：No，I'm still single. And you？

A：I've been married for several years.

B：Is your wife here with you？

A：No. She's busy with her work back home.

B：It's too bad. You've got to leave your family behind.

A：Yeah. Besides，my wife has to take care of the baby.

这是英语口语教材上的一段对话。交际双方将汉语“闲聊”会话活动类型中可常常谈及的话题照搬到了英语“闲聊”会话活动类型中。英语学习者学习这样的对话在实际的英语交往中无疑会产生语用失误。

如Thomas所说，本族语者对外语学习者所犯的语言错误比较容忍，他们把这些错误归结为语言交际者语言能力的不足。然而，能讲一口流利外语的学习者所犯的语用失误却不为本族语者所接受和原谅。可见，语用失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外语教学应注意加强文化导入，把介绍目的语的语言知识和其文化习俗、社会价值观结合起来，使英语学习者在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习得英语语言文化。


59　什么是语际语语用学？

语际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顾名思义，是对语际语言的语用研究。语际语言指第二语言学习者所掌握和使用的非纯正的第二语言，又称中介语或过渡语。语际语语用学与普通语用学研究一样，考察语言的使用规律，探讨言语交际策略，但着重探讨以言行事和礼貌策略等的理解和运用，具体可体现为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语用迁移和语用失误等四个方面。

1．语用理解

对语用理解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言外之力的理解和对礼貌手段的识别。对言外之力的理解包括理解目的语的间接言语行为，知道导致理解困难的因素，了解语言形式和语境在实施言外之力时的作用。受文化差异影响，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言外之力理解会产生障碍，如：

（1）［B（a non-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has been staying with A for several weeks. He has a passion for West Side Story
 and has just played the film's sound track right through for the second time in one evening.］

A：Would you like to listen to something else now？

B：No.

A不想再听West Side Story
 ，但为不伤害B的感情，他只是间接地建议。然而，B没有理解A的真正意图，他误认为A的话语只是询问而已。可见，对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和语境作用缺乏了解妨碍了B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

对礼貌手段的识别往往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二语学习者对礼貌等级的分辨、对表示礼貌词语的判断，以及表达礼貌的方式都受自己母语习惯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学习英语的日本人认为用否定词来表达请求比肯定词更有礼貌，而美国人的判断刚好相反。由此可见，母语思维对二语学习者的礼貌识别有影响。

2．语言表达

对语言表达的研究着眼于二语学习者使用目的语语言形式表达言语功能是否受母语语言、文化模式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使用语际语言时的策略模式和语言形式都与该语言的本族语者所采用的策略不同。下面的例子就是受汉文化思维习惯影响较深的二语学习者的礼貌表达法：

（2）［A Chinese student studying in Britain was invited to a British home for dinner. As she got up to leave，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Chinese student：Sorry. I've caused you a lot of bother this evening.

British host：Bother？It's been no bother. What do you mean？I hope you've enjoyed yourself.

Chinese student：Yes，of course. But I've really given you trouble. I've taken up so much of your time.

British host：But we invited you to come … we wanted you to come.

Chinese student：Next time you must come to my home and I'll cook you a Chinese meal.这位中国学生在起身告辞之前对占用主人时间和精力表达了歉意，其中可见典型的中国文化的痕迹。

3．语用迁移

语用迁移是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受母语和文化影响而套用母语语用规则的现象。语用迁移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目前，研究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影响交际的负迁移上，对促使交际成功的正迁移的研究较少。

语用迁移既可以是套用母语的语言形式引起的，也可以是套用母语文化中的语用规则引起的。例如：

（3）A：Thank you so much.

B：Never mind.

A对B表示感谢，B在回应时套用了汉语“没关系”的句式，用了“Never mind”而没有按照英文化的习惯用“You are welcome”。这属于受母语影响而引起的语用负迁移。这类负迁移现象在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很常见，如请别人让路时用“sorry”等都是明显受汉语语言形式影响的语用负迁移。而本文的例（2）则是典型的受汉语文化影响的语用负迁移。

4．语用失误

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负迁移可能会造成语用失误，影响交际效果。语用失误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语用语言失误，指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交际时不能按本族人的语言习惯正确地理解和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及其语言功能，主要包括言语行为在理解和实施中的负迁移。如：

（3）［Someone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nglish speaker：Would you like ham or salad on your sandwich？

Non-English speaker：Yes.

这位二语学习者正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对方的言语行为而导致了回答时语用失误。

还有一种是社交—语用失误，指受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影响，二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不能得体、合适地使用目的语以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如：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谈时按汉文化的价值观念询问对方“How much do you earn each month？”被认为是社交—语用失误。

语际语语用学除了上述内容，还可包括对第二语言使用者或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如语用习得的顺序、发展阶段、语用习得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的作用等等。总之，语际语语用学研究的静态和动态两方面逐渐结合，研究范畴日趋扩大，丰富和发展了跨文化语用学和二语习得理论。


60　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对外语学习有什么重要性？

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对外语教学，尤其是在外语学习者跨文化语用能力培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发现，学生外语语言能力水平的高低对他们的语用能力有影响，这说明外语学习者要想在交际中像本族人那样实现言语行为，相应的语言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讲，外语语言水平高的人总比初学者的语用能力要强。因此，处理语言知识技能的传授和语用能力培养的关系，解决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培养顺序是外语教学的关键。

其次，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对外语教学中语用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们就致力于探讨如何培养语用能力的问题，包括：语用能力是否具有可教性、可学性？语用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专门的讲授、指导还是只需让学生接触目的语就可以？明确的讲授和指导与让学生自然地接触目的语是否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大部分研究证明，语用能力是可以在外语教学中传授的，明确的讲授和指导比不给予指导更能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明确的讲授和指导配以大量的练习能最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因此，如何有效地进行课堂语用教学，如何开发合适的外语教材，以及如何测试学生的语用能力等都是外语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者，语际语语用学研究为外语教学中克服语用负迁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发现，外语学习者的母语负迁移经常出现在特定的言语行为理解和表达，以及礼貌的识别和判断上。例如，以汉语为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常常会否定对方的表扬和恭维；以日语为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常常会用道歉的方式，如说“I'm sorry”来表示感激。又如，英国本族语人士在不想继续谈话时会以对方的需求作为自己起身告辞的理由，如“I mustn't keep you any longer”；而德国人会以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为理由，所以学习英语的德国人会说诸如“I must pick up Franz from kindergarten.”而造成语用负迁移。研究还发现，在语际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迁移的方式会不一样。了解了语用负迁移的特点，在外语教学中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负迁移的发生。此外，对语用正迁移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在外语教学中帮助学生利用母语语言和文化模式发展目的语语用能力。

另外，学习者个体风格等差异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有些学者提出在培养学生语用能力时也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这就要求在外语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方法，因材施教，取得较好的效果。

目前语际语语用学研究大多关注口头交际，对书面语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外语学习者使用书面语际语言的研究能使我们对语际语言有全面的了解，对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书面语交际能力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而言之，语际语语用学与外语教学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语际语语用学的研究对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61　什么是语用能力？语用能力如何培养？

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这一概念最先是Chomsky于1980年提出的，他认为语用能力与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相对，是语言使用者所具备的关于如何恰当地使用语言，以使语言的使用符合交际目的的知识。之后，很多学者都对语用能力概念作了阐释。语用能力这一概念往往与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联系在一起。Hymes 于1972年提出的交际能力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形式上的可能性、实施手段上的可行性、语境适应性和现实性。一般认为，第一部分——形式上的可能性相当于Chomsky提出的语言能力，而后三部分相当于他所说的语用能力。

Carnale & Swain（1980，1988）认为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等同于社交语言能力，即在特定的语境下恰当地使用语言的知识，具体地讲，语用能力包括实施言外行为的能力和社交语言能力。Widdowson（1989）认为语言能力由知识和技能两部分组成。知识相当于语法能力，技能相当于语用能力。Bachman（1990）把语言能力分为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组织能力由语法能力和篇章能力组成。语用能力由施为能力（关于言语行为和语言功能的知识）和社交语言能力（按照语境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组成。Rose（1999）把语用能力定义为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语言资源进行交际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交际中把语言形式、意义、施为用意和语境结合起来的能力。Bialystok（2003）认为语用能力包括使用语言达到各种交际目的的能力，如理解说话人真正交际意图的能力，对话语组成篇章的规则的把握能力等等。

尽管学者们未能对语用能力达成统一的概念，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即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际者使用语言理解和表达各种功能，达到交际目的的能力。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讲，语用能力指说话者使用语言来表达交际目的的能力，例如，询问、请求、邀请等。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讲，语用能力指听话者越过语言字面意思，理解说话人意图的能力，例如，间接请求、反语和讽刺等。

在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语用语言能力，社交语用能力和对母语和目的语语用差异的识别能力。任何一个方面能力的缺乏都会引起跨文化语用失误。

我们知道，语言学习的过程是语用能力培养的过程。大量的研究证明，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与本族语者的语用能力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语用能力的培养是外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培养语用能力最重要的是提高外语学习者的语用意识，即培养外语学习者观察语言形式如何在相应的语境中使用的能力。可设计一些培养语用意识的活动，让外语学习者意识到自己的母语与目的语中某些言语行为的差异，如比较母语与目的语中特定的言语行为表达的差异，对礼貌程度判断的区别等等。如下面的对话可以帮助英语学习者了解美国人的讲话规则：A：Hi，B.

B：Hi.

A：When are we going to get together？

B：We really should.

A：You know my office number. Just give me a call.

B：Okay.

A：Good. So long.

B：Bye. 通过分析对话，英语学习者可以发现，尽管从字面看两人似乎在约一起吃饭，但没有明确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仍然不能看作是邀请。可见，美国人与中国人的邀请言语行为表达不一样。通过具体的实例展示和分析，渐渐地，英语学习者自己能概括出母语与英语中言语行为实施的差异。

此外，合理设计一些交际实践活动也能提高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让学生参与交际活动能使他们有机会把所学的语言和语用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并了解自己的语言应用能力。在设计活动时，教师需提供具体的细节，如参与者的背景（年龄，相互关系，地位等等），活动开展的物理和社会情景，活动的主题等。提供给学生的这些信息能帮助他们意识到汉英文化中交际规范的差异，并学习在具体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合适的语用策略来进行交际，而不会盲目地套用母语的交际规范。


62　什么叫语用迁移？语用负迁移由哪些原因造成？

语用迁移（pragmatic transfer）是语际语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外语学习者由于受母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在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时会出现借用母语使用规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语用迁移”。

按照语用学研究的两个侧面：语用语言研究和社交语用研究，语用迁移可分为语用语言迁移（pragmalinguistic transfer）和社会语用迁移（sociopragmatic transfer）。语用语言迁移指外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套用母语的语言形式，如在请求别人帮忙时，英语中常用疑问句式，如Can you close the window？而德语中陈述句用得较多，受母语的影响，母语为德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常会使用陈述句式，如You should close the window. 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出现语用语言迁移的现象也很常见，如提供帮助时，中国学生往往会套用汉语句式，用肯定语气Let me carry the bag for you.而不是按照英语句式Can I help you？社会语用迁移指外语学习者使用目的语时按照母语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社交准则和规约等来进行交际，如在法国文化中给别人打电话认为是对对方的打扰，法国人在电话开头总要先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在用英语与美国人打电话时，法国人也通常会先道歉，这会使不了解法国文化的美国人感到莫名其妙。受英汉文化差异的影响，学汉语的英美人和学英语的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社会语用迁移。如：

（1）［在中国留学的英国学生受邀到中国朋友家中吃饭。他用汉语说：］

我可以全部吃完。

按照英文化的规约，对主人说这样的话是表示他喜欢这些菜，是对主人的恭维。然而，按照汉文化的规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嫌菜太少。可见，“我可以全部吃完”是该学生的语用迁移。

根据迁移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语用迁移通常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正迁移指外语学习者的母语语用知识对目的语语用知识的获得和跨文化交际起促进作用，即外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套用母语语用规则获得交际成功。负迁移指外语学习者母语的语用知识对新语用知识的获得和跨文化交际起干扰作用，即外语学习者在套用母语语用规则时出现不规范、不恰当的现象，从而阻碍跨文化交际，甚至导致交际失败。目前，对语用正迁移的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负迁移上。造成语用负迁移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语际干扰

当母语与外语的语言规则、价值取向、交际习惯等方面体现出相似或一致性时，外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套用母语规则就不会导致不恰当性。反之，当母语与外语差异较大时，套用母语规则就会造成负迁移，影响交际的进展。如：

（2）［A is a Chinese student who learns English in England while B is a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A：I'm terribly sorry to say if you could lend me your car？

B：No problem. Here is the key.

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在提出请求时都会先表示道歉。A套用母语的表达法，用“I'm terribly sorry”迂回地提出请求，表示自己的谦卑和不想麻烦对方。这会使讲英语的本族语者感到不知所措，因为“I'm terribly sorry”一般用于表示对不起或表示遗憾，而并不用在提出请求这一言语行为上。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导致了A在交际时的语用迁移。

2．语内干扰

外语学习者遵循目的语的语言规则，但对语言形式的使用规则过度概括，把规则用到目的语不合适的语境中，这样也会造成交际中的负迁移，主要体现在言语行为的理解和表达上。如请对方喝酒时说：

（3）Would you like to drink a glass of wine with me？

英语学习者了解英语句型“Would you like to …？”能表示礼貌地邀请，但对这一句式的过度概括使他们误解了其正常的使用范围，在实际的交际中出现错误。其实，在这一情景中使用Can I get you a glass of wine？更合适。

3．母语水平的影响

有些语用负迁移并不是因为外语学习者在交际中套用了母语使用规则，而是受自己母语水平的影响。有研究证明，外语学习者在用目的语写作时在语篇连贯、交际策略等方面的失误与学习者的母语写作能力有很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母语的语用能力影响了外语的语用能力。

语用负迁移会给外语学习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为了减少语用负迁移，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培养外语学习者的文化敏感性，注重培养他们的语用能力。同时，教师应鼓励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语用负迁移，分析自己的语言运用情况，认识自己已获得的目的语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与本族语之间的差别，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63　什么是前提？前提研究有什么哲学渊源？

前提（presupposition）又称预设、先设，Fillmore（1971）认为语用预设就是指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个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Keenan（1971）指出前提就是话语要得到理解所要求先满足的那些文化方面的条件或背景。也就是当我们说某句话时，其中一定隐含有某种前提条件，虽然没有被说出，但对于谈话双方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并非语句的字面信息，但又包含在语句的意义之中；是说话人或作者认为听者或读者已经知道或者能够推理出来因而省略的内容。例如：

（1）你想再玩一次过山车吗？

（2）你已经玩过至少一次过山车。

例（2）是例（1）的前提。（1）要成立，（2）是先决条件。当说话人说（1）的时候，说话人已经假定（2）的真实存在。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前提是在语言结构意义的基础上，依靠逻辑推理，从语义和语境中获取相关信息，推断出话语的先决条件，因而前提也被称为一种语用推论。

检验一个句子或命题是否是另一个句子或命题的前提的常见办法为否定测试法（negation test），因为一个句子或命题的肯定式和否定式具有相同的前提。例如（1）的否定式是：

（3）你不想再玩一次过山车吗？

其前提仍然是（2）。可以用简单列表来表现A和B两句之间具有前提这种语义关系：

如果A为真，则B为真；

如果B为假，则A无所谓真假；

如果A为假，B仍然为真。

前提源于哲学研究，后来成为语义学、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德国哲学家Frege于1892年在他的“On Sense and Reference”一文中用前提这一概念解释语义中的逻辑问题，并对于句子、声言和前提提出了他的理解。根据Frege的观点，一个指号（designator）必然有意义（sense），但不一定有所指（reference）。例如：

（4）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该短语在2008年仍然有意义，但没有所指。两个不同的指号可以有同一所指，例如：

（5）the morning star，the evening star

晨星（the morning star）和暮星（the evening star）都指金星（Venus），但意义不同。他指出声言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所用的简单或复杂专名有所指。例如：

（6）Kepler died in misery.

例中声言“Kepler died in misery”就有一个前提：名称“Kepler”指号某人。也就是说，人们在说“Kepler died in misery”的时候，早已预设了“Kepler”的存在；预设指号对象的实际存在是人们言语交际的前提条件。名称“Kepler”指号某人这一前提既是句子“Kepler died in misery”也是其否定句“Kepler did not die in misery”的前提，指号对象的存在前提与句子的真假无关。

后来Russell和Strawson以及其他许多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Russell对前提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他的摹状词理论（Descriptions）解释前提中句子的真值问题。同样是所指问题，Russell与Frege观点有异。如何解释没有专门所指对象的句子可以有意义？Frege认为即使没有所指对象，也因而没有真值，这样的句子仍有意义。Russell指出自然语言中所指是具体的事物；在逻辑中他们不是逻辑事物，而是命题的相连。例如：

（7）法国国王是聪明的。

该句的前提条件是“有且仅有一个法国国王，他是聪明的。”Russell的摹状词理论45年未遇挑战，直到1950年Strawson才对Russell的分析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他强调把句子从句子的使用中区别出来，句子无真假，只有陈述才有真假。他认为必须区分：

a. 一个句子（表达式）

b. 一个句子（表达式）的使用

c. 一个句子（表达式）的说出

一个句子或表达式的不同使用场合有明显的差异，Strawson其实已经引入了语用学的关键概念：语境。他指出无论真假，“现今有一个法国国王”是Russell的例子“法国国王是聪明的”的先决条件。他称这种关系是前提关系。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语用推理，有别于逻辑暗含（logical implication）或蕴涵（entailment）。Strawson指出：

当且仅当陈述B是陈述A真或假的先决条件时，B是A的前提。

换言之，说B是A的前提，就等于说，B必须是真的，A才有真假。如果B是假的，那么A既不为真也不为假。他指出，自然语句中任何有意义的语句（包括否定式）都能推导出一个前提，该前提表现为另一个语句。

前提就是任何话语的语用条件，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是在交际过程中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或命题。语义学家主要研究语句的真值条件，而语用学家注重特定的使用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对语句的具体使用。Russell因此被看作是语义学家，而Strawson则被看作是语用学家。从对前提的研究，可以看出从哲学到语义，再转向语用这样一个轨迹。


64　前提与蕴涵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蕴涵（entailment），也有译为推涵、衍推，是一个逻辑术语，它指的是命题间的一种逻辑真值关系。所谓蕴涵，是指如果在命题A真实的情况下，命题B也真实，那么可以说A在语义上蕴涵了B，前后两个命题互为条件的关系叫“蕴涵”，表现形式是“如果……则……”。在充分条件假言判断中：如果P，那么Q，可以表示为P→Q。P称为前件（条件），Q称为后件（后果），“→”这个符号，逻辑上叫做“蕴涵”。例如：

（1）a. That person is a bachelor.

b. That person is a man.

例（1）中a蕴涵了b，也就是说，某人是个单身汉，那么他必然是男子。但如果a不真实，即That person is not a bachelor.那么a所蕴涵的b便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非单身汉可能是男子，也可能是女子。

对前提的常见定义，就是通过与蕴涵相区别而给出的（其中A、B表示命题）：

A蕴涵B，当且仅当：A真B必真，A假B可真可假，B假A必假。

A预设B，当且仅当：A真B必真，A假B亦真，B假A可真可假。

前提关系与蕴涵关系的区别是要求的真实条件不同，一般是按照否定测试法来区分对一个句子所作的推理是该句的蕴涵还是它的前提。如果该句否定后，对它所作的推理仍然为真就是前提；如果该句否定后，对它所作的推理未必真实了，那么所作的推理就是它的蕴涵。例如：

（2）a. John has a sister.

b. John's parents had more than one child.

c. John exists.

用否定测试法检验，如果a为真，则b也为真；如果a为假，b可能真，也可能假；如果a为真，则c为真；如果a为假，c仍为真。因此b是a的蕴涵，c是a的前提。

蕴涵和前提都是语义关系，蕴涵是一种基本的句义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蕴涵是一种纯逻辑推理，即不需要语句以外的背景条件或信息，单就话语本身表达的意义来说有A就必然有B的句义关系。广义的蕴涵就包括了前提等关系；Frege就曾经称前提为一种特殊的蕴涵。蕴涵关系只要求一个命题真时其蕴涵的命题必真，即使有意义上的关联要求，也不会要求该命题假时其蕴涵也为真；而前提正有这样的要求，一个命题的前提同样为其否定命题拥有。蕴涵是一个语句（sentence）的逻辑后果（consequence），而前提则是一个话语（utterance）的前提条件（condition）。

前提和蕴涵的共性是都是说话人未通过话语直接表达但在交际过程中得以传递的信息，均属于已知信息；差异是它们的依存对象不同，前提，特别是语用学中的前提，是一个依存于说话人的概念；蕴涵是一个依存于句子的概念；前提是说话人在说话前所作的一系列设想；蕴涵是根据话语内容进行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因此，说话人具有前提，句子具有蕴涵。


65　语用前提与语义前提有什么区别？

Strawson的前提理论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关注，蕴涵关系也逐渐进入语言学家的视野。蕴涵关系可以说是语义学的基本要点，如何把自然语言语义用逻辑模式表达出来是形式语义学的内容。我们说前提是一种语义关系，一般的语义关系应该是始终不变的，是语言自身所固有的属性，是与语言的使用无关的。语义学家尽其所能把自然语言的属性纳入逻辑模式，去除语用现象找出不变的真值是他们的目标。前提的表述是当A为真，B则为真；当A为假，B仍为真。如果说一个句子是另一个句子的语义前提，那么在任何情况下，A为真，则B真；任何情况下；A为假，B仍为真。

语义学家为了把前提纳入真值条件理论，将前提描述为一种特殊的蕴涵关系，但前提随着话语语境的改变会不复存在；在一些特殊的语言环境中前提也不能投射（详见问题67“什么是前提的映射问题？”）。一些似前提的现象并不能用如语义前提的概念来解释，Keenan用具有相同真值条件的两个法语句子质疑语义前提：

（1）Tu es Napoléon.（你是拿破仑。）

（2）Vous êtes Napoléon.（您是拿破仑。）

两句中用tu和vous标明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关系的前提不影响它们的真值条件，Keenan据此提出了“语用前提”这一种语用推理概念。Keenan认为一个句子的语用前提是它的语境合适性。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前提对语境非常敏感，具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也导致人们对语义前提概念的质疑，趋向于把前提作为语用学的研究课题。

对语用前提语言学家们理解各异，但显然都是把话语的语境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注重语境的设想，即语用前提就是说话人对话语的语境所作的设想。例如：

（3）Sam has（not）stopped beating his wife.

（4）Sam was beating his wife.

肯定或否定的句子（3）都有一个语用前提（4），即说话人无论是说肯定句还是否定句时都作了（4）这一设想。语言学家们有的注重言语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如Grundy用背景假设（background assumption）解释语用前提，他还强调前提的本质是非语言性的（non-linguistic）；有的关注句子的合适性，如Fillmore定义语用前提是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个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Keenan则强调前提是话语的社会合适性所需满足的条件。总之，语用前提就是言语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背景知识，而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是语境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语用前提存在于整个交际语境之中，是语境的一部分，并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交际的进行，语用前提呈不断扩展、不断积聚之势。

语义前提更多关注句子或句子的命题，是句子自身具有的意义；语用前提则与句子的说出者密切相关，是说话人的预设。


66　什么叫前提语？前提语有哪些类型？

前提语（presupposition trigger）是前提中必谈的概念，从构成概念的名词trigger可以了解到前提语就是那些触发前提的词语、句式等表达式，也有译为前提触发语。会话含义中的语用推理是基于完整句子的内容；而对前提进行语用推理往往是基于词语或句式。

常见的前提语分类源于Levinson的专著Pragmatics
 中的分类，Levinson根据Kartunen收集的31种前提语简要列举了13种前提语。下面对一些主要的前提语进行介绍。

1．确定性描述语（definite descriptions），即包括专名（如John）、带定冠词the，this，that的名词短语（如the book，that school）、第三人称代词、由名词所有格限定的名词短语（如John's wife）等。例如：

（1）John
 went to school. >> There existed a person named John.

（加下划线的是前提语，符号“>>”代表“以……为前提”）

（2）The book
 was lost on his way to school. >> There was a book on him.

（3）John's wife
 is a blond. >> John has a wife.

2．实情动词（factive verbs），如regret，realize，know等，它们的宾语，包括宾语从句一定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另外包括一些作用相当于谓语动词的形容词短语，如be aware that，be sorry that，be glad that，be proud that，be pleased that，be sad that，be strange that，be disappointed that，be indifferent that，be satisfied that等等。从语法上讲，这些形容词后面接的不一定是宾语部分，可能是状语或句子的主语，但也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例如：

（4）John regretted
 having told Mary the truth. >> John told Mary the truth.

（5）John is proud that
 his daughter is making much progress in her physical lessons. >> His daughter is making much progress in her physical lessons.

3．含蓄动词（implicative verbs），如manage，forget，happen等。这些动词有一定的特殊性，即词义本身包括两个语义成份：manage既含有“设法去做”，又含有“成功完成”之意；forget既含有“该做某事”，也有“实际上未做”的意思；happen包含“原来未打算做”，但“实际上做了”两个语义。正是这种动词特殊的语义触发了句子的前提。例如：

（6）John forgot
 to close the door. >> John ought to have closed the door.

（7）John happened
 to meet his former English teacher in the street. >> John did not expect to meet his former English teacher in the street.

4．表述状态改变的动词（change of state verbs），如stop，finish，begin，start，carry on，continue，cease，leave，arrive，enter，come，go，turn，transform等。由于这些动词含有状态变化的内涵，那么变化前的状态就是该变化的前提。例如：

（8）John finished
 repairing the chairs. >> John had been repairing the chairs.

（9）It began
 to rain hard at noon. >> It did not rain hard before noon.

（10）The leaves turned
 yellow. >> The leaves had not been yellow.

5．判断性的动词（verbs of judging），如criticize，charge，accuse，repudiate等。这些动词与实情动词有类似作用，对某事进行判断、评价，当然前提是该事已经发生。例如：

（11）The teacher criticized
 John for failing to finish his homework. >> John failed to finish his homework.

（12）Peter was charged
 with robbing the bank. >> Peter is thought to have robbed the bank.

6．表示反复的词语（iteratives），如again，too，come back，for the second time，return，repeat等。这些词语不一定是动词，还可能是副词、状语短语，表示某个动作的重复、某种状态的反复或延续，触发的前提是某个动作或状态曾经发生过。例如：

（13）John was late again
 this morning. >> John was late at least once before this morning.

（14）Shenzhou VII returned
 to the earth safely. >> Shenzhou VII had been on the earth.

（15）I am visiting Lasa for the second time
 . >> I have been to Lasa before.

7．时间状语从句（temporal clauses），如由before，after，since引导的状语从句，另外还包括一些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事实上，时间状语从句本身就可以转换为时间状语短语。例如：

（16）Before
 the company was founded，John had prepared a lot. >> The company was founded.（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pany，John had prepared a lot.的前提是同样的 ）

（17）Since
 they came to the university，there have been a few changes on campus. >> They are in the university.

8．断裂句（cleft sentences），如It is … that（who）…，即it型断裂句结构，以及what …，即what型断裂句结构。这两种结构分别强调句中某一成份，对某成份的强调就使句子有了意义更广泛的前提。例如：

（18）It was
 John who
 broke the vase. >> Someone broke the vase.

（19）What I am interested in
 is American literature. >> I am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9．表示比较与对比的结构和词语（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如than，as … as …，resemble等，进行比较的前提是有一个可比对象，即比较对象就是比较的前提。例如：

（20）John did better
 in the exam than
 Peter. >> Peter took part in the exam.

（21）This book is as good as
 the one I bought last week. >> I bought a book last week.

（22）John's car resembles
 mine. >> I have a car.

10．非限定性关系从句（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主要指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即使我们对主句进行否定，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真实性不受影响，因而它是整个句子的前提。例如：

（23）John，who played quite well in the football match
 ，feels a bit upset this evening. >> John played quite well in the football match.

（24）Katerina Emmons won the first gold medal at the 28th
 Olympic Games，which was held in Beijing
 . >> Beijing held the 28th
 Olympic Games.

11．与事实相反的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与事实相反的条件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拟语气的条件句。前提是从虚拟条件的反面体现出来的。除了虚拟条件句外，还有一些动词及结构也表示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前提也从反面体现出来。例如：

（25）If he had made a good preparation for the exam
 ，he would get a better mark. >> He did not make a good preparation.

（26）John wished
 he had not talked to his mother in that way. >> John talked to his mother in that way.

（27）That naughty boy pretended
 to be in sleep. >> That naughty boy was not in sleep.

12．问题（questions）问句一般是在一定前提下提出来的，一般疑问句、选择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的前提有所不同。例如：

（28）Is there a book on the desk？>> Either there is a book or not on the desk.

一般问句的前提往往是yes或no，在肯定与否定之间选一。

（29）I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n the north or south of Shangha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s in the north or south of Shanghai. 选择问句的前提是两选中的一个。

（30）Who are you waiting for？>> You are waiting for someone. 特殊问句的前提可以通过用 someone，somewhere，somehow等替换特殊疑问词来获得。但这些前提在句子否定后并非总是不变的。

上述前提语是从语义层面（1—6）和句法层面（7—12）产生的。除了已经罗列的12种常见的前提语之外，前提还可以通过音系手段产生，主要是运用语调来强调某一成份，例如：John treated us TONIGHT. >> John treated us at a certain time.也相当于断裂句It is tonight that John treated us. 功效和断裂句相同。

前提语常会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前提是由语言自身产生的，因为前提语就是那些触发前提的词语或表达式。但实际上，前提是说话人的前提，并非句子自身具有前提。说话人“说”某句话时早已胸有成竹，前提先在心中。前提语只是表象，是表达说话人心中前提的语言手段。


67　什么是前提的投射问题？

前提的投射问题（projection problem）是指一个句子被嵌入另一个句子中后，句子的前提发生变化所产生的问题。在传统哲学中，一个句子的语义是该句各组成部分的语义相加，即某句S由从句S1和从句S2构成，那么句子S的语义就是从句S1的语义和从句S2的语义之和。依此类推，一个句子的前提是该句各个构成从句的前提相加，即从句S1的前提和从句S2的前提在嵌入句子S后，也成为句子S的前提。但事实上，复杂句的前提远非从句前提的简单叠加，因此产生的复杂问题就是语用前提中的投射问题。在前提研究中，投射问题一直是比较棘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前提研究理论有Langendoen和Savin的简单相加理论、Karttunen的塞子—漏洞—筛子理论、Karttunen和Peters的含义组合说以及Gazdar的含义取消机制等。

简单句被嵌入复杂句后成为复杂句的分句之一，它的前提并非一定成为复杂句的前提，不会总是从部分到整体被投射。一般有两种结果：从句前提消失或继续存在。

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从句前提会消失，也称被撤销。

1．当一个从句原来的前提被同句中另一个从句所否定，主句原来的前提就被否定了。例如：

（1）John did not manage to pass the exam for he simply did not try to.

2．当在原有主句后面加条件句后，原有主句的前提会被“悬置”（suspend）。例如：

（2）John doesn't regret choosing teaching as his career，if he ever did so.

如果主句原来的前提在条件句中变为假设，它就会消失。例如：

（3）If John loses his temper today，he will regret doing so.

3．Either … or … 句型中，一从句会否定另一从句的前提。例如：

（4）Either John will lose his temper today or he will regret doing it.

regret产生的前提否定了前一从句的前提。

上面列举的三种情况是一个句子嵌入另一句后，前提会消失的较为常见的情况，虽然还有些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原前提消失，但有待讨论。

（5）John's sister lost her bag.

（6）John's sister had a bag.

例（5）的前提是例（6）。在下面一些情况下，例（5）被嵌入另一个句子成为其从句后，原句的前提例（6）仍然存在。

1．在嵌入了具有情态意义的句子后原来句子的前提仍然不变。例如：

（7）It's very likely that John's sister lost her bag.

2．在该句后添加并列句后，原句的前提也仍然存在。例如：

（8）John's sister lost her bag and she is buying a new one.

3．把该句变为if从句后，后加一主句，原来的前提仍不变。例如：

（9）If John's sister had not lost her bag，she would not buy a new one.

事实上，一个句子嵌入另一句子后，前提消失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前提仍然继续存在；在把一句嵌入另一句后，原有句子前提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原有句子的蕴涵又有消失和继续存在两种情形。例如：

（10）John has two sisters.

（11）John exists.

（12）John's parents had more than two children.

例（10）的前提是例（11），而例（10）的蕴涵是例（12）。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原句前提依然存在，蕴涵却消失了。

1．在嵌入了具有情态意义的句子后，例如：

（13）It's very likely that John has two sisters.

2．在嵌入either … or … 句型中后，例如：

（14）Either John has two sisters or he has two brothers.

3．在句子嵌入if从句中时，例如：

（15）If John has two sisters，he will invite them to dinner.

原句前提嵌入后仍然存在；但原来的蕴涵却不复存在了。但在原句嵌入用and、but构成的并列句中后，原句的前提依然存在，蕴涵也同样不受影响，例如：

（16）John has two sisters and his friend Peter has two sisters，too.

（17）John has two sisters but he lives far away from them.

上述例子表明，嵌入不能像否定那样成为区分前提与蕴涵的手段。

前提的投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一个句子嵌入另一个句子后，前提可能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在前提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蕴涵也呈现消失和继续存在两种结果。除了传统的前提投射研究，国内还有学者试图从Halliday的功能语法、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等视角解释这一复杂问题。


68　什么叫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的，前后经历了近40年的历史。话语分析从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分析的研究在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受到了功能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的影响。此外，话语分析还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因此，我们认为话语分析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对于如何定义话语分析这个问题，语言学家是从不同的研究侧面和不同的着眼点来反映话语分析的本质的。语言学家大多数倾向于把话语分析看作是对语境中语言如何用于交际所做的研究。如Halliday（1978）和Van Dijk（1980）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话语分析，指出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即通过真实的话语活动交换意义的学问。美国社会学家Labov于1969年指出，话语分析就是制定规则“把所做与所说或所说与所做联系起来”，强调话语规则的前决条件，指出必须满足一定条件话语才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特定的交际行为。

也有一些语言学家从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来定义话语分析。如Stubbs（1983）认为话语分析是对“自然发生的连贯的口头或书面话语的语言分析”。因此，此类分析的单位是大于句子或从句的语言单位，如口头会话或书面语篇，而且这些语言序列是连贯的。Sinclair和Coulthard认为话语分析是话语语法学。他们与Widdowson和Halliday一样，认为话语分析主要是对语篇衔接话语连贯的研究。

还有一些语言学家从话语功能角度来定义话语分析。如Widdowson（1979）认为话语分析是对“句子用于交际以完成社会行为的研究”，强调话语的交际功能。而Brown和Yule则认为话语分析是对使用中的语言的分析，此类分析不仅仅是探索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是对语言使用功能的研究。

话语分析应该完成哪些任务也没有统一的规定，但其主要的研究范畴包括语境、语言功能与话语分析；语域变换与话语分析；语篇的宏观结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主位、述位及及物性；批评性话语分析；会话分析；文学语篇的分析；话语分析与外语教学等。


69　话轮是怎样构成的？会话中话轮的转换有什么规律？

在正常的会话中有一条基本规律，即参加会话的人在每次会话过程中总是轮换说话的（turn-taking），也就是说每次只有一个人在说话，很少会出现重叠的现象。在日常会话中说话人之间交替轮换会话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是话轮。说话人的话轮通常是有条不紊地进行更迭。而一个说话人停止说话和另一个说话人开始说话这之间的间隙是非常短暂的。说话人之间的话轮是怎样交替进行的呢？这种有秩序的更迭不仅见于有两三个人参加的会话，甚至也见于十几个人乃至几十个人的近乎集会这样的场合。话轮不仅在会话者相互看得见的情况下有秩序地进行更迭，在会话者相互看不见的情况下，如打电话这种场合，更迭也同样有秩序地进行。这些极为普通的现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成了他们研究分析的对象。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Schegloff等人对自然会话的结构进行了观察和分析，指出会话中最基本的一条规律就是：每次至少有一方在说话，但又不多于一方在说话。虽然在日常生活的会话中有时会出现短暂的重叠或冷场，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参加会话的各方都会按照这条基本规律设法调整和修补。如有一人以上同时讲话，其中总有人会迅速退让。如果在会话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冷场，那么总有人会开口讲话，或通过“er”或“mm”这样的声音来表示他们想要说话了。在此基础上，Sacks和Schegloff又总结出说话人参与会话的三条规则。

规则一，一个正在说话的人可以通过提名或副语言来选定下一个说话人。在选定下一个说话人的同时，他往往同时也指定了下一个说话人的话语类型。例如：

（1）I am going to swim this afternoon. How about you，Mike？

（2）Do you know how to operate this machine，John？

（3）Good morning，Mr. Roger！

在上述三个例句中，Mike，John和Mr. Roger不仅被指定为下一个说话人，同时他们该说什么也都被说话人所说的话决定了。当然说话人除了点名确定下一个说话人之外，还可以用副语言来指定，如用眼光、头部动作及面部表情等。

规则二，虽然没有选定下一个说话人，但说话人可以限制下一个说话人将要说话的话语类型。如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提问：Is there anyone here who can explain this point？这样，在场的人可以自己作出选择。

规则三，说话人既不指定下一个说话人，也不指定下一个说话人的话语类型，而是完全由参与会话者自选并决定说话的内容，并且这个时候当前说话人也可以再次取得发言权。这就是Sacks、Schegloff和Jefferson（1974）提出的话轮转换模式。


70　什么叫相邻对？相邻对有哪些主要类型？

对会话结构进行分析可以采用不同的单位，有人把参加会话者每说一次话的内容作为分析单位，也有人把每说一次话的内容分为更小的单位，因为每次说话未必只说一句，即使只有一句，它所施行的动作有时却不止一个。但由于会话是至少有两个人参加的合作性的语言交际活动，因此，要研究会话的局部结构，相邻对（adjacency pair）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基本单位。相邻对指的是两个谈话者各说一次话所构成的对子。相邻对具有以下这些特征：一个相邻对包括两个语段；这两个语段是由两个说话人前后相继所说的；这两个语段有一定的前后次序，分别属于相邻对的第一部分和相邻对的第二部分；这两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第二部分都可以用于任何一种类型的第一部分之后，也就是说，某一种第一部分要求某一种合适的第二部分；一个相邻对的第一部分常常选定下一个说话人，并且总是规定了下一个行为，也就是说相邻对的第一部分制约相邻对的第二部分。

Schegloff和Sacks（1974）在发展话轮转换理论的同时，还合作研究了相邻对理论。他们观察到人们在日常会话活动中总是交替轮换进行会话的，这表明会话活动是有秩序地更迭的，并且轮次与轮次之间是有机结合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诸如“呼唤—应答”、“提问—回答”、“给予—接受/拒绝”、“问候—问候”、“埋怨—道歉/申辩”、“陈述—确认”、“请示—指示”、“指示—确认”等等，这些都属于相邻对。例如：

（1）A：Good morning，Mr. Roger.（问候）

B：A nice day to you.（问候）

（2）A：Hi，Buddy，where are you？（呼唤）

B：I am here.（应答）

（3）A：It's Stephen，sir.（请示）

B：Let him in.（指示）

当然，由于句法形式和句子的交际功能之间的差异，相邻对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体现在句法形式上，而体现在两部分的话语所施行的言语行为上。常见的第一部分所施行的言语行为包括问候（greeting）、挑战（challenge）、请求（request）、邀请（invitation）、评估（assessment）、埋怨（complaint）、威胁（threat）、宣告（announcement）等等。那么，和这些第一部分相关联的合适的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是“问候”时，第二部分似乎也只能是问候，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但对其他类型的第一部分来说，却未必如此。“提问”可能得到“回答”，但也可能得不到期待的回答，有时甚至会遭到拒绝或受到谴责。如：

（4）A：Who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ou could ask my five-year-old kid.

（5）A：Are you still having some sort of contact with your former husband？

B：I'm afraid that's a rather personal question.

同样，“埋怨”后，对方可以表示歉意，但也可能申辩：

（6）A：You are stepping on my toes.

B：I'm sorry. Did I hurt you？

（7）A：Your HiFi is loud enough to wake up the dead.

B：But it's not nine o'clock yet.

在会话活动中为什么每次要涉及两个语段？这是因为第二个相邻对的功能可以使谈话双方了解听话人是否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或他对此有何反应。相邻对的操作规则很简单，即当可以辨认的第一个相邻对产生后，第一个说话人就应当停止说话，下一个说话人便可以开始说话，随即产生第二个相邻对。

相邻对理论是语篇结构研究在微观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当然它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第二个相邻对不一定总是紧跟第一个相邻对；相邻对不一定非得两个说话人来完成，由一个人自问自答的情况也很常见。有的学者认为相邻对不一定是会话的基本单位，它不能解释如thanks这样的回答应该属于什么部分，它也不能作为课堂教学中师生对话的基本单位。


71　什么是会话的修正机制？

会话如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并非总是完美无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trouble source），而修正（repair）便是排除阻碍使会话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唯一方法。因此，会话中的修正机制也是会话局部结构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会话中的修正机制模式是由美国社会学家Schegloff，Jefferson和Sacks（1977）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他们的研究表明，会话修正同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会话修正机制由三个部分组成：阻碍、引导修正（initiation of repair）和修正。根据引导修正者和实施修正者的不同，Schegloff等人得出了下列四种不同的修正机制：

1．自我引导/自我修正（self-initiation/self-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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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说话人P自己发现了话轮中的阻碍“l”，并对此作了自我修正——即用短语“in a liquid form”替换了没有完全说出来的单词“liquid”。在这种机制中，说话人未经对方提示就发现自己话轮中的问题，并自行在同一个话轮中对阻碍进行了修正。这种情况在日常会话中最为常见。

2．自我引导/他人修正（self-initiation/other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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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例中说话人S1自己先引出修正引导，而实际修正却是由对方S2完成的。这种修正机制一般发生在说话人突然忘了某一个词，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听话人恰恰能够推测出说话人想要说的话，于是主动帮助完成对会话的修正。

3．他人引导/自我修正（other-initiation/self-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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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机制中，阻碍只是对听话人而言才存在的，说话人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自己话语中有什么问题。因此，听话人认为有必要提出疑问或指出具体的阻碍所在，以便能准确地理解说话人的话语。不过听话人出于对说话人的“礼貌”或照顾“面子”，一般会倾向于让对方自行对话语进行修正。

4．他人引导/他人修正（other-initiation/other-repair）

[image: ]


Schegloff 等（1977）和Levinson（1983）都认为，上述修正机制在日常会话中极为少见，只是在说话人自己未能完成修正的情况下，听话人不得已才对阻碍提出修正，以保证会话能顺利进行下去，因为会话的成功毕竟需要交际参与者的协同努力和配合。

应当指出，Schegloff等人上述对会话修正机制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英语日常会话语料的基础上，其研究成果能否适用于汉语或其他会话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特别是他们认为会话修正机制是一种优先结构（preference structure），即会话修正机制有一定的优先排列次序（rank order organization），其中自我引导会话修正要优先于他人引导会话修正，而且，前者经常出现在第一、第二话轮或者在一二两个话轮的过渡处，而后者则较多地出现在第三话轮或之后。对于这一观点更是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和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就认为，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最常用的会话修正机制却是他人引导/自我修正，其次是他人引导/他人修正。由此可见，不同的会话活动类型有不同的会话修正机制和优先排列次序。


72　如何区别话语角色和社会角色？

Leech（1983）指出，言语交际既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过程。在这交际过程中，话语参与者根据社会规约和话语的情景语境，选择恰当的角色关系，用相应的言语（或非言语）表达方式，传达话语意义，从而实现交际目的。交际过程中的这种角色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话语参与者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具有的社会角色关系，反映了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永久性的、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的关系，如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朋友关系，敌我关系等。这种角色关系在言语交际中体现为话语参与者之间的权势和一致关系；另一种类型的角色关系是话语参与者在话语产生时所充当的、临时性的话语角色关系，体现参与交际的任何一方与话语信息（message）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和区分交际的某一方是在发出信息，接受信息，还是代表某一方在传递信息这类关系。

言语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其参与者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自然人，有其特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带着各自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从事言语交际活动，这一特点往往容易为人们所注意。当他们一旦加入到某一言语事件之中，其角色通常会随言语事件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承担起不同的话语角色。Thomas（1991）从信息交流的角度将话语角色关系分为两大类型：话语信息的生产者（producers of talk）和话语信息的接受者（receivers of talk）。无论话语的生产者和接受者选择怎样各自的话语角色，言语事件的参加者的社会角色始终制约并决定着这种选择的进行，而这种制约和控制更多地从参与者话语角色的转换和话语内容的选择和表达上体现出来。

人物话语角色的变化与冲突，都是由于人物在社会大语境中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社会角色的变化时刻左右着话语角色的变化，话语角色变化实现了社会角色的现实目的，为社会角色的语用意图服务，并从而完成话语语篇的人际意义。这样的结论对文体学、戏剧和语用学的会话结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对外语教学也将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


73　谈话的产生者与接收者分别包括哪些具体的话语角色？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所担当的角色可分为话语角色和社会角色。社会角色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把话语角色分成两大类，即谈话的产生者和谈话的接受者。

我们先讨论第一大类，即谈话的产生者及其在言语交际中的转换现象。Thomas（1991）依据谈话产生者对所传递的信息担负责任的大小程度，将该大类话语角色类型细分为五种具体的话语角色：说话者（speaker）、作者（author）、传递者（reporter）、代言者（spokesperson）和传声筒（mouthpiece）。不言而喻，上述五类话语角色在言语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各自所具有的权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无论在程度和范围上均有很大的差异，一般不能超越自身的角色而行使权力，否则就属于“变异”的或反常的话语角色转换现象。

说话者是一个语用学意义上“无标记”的话语角色，一般指在特定言语交际过程中正在说话的那个人，通常说话者代表自己的意志说话；换言之，说话者这一话语角色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同时发挥和行使作者和传声筒这两种话语角色的作用、权力和义务。

作者的话语角色在几个方面区别于其他的生产者角色。首先，虽然作者和说话者一样既是被传递的言外行为的话语信息生产者，又是言外行为背后的著作者，作者和接受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这是最明显的差异。第二，不同于其他所有的话语角色，作者在自然真实的言语交际中没有出场的资格和可能。自然发生语言的作者以及一些戏剧中对话的作者往往被人们按其社会角色或社会机构角色提及，例如，Dad says，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state.“作者”这一术语被用来将某一言语行为背后的话语生产者与真正说出该话语的人（即“传话筒”或“代言人”）区别开来。例如：

（1）“But I tell you，you're to come down. Miss，this minute：your mother says so.”（The Mill on the Floss
 ，Ch. VII）

更常见的情况是，信息按照他人的意志所传递这一事实，单单通过使用情态就能表达出来，例如英语中的“I have to inform you”。同样地，在官方信函或告示中使用被动语态或者语句中不出现主格，也是表明某一言语行为不是签署者本人意愿的一种有效方法。例如：

（2）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

（3）Infringing the rules of the library may lead to the suspension of borrowing rights.

代言者与传声筒之间的区别没有说话者和传声筒之间的区别显著。典型的代言者这一话语角色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代言者是某一个人或团体中的一员或代表，传递该个人或团体的言语意图。传声筒只代表某一团体或个人，他/她不是该团体中的一员，只是传递该团体或某个人的言语意图而已。代言者可以根据言语行为的来源而得到确认，因而对其传递的言语信息负有一定的责任，而传声筒则毫无责任。

传递者的话语角色与代言者和传声筒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他/她没有得到作者的任何授权，不能代表作者，而是自己决定传递某个言外行为。传递者不同于代言者，体现在传递者并非是其传递的言外行为的生产者，话语来源和接受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被认可的联系。因此，传递者通常不对言外行为负责，也不必去确认话语来源，但由于传递者是自己选择而不是被要求传递某个言语行为，因此他/她有时要对传递的言外行为的后果负一定程度的责任。

话语角色的第二大类为谈话的接受者。值得注意的是，话语角色类型并不是绝对的，存在相互重叠交叉的部分，也许有必要增加更多的类型。下表列出了确定话语接受角色类型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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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大致可以将谈话的接受者分为四种类型：受话者，旁听者或观众，旁观者或无意中听到者和窃听者。具体说来，受话者是话语指向的那个人，而旁听者或观众是被认可的言语事件的参与者，但不是话语的直接对象。旁听者回话的权力比受话者回话的权力要小得多，但仍然可以主动参与到话轮中来。例如：

（4）Woman：Go away，smelly！

Man：Thanks！

Woman：The dog，you idiot！

在上例中，Man是旁听者，Dog才是Woman指向的真正的受话者。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区别“真正的”和“表面的”受话者。在下面的两例中，“母亲”和“抽烟的男人”是真正的受话者，而“婴儿”和“年轻男人的伙伴”则是“表面上的”话语接受者。

（5）［Old woman to an infant crying in its pram and whose mother was present］：Doesn't your mommy change your diapers？

（6）［On a long-distance coach，on which a man was smoking a particularly malodorous pipe.］

Young man to his companion：Some people have no consideration at all！

当然，说话人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事实上的受话者发话，但是由于话语本身太过于威胁对方的面子，因而不好直接说出来。例如，在英国大学的厨房里，公用冰箱里的食品常常会不翼而飞，我的一个朋友带着明显的怀疑对另一个中国学生说：“我中午肯定把一盒酸奶和一些鲜奶放在冰箱里了！”“真正的”和“表面上的”受话者的概念，也能够解释对数量准则的明显违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收音机或电视广播里或戏剧话语里。

受话者和观众之间的区别不太明显，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观众的发话权力比受话者要小得多，尽管演播室里的观众有时可以提问、责询等，但更多的时候观众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无论是受话者还是观众都是言语事件中的积极参与者。在舞台上上演剧本，本身就是为了给观众欣赏，观众的反应对演员的演出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演员被不友好的观众嘘声赶下舞台或取消演出的情况屡见不鲜。也许“观众”这一提法可以用“说话权力受限制的受话者”来取代，这样有助于解释戏剧话语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充当说话者的演员所传递给充当接受者的演员的信息不同于充当说话者的演员传递给观众的信息。

旁观者或无意中听到者是指说话者知道的、在其听力所及的范围内的人，但与旁听者不同，他/她不是话语事件的参与者，无权加入到话语的轮换中。旁听者即使无人直接对之讲话，他/她的在场也为大家所承认，并有权听到所说的一切。研讨会中的学生、家庭成员都属于这一类。旁观者或无意中听到者并不是说话者话语的对象，但他/她（们）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说话方式。

和旁观者或无意中听到者一样，窃听者也不是话语事件的合法参与者。事实上，说话者一般说来并不知道也不允许窃听者的存在。另外，窃听者通常也和旁观者或无意中听到者一样不具有参与谈话的权力。当然，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旁观者或无意中听到者认为一句话是针对他/她（们）而言的，也就是说他/她（们）变成了谈话的接受者，他/她（们）因而可以对话语作出解释。

我们在描述所有谈话接受者的角色时，都是以单个的谈话参与者作为单位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种话语角色中，不止一个人可以实现其功能。观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可以有多个说话者（比如在合唱队中），也可以有多个受话者。


74　什么是语用模糊？语用模糊包括哪几种类型？

语用模糊指的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这类现象。例如：

（1）Would you like to come in and sit down？这句话语可以同时实施邀请、请求或命令等不同的言外行为，也可以是三种言外行为兼而有之，其界限是模糊的。语用模糊大致有下列几种类型：

1．多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multivalence）

这种类型的语用模糊指说话人在一话语中对不同的听话人表达其不同的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

（2）［说话人是牙医，受话人是他的病人，听话人是牙医的助手。］

牙医：We'll just pop a little filling in there.

（3）［说话人正通过电话对受话人1说话，受话人2（一群人）正在他房间喧嚷。］

说话人：Sorry，there's a lot of noise at this end.

（4）［当说话人的秘书在门外探头时他正与一学生讨论功课，秘书看他忙就转身离开。］

说话人：It's OK，I've finished with Susan now.

显然，例（2）中说话人所言一方面意在安慰他的病人，另一方面是要求他的助手准备手术。例（3）中说话人向受话人1道歉，斥责受话人2（道歉并停止吵闹）。同样，例（4）中说话人打发了他的学生（准备离开），召唤他的秘书（回到房间）。

2．双重或数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bivalence/plurivalence）

这种类型的语用模糊指一话语对同一位听话人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

（5）A：Are those your filthy socks decorating the bathroom floor？

B：Yes. Sorry，I'll move them.

（6）［A不小心把一东西掉到了B的咖啡里，溅得满桌都是。］

B：It's going over my papers！

A：Sorry，sorry.

B：Don't just stand there apologizing. Get something to wipe it up！

例（5）中A的话语实际上向B传递了两种言外之力，既是质问，也是抱怨／要求。同样，例（6）中B的开始话语所表达的言外之力介于“抱怨”和“要求”之间；而A只回应了抱怨。最后，B只得用另一话语进一步表明他前面意欲表达的两种言外之力。

3．条件性的双重言外行为（conditional bivalent illocutionary act）

这种类型的语用模糊与言语行为实现的“恰当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的建立有关。换言之，如果条件X是真实的，那么言外行为Y就成立；如果条件X不存在，那么Z就应该是此言外行为。例如：

（7）［上海希尔顿大酒店男盥洗间里，说话人A是唯一在等着使用的人，但卫生间一空下来时，第二个人进来，径直走向刚空出来的卫生间。］

A：I was waiting.

B：Oh，were you？I'm sorry.

例（7）中A的话语既可以表示陈述，也可以表示警告或抱怨，那取决于条件A一直在等待是否成立。该例的条件当然成立，这也可从B的回话“I'm sorry.”得到证实。因此，A的话语是个警告或抱怨。

4．语篇性语用模糊（discoursal ambivalence）

这种语用模糊是在语篇层次上，而不是话语层次上的，听话人很难辨明话语中究竟表达的是何种以及几种言外行为／言外之力。下例（8）中，当妻子问他是否会早些回家时，丈夫很难辨明妻子的话语只是问他是否早回，还是问他可否早点回来以便让她用车。同样，例（9）中，读者感到B的两次话语意欲表达何种以及几种言外行为／言外之力都很不确定，呈现模糊状态。

（8）Wife：Will you be home early today？

Husband：When do you need the car？

Wife：I don't，I just wondered if you'd be home early.

（9）A1：Did you get that velvet jacket from the cleaners？

B1：You're not having it！

A2：I was asking for it. I just wondered if you'd picked it up.

B2：You just wondered！

A3：Well，I haven't got anything decent to wear.

英国语言学家Leech认为，语用模糊，即谈话话语的这种不确定性，使话语的言外之力不明确是带有动机的，是为了交际双方的共同利益。说话人让听话人对其话语的意图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是为了让听话人为其承担由该话语引起的后果的一部分责任，使自己处于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例如：

（10）If I were you I'd leave town straight away.

这句话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分别理解为一项“建议”、一个“警告”或“威胁”。听话人很可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威胁”，而说话人事后仍可以说这只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提的一项建议，对听话人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不承担责任。可见，有意识地使用语用模糊可以显得礼貌，同时又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是交际双方常用的一种语用策略。它能实施下列语用功能：1）使话语更有趣或不那么有趣；2）增强话语的感染力或使其陌生化以增强话语效果；3）协调彼此冲突的交际目的，一般是“命题目标”与言外之的的冲突；4）出于礼貌的考虑或照顾对方的面子。


75　语用模糊和语法歧义有什么区别？

语法歧义和语用模糊（pragmatic ambivalence）的对比研究是在语法和语用两个平面上进行的对比研究，这是一种结合语境，尤其注重分析和考察说话人和听话人相互作用及其交际意图的动态研究。但是要对语法歧义下一个全面精确的定义并非易事。石安石（1994）认为歧义现象指听起来或看起来相同的话语在字面上有不止一种解释。英语中的语法歧义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词汇歧义（lexical ambiguity）和结构性歧义（structural ambiguity）两大类。前者主要有两种类型：

1．一词多义。例如：

（1）I went to the bank
 .（银行/河岸）

2．词类不同。例如：

（2）Please make her dress
 fast.（名词/动词）

后者主要有三种类型：

3．层次不同。例如：

（3）beautiful（girl's dress）/（beautiful girl's）dress

4．语法关系不同。例如：

（4）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定语—中心语/述语—宾语）

5．语义关系不同。例如：

（5）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the hunters为shooting的施事/受事）

歧义也可以分为口头歧义和书面歧义两大类型。口头歧义实际上就是同音词问题。例如：

（6）今天我们举行了qizhong考试。（期中/期终）

（7）他又zuo了一会儿。（做/坐）

国内外语法界主要关心的是书面歧义。除了上述概括的五种类型外，近年来开始为人们所重视的歧义类型还有下列几种：

6．粘合程度（scale of cohesion）不同。例如：

（8）John
 and Mary
 are married.（可以是John和Mary已各自结婚，也可以是两人结为伉俪）

7．语义辖域（scope）和焦点（focus）不同。例如：

（9）George doesn't beat his wife because he loves her.（因为爱她，所以不打她/不是因为爱她而打她。）

8．言外之义不同。例如：

（10）You could be a little more quiet.（陈述/请求）

（11）That was a brilliant idea.（可能是反话）

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歧义”是一种脱离语境和上下文（co-text）的型（type），属于语法学和语义学研究的范畴；而一种歧义的型在具体语言环境里的表现是“例”（token），例不一定有歧义，即使有，也往往可以借助于语境被消除，因此属于语用学研究的范畴。

语用模糊指的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acts or forces）这类现象。例如：

（12）Would you like to come in and sit down？这句话语可以同时向听话人传递邀请、请求或命令等不同的言外行为，也可以是三种言外行为兼而有之，其界限是模糊的。


76　用以限制和防止话语模糊行为的会话策略有哪些？

Thomas将用以限制和防止话语模糊行为的会话策略概括成两类：一类是话语层次上的；另一类是语篇层次上的。

1．话语层次策略（utterance-level strategies）

处于强势的（powerful）一方使用会话策略似乎能使他/她在互动中占上风。尤其突出的是，处于强势一方有意限制处于劣势一方使用模糊性或间接性话语。话语层次上的会话策略又可分为下列两类：

A．着重说话人的元语用评论语（speaker-oriented metapragmatic comments，简称S-MPCs）

B．着重受话人的元语用评论语（addressee-oriented metapragmatic comments，简称A-MPCs）

第一类着重说话人的元语用评论语（S-MPCs）包括下列两种类型：

a）言外之力显示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简称 IFIDs）

b）预先的和追溯性的元语用评论语（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MPCs）。例如：

（1）A1：Be quiet.

A2：I order you to be quiet.

（2）（校长对孩子说话）

… I advise you very very seriously to keep away from this，Maggie，right？

如Leech（1980）指出，例（1）中A1仅仅在表明言语行为力方面与A2不同，因而排除任何礼貌性模糊，使话语产生一种“一锤定音”的效果。如果说话人A2是位对士兵发话的长官，通过正式地表达他话语的言外之力，他清楚地表明他在作为长官进行权威讲话，而A1不含有该言外之力，A2使听话人明白对此话语只有该言外之力一种解释。一般而言，在谈话双方地位平等的话语里，言外之力显示手段只能用于说话人利益受损的语境中，即说话人利益受损或颜面受威胁，如表“道歉”、“允诺”等；相反，在谈话双方地位不平等的话语里，言外之力显示手段则常出现在听话人利益受损的语境中，如对听话人发出“命令”、“警告”等。例（2）就是个恰当的例证。

着重说话人的元语用评论语有时会被在谈话中占主导地位的说话人用来对自己话语的意图进行预先或追溯性的评说，从而使对方无法推诿、含糊其辞或抱怨。预先的元语用评论语与言外之力显示手段的功能颇为相似，额外的益处是“原谅”了说话人对礼貌准则的违反，实际上预先排除了受话人抱怨的可能性。

（3）［监察员对警官说：］

… it probably sounds a bit cruel but I'm going to be honest with you …

（4）I was asking you，not telling you.

同样，追溯性元语用评论语（如例（4））也允许说话人施行威胁面子的行为，如果他/她施行行为的权利受到挑战，仍可用话语表面上讲得通的解释逃避责任。正常情况下，不能对完全陌生的人下命令，但问他们问题却是完全可以的。例（5）是个恰当的例子：

（5）［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里，《理查三世》在上演，一名观众的邻座不停地把巧克力包装纸弄得沙沙作响，这名观众怒不可遏地转向她，问她是否可以安静些吃。期间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A：How dare you tell me to eat more quietly！

B：I didn't tell you to，I asked if you could. If you can't，there is nothing more to be said.

第二类着重受话人的元语用评论语（A-MPCs）：

第二类元语用评论语（A-MPCs）往往被谈话中占主导地位的说话人用来迫使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无法使用语用模糊来逃避责任，当处于主导地位的说话人给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话语的几种可能的语用解释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不得不从中作出一种选择（如：Are you asking me or telling me？）。例（6）也是个典型的例子：

（6）［导师在指导他的博士生］

Student：It's not so much that you've misunderstood but that I don't think your account is particularly clear.

Supervisor：Are you retracting？

谈话中占主导地位的说话人常用来杜绝受话人逃避责任的更巧妙的方式是用Thomas所称的结语（upshots）和再表述（reformulations）。在戏剧和自然会话的“不平等对话”里，谈话主导一方会被要求表明或明白地确认他/她话语意图表达的语用之力，为了回应，他/她常常给听话人一个“结语”（主导说话人对从属一方长段话语的简要总结）或一个“再表述”（对受话人模糊性话语的再表述）。如例（7）是再表述事例，例（8）是结语的例子：

（7）Constable：I've never had any comment other than that.

Inspector：Are you saying that nobody's brought your shortcomings to your notice？

（8）［一次部门会议］

A：I'm not convinced that we went about i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B：So you're saying that I cocked it up.

2．语篇层次的会话策略（discourse-level strategies）

根据俞东明（1997），语篇层次上的会话策略主要有下列三种：限定语篇的长度（space-making strategies）；确定谈话的目的（establishing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action）；确定言语事件的性质（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speech event）。

a）限定语篇的长度：这一方法使说话人有足够的话语空间使自己的话不被对方时时打断，典型的例子如：“I have three points to make …”。说话人在被打断前可以明确说明将具体讲述几点。

b）确定谈话的目的：在“不平等对话”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占主导地位的一方首先决定谈话的题目和目的，对方一般只能就这一主题和范围参与谈话。Thomas（1995）称此为语篇标识（discoursal indicator），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导言语行为”。使用陈述目的、确定谈话界限的语篇标识也是为谈话占主导地位（或将占主导地位）的说话人以相对不那么显著的方式“产生语篇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以同时限制处于从属地位一方的语篇选择；一旦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开始一个话题，对方就很难改变话题；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要想改变话题，又不违反会话准则，不讲显得没有礼貌的话，必须具备极高的交际能力，但这决不是所有谈话人都具备的。例（9）和（10）是具有很显著的语篇标识的例子，确定谈话目的和谈话性质以警告B去坦然接受即将展开的语篇内容：

（9）A：Right number one then um，I want to see you in the first instance about um the inquiry over the cassettes.

（10）A：Okay that's that part. The next part I want to deal with is your suitability to remain as a C. I. D. Officer.

c）确定言语事件的性质：某一言外行为施行的适当条件可以在语篇中协调，同样，谈话双方中占主导地位的说话人可以通过以有利于自身的语言对已知事实加以复述作为谈话进一步深入的基础（或使其合法化）。请看下例：

（11）A：Now you will recall that um，I did see you on a particular day and ask you where they were？

B：That's right，Sir，yes.

A：And you were unabl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and in fact I understand they were found in your locker？

B：That's right，yeah，found them in there，Sir.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占主导地位的说话人对已知事实的复述都是“中立的”，复述“已知事实”时，为创造某一言语行为的“适当条件”，主导说话人很可能把个人的理解强加于某一种言语行为。另一方面，谈话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对主导说话人强加的理解进行反驳。错误的事实相对来说易于反驳，有倾向性的前提就不那么容易了。像用“结语”和“再表述”就难以反驳，原因有三点：首先，完全明辨它们需要较高的认知能力，而大多数孩子和许多成人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其次，话语上很难进行反驳，因为要在对话过程中打断对方会影响交谈的连续性；再者，反驳对方而又不违反礼貌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77　什么是会话活动类型？

会话活动类型这一语用学范畴最早是Levinson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活动类型与语言”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又成了语用学研究的热点之一。Levinson当时对会话活动类型作了如下定义：

… a fuzzy category whose focal members are goal-defined，socially constituted，bounded events with constraints on participants，setting and so on，but above all on the kinds of allowable contributions. Paradigm examples would be teaching，a job interview，a jural interrogation，a football game，a task in a workshop，a dinner party and so on.（1979：368）

……这是一个模糊范畴，其核心成员包括那些带有一定目的的、受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制约的事件；这些事件所特有的强制因素限定了其参与者的类别和其可能发生的场合等，但首先是制约了参与者可能有的作为。典型的例子有教学、求职面试、法律咨询、足球赛、通过工作研究要完成的一项任务、聚餐等。

从Levinson的这个定义可知，会话活动类型研究关注语境对语言使用的作用，那么这类研究跟社会语言学，特别是人种交际学家Hymes（1962，1974）所倡导的对言语事件（speech events）的研究相比又有哪些差异呢？Thomas认为：言语事件这一描写语境的框架虽然也经常被一些语用学家所采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做是最合适的，因为它主要是用来对极为正式和高度仪式性的事件，如婚礼、葬礼、欢迎仪式等的描写；而对那些正式程度较低或不可预见的事件，如“大学入学面试”、“看医生”等就无法成功地用这一框架描写，更无法将其运用于对“随意性会话的描写”（1991，1995）。因此可以说，言语事件研究主要是对语境的静态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其目的是揭示已知的语境特征对语言使用系统的强制性制约。言语事件的参与者一般对语言的使用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利和周旋余地，极端的例子如英国女王的加冕典礼。在这一言语事件中，女王的言行都是精心准备好的，甚至连观众的每一次“喝彩声”也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会话活动类型研究则是对语境的动态研究，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其目的是揭示语境的动态特征和发话者如何通过使用语言来操纵语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极端的例子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朱利叶·恺撒》中，安东尼在城民集会上通过言语手段将城民由恺撒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这样的例子在日常会话活动类型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78　会话活动类型的动态语用研究可包括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Thomas认为对会话活动类型的语用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会话活动参与人的交际目标

跟Hymes的言语事件框架注重描写言语事件不同，会话活动类型注重参与者个人交际目标的描写和揭示，每一位参与者的交际目的可能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例如，法庭审讯这一言语事件的目标是作出公正的裁决，而原告律师和被告辩护律师各自的交际目的则截然相反。参与者的交际目标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也可能调整和改变。

2．会话活动参与人允许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手段

有些会话活动类型对参与者讲话的内容和范围有很多社会或法律上的制约和限制。例如，在法庭上，检察官一般不允许提及被告以前的犯罪事实，以免影响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样在西方的学术会议上，一般不允许人们发表有关个人私事方面的议论。当然，语用研究感兴趣的是会话活动参与者是如何巧妙地使用语言手段来突破上述限制以达到自身的交际目标，例如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反击政敌时，为了突破不能直称对方为“说谎者”（a liar）这一限制，而指控对方犯了“用词不准确”的罪过（guilty of a terminological inexactitude），从而达到了自己的交际目的，在竞争中占了优势。

3．会话参与人遵守、违反或终止遵守Grice会话合作准则的状况

根据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所有参与会话的人通常都必须遵循四个会话准则，以便使交际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但是，对上述四项准则遵守、违反或终止的程度和侧重点既具有文化差异和文化相对性，又会因会话活动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一般而言，在求职面试过程中，求职人为了达到目的总是尽力遵守关联准则，而对质量准则往往是有保留地遵守，不会把自身的缺点全盘托出。而在职业咨询时，为了让职业顾问对自己适合何种职业提出准确和客观的建议，求职者一般都会全力遵守质量准则，向职业顾问提供关于自己尽可能全面、准确的信息，对方式和关联准则的遵守则不必过于苛求，特别是在正式程度较低的职业咨询活动中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对会话参与者违反或终止遵守会话原则的内在动机和终极原因，只能在特定的会话活动类型中才能作出合理的阐述。

4．会话参与者遵守或违反礼貌原则及其准则的情况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对礼貌原则及其准则的遵守或违反不仅具有文化相对性，受制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而且不同的会话活动类型中人们对各条礼貌准则的重视程度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受制于会话参与者的交际目标和意图。例如在求职面试中，受制于交际目标，受试人总是极力强化自己的优点和成绩，并不太在意自己是否遵守了谦虚准则。这一点中西方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对礼貌现象的考察也只有结合具体的会话活动类型才会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5．会话参与者对话轮和话题的控制情况

在不同的会话活动类型中交际双方如何决定谁先发话，什么时候可以替换话轮、打断话语及如何控制话轮、终止话轮和控制话语虽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在很多情况下会话参与者仍会使用各种会话和语用策略，偏离一般的话轮替换规则以控制话题，使会话活动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和目的。

6．会话参与者对语用参数操纵的情况

会话参与者为了达到各自的交际目的，均会根据已知的语用参数，如交际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社会距离、权势关系、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及在特定文化中某一话语所具有的强加程度等不同情况，有策略地使用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例如，会话活动参与者往往会使用亲昵的称呼语或正式的称呼语来缩短或扩大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表明各自的身份、地位和享有的权利等；同样，在不同的会话活动类型中，参与者既会选择适合的语域，又能常常有策略地变换语域来增强或减弱交际场景的正式程度，以适合不同的交际目的和意图。因此，对会话活动类型语体特征的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会话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权势关系，而且也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把握会话参与者对语体选择的熟练程度，从而了解其驾驭言语的能力、交际水平和性格特征。


79　语用学研究主要有哪些方法？

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不会只用一种方法，语用学的研究也是如此。研究方法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Wolfson（1986）认为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关于人类交往研究最基本的问题。语用学研究方法也因此成为语用学家近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语用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其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也不尽相同，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有时也可能同时运用两种方法。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把语用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理论阐述主要是指语用学家对某种语用现象作出假设和阐述。比如，Grice（1975，1978）针对言语交际的双方都有相互合作、求得交际成功的愿望这一现象，提出了人们在日常言语交际时，一般都会遵守合作原则以及有关数量、质量、关联和方式等准则。Leech（1983）针对人们日常交际中经常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这一现象，提出了礼貌原则，解释了人们日常会话中为什么有时会出现故意违背合作原则等现象，如说话吞吞吐吐、声东击西，不愿意坦率或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等等。以上所提到的逻辑方法是人们在理论阐述中经常采用的方法。

实证研究指的是通过语料的收集和分析，对人们或自己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在实证研究中人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观察方法又可以分为两种，即定量研究（也叫描述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实验方法一样，都是从某一假设或问题出发来进行研究的，但定量研究是对自然语境下的语言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不带任何主观成份，对自然语境中的各种变量不加以控制。定量研究既可以是探索性的，又可以是演绎性的。比如研究人员既可以从某一现象的一般问题出发，了解更多的有关这一现象的信息，也可用于对先前的假设进行验证。而定性研究则是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其目的是研究特定环境下人类的言语行为。定性研究基于描述分析，它主要是描写自然情景中人们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和活动，而不是选其中一部分来描写。定性研究是探索性的，而不是演绎性的，这是因为定性研究在研究前不提出具体要研究的问题或假设，不是一开始就验证假设，而是观察什么与研究的焦点有关。定性研究是一个归纳过程，即从特定的情景中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其特点是比定量研究更具有灵活性，其设计模式或程序也不一定固定。但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确定要描写的现象；使用定性方法收集语料；从语料中寻找型式；回到数据中去或收集更多的数据以支持起初的结论及过程和数据的循环往复等等。


80　语料收集有哪些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人员都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合适的数据来回答本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语用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语用学是语言学分支中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其研究人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数据结果的解释以及对理论本身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语料的收集方法也很多。在此我们着重讨论语用学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语料收集方法。应该说明的是，不同的方法对受试者的控制程度不同，要求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完成的任务也各不相同。根据要求受试者在研究过程中完成的不同任务，即是对言语进行研究，还是实施某一言语行为，语料收集的方法可分为言语理解/感知和言语表达这两大类。此外，根据对受试者的控制程度以及语境的自然程度，语料的收集方法又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直觉法、引发法和实录法。

受试者对言语行为的理解/感知的语料收集方法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种：等级划分（rating scales）/卡片分类法（card sorting）：这种方法采用问卷法，即每一题都采用一段对话，对话语出现的情景进行一番简单的描述，接下来是一系列的语言形式。受试者根据具体情景，对所给的语言形式按照“礼貌”的程度来划分等级。这种方法还可以采用卡片分类的方法来收集同样的语料，因此，也被称为“卡片分类法”。多项选择法（multiple choice）：此类方法类似于卡片分类法，一般也采用问卷方式进行。问卷上有一段简短的文字描述情景，接下来是一组话语供受试者选择，这些话语一般配有三至六个选项，要求受试者选择他认为最适合该情景的话语。此外还有对比比较（paired comparison）、面谈（interview）以及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等方法。在这些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受试者的言语行为完全受制于研究者，因为在这种语境中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对所给的语言形式进行语用判断，因此，这些方法也被称为“直觉法”。

研究言语表达语料的收集方法主要包括话语完型法（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这种方法常用于跨文化语用研究，尤其是语际语语用学的研究。话语完型法是一种书面问卷法，每题都有一小段文字对情景进行简单的描述，其内容可以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来决定。一般可以包括物理情景（时间、地点）、会话双方的社会距离的远近、相对地位、相对权势和权利等内容。然后是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缺少一个话轮（turn）或一部分话轮，受试者根据情景选择一种语言形式来实现他要表达的言语行为，使对话完整。此外，这类语料的收集方法还有封闭性角色扮演（closed role play）和封闭性的面谈（closed interview）。在这些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受试者的言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研究者。在开放性角色扮演（open role play）和开放性面谈（open interview）等方法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者对受试者的言语行为的控制程度就不那么强了。在此类研究方法中研究者往往是通过使用某种方法来引发受试者产生预期的某种言语行为，因此，这些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引发法”（elicitation）。

收集言语表达语料的另一种方法叫“实录法”，它是对真实情景中使用的话语进行实录分析，是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观察收集语料的一种方法。这种语料是语用学研究中最有效度的语料，因为它是来自于自然语境中的语料，这些语料为研究者提供了说话者如何以言行事的真实准确的信息。但由于收集的方法不同，所收集到的语料往往在语体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语体根据其语境真实的程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为个人语体，它是一种最不受监控（least monitored）的语体，用Labov的术语叫“个人语体”（vernacular style）。这种语体出现在纯自然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话语是其自然的言语行为，因此也最为真实，是最稳定的语料。第二种为非结构性的面谈，即比较随意的、没有做事先准备的面谈。第三种为结构性面谈，即比较正式的、事先有准备的面谈。第四种为开放性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了准备的。最后一种语体为最受控制（most monitored）的语体，也被称作“精细语体”（careful style），这种语体出现在说话人被提醒注意其所说的话的情景中，也就是出现在一种非自然的语境中，因而这种对说话人作限制的语料收集方法不能真实地反映说话人的真实语言。

以上是对近30年来语用学研究中几种主要的语料收集方法的简要介绍，应该指出的是，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且各有利弊。在实际研究中，许多语用学家常常同时使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方法，以使研究结果更有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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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 What about er the pad of thin paper?
S2: What?

S1: The pad of thin paper number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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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
S2.
S1.

S1.
S1:
S2.
S1.
S2.

But y’know single beds’r awfully thin to sleep on.
What?

Single beds. They’re —

3. Y’ mean narrow?

They’re awfully narrow yeah.

And look it’s written by a Hungarian.

It’s written by a Hungarian? (unintelligible )
Is Joe here?

No, he’s not a Hungarian, that’s 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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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 She tasted it? Is it l-in a liquid for:m?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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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for signing the [ | the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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